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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成立于2006年4月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两个有影响力的观点：我们不谈论充分增长；而当我们这样做时，又会显得太过自信。通常，当人们思考如何解决贫困、文盲、失业、收入不平等以及污染等这些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时，会忽视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尽管我们的建议会给发展中国家极大的信心，但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明确。因此，该委员会的任务是，通过评估有关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的数据为当下和将来的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借鉴意义的政策建议。


  为了评估知识的状况，该委员会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例如参加2007年和2008年分别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纽约和纽黑文等地举办的12个专题讨论会的知名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并且形成了一系列专题论文。这些文献评论了例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气候变化、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城镇化等领域，这些领域也是该书的主题。此外，本书利用25例研究探讨了特定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每个报告都来自委员会和其他与会者有关世界上存在的政策、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评论。研讨会十分激烈地进行了三天。显然，专家们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的，甚至在有关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上也有不同看法。该委员会并不想掩饰或掩盖这些不确定性和差异。它不愿意在超乎合理证据的结论中呈现出虚假信心。研究人员并不总是能够用正确的“模型”来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世界，即使他们知道有哪些重要的因素，他们也不能总是令人信服地测量它们。在研究人员继续为提高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而努力的时候，政策制定者并不能等待学者来解决他们所有的疑虑和彼此的分歧。尽管对世界只有部分了解，但是决策还是必须要有的。因此，即使是依据翔实资料制定的政策决定也都有试验的特点，产生关于世界运作方式的有用信息，尽管它们并不总是产生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结果。这个事实也会得到认可，只要政策制定者可以快速地找出问题所在并从错误中得到经验。


  在2007年3月和5月，有关城市和住房的研讨会顺利召开。我们非常幸运地从优秀的研究人员的观点和从业经历中受益。我们感谢所有的参与者，后文将列出。序言没有对研讨会和本书的章节做详细的总结。它不是讨论的集锦回放，它选了一些讨论的重点内容，提出了一些与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增长报告：持续增长与包容性发展策略》的结论相关的意见。


  生产力和城市



  结构性变化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国家投资新的行业，企业学习新的事物，人们移动到新的地方。任何减缓这种结构性变化的事情也可能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由于城镇化是经济快速增长最重要的并行过程之一，所以把它做好是关键。


  确定是城镇化导致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导致城镇化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也是无关紧要的。我们了解到没有一个高收入或经济增长迅速的国家可以离开实质性的城镇化，相反，这些国家的城镇化往往很迅速。在城镇化与人均收入之间有一个强大的关系：几乎所有的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都至少有50%的城镇化率，在达到高等收入水平之前至少有70%~80%的城镇化率。在持续高增长的情况下，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被工厂雇用。我们在增长委员会进行了研究，在高增长的情况下，制造业或服务业工人的平均生产率是传统行业工人的3~5倍，有时会更多。


  城镇化值得关注的不是其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改善农村生活可能带来的损害，而是把它作为这些改善措施的补充。在今天，提高农业收入对于降低生活在贫穷国家的农村地区的大量居民的贫困程度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农业部门的增长与由人们跨越边界进入高生产率就业领域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不匹配。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农村与城市的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和城市中更快生产率的变化。在早期发展的几十年中，当大多数的人口仍在农村，从农村到城市就业的跳跃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随着城市的扩大，第二方面（城市中更快生产率的变化）开始占主导地位，因为它在一个更大的基础上运行。


  由于这些原因，更好的城镇化是想要快速成长的国家必须学会的需要注意的两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挑战是培养受益于发展中国家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的高生产率的活动。第二个挑战是管理由于城市经济上的成功而形成的副作用——拥挤、区域差异以及土地和住房价格偏高。迎接第二个挑战是必要的，这可以减缓成功的经济增长造成的区域性差异，有助于广泛地传播来自提高经济生产率的好处。


  为什么在城市的生产率更高？换句话说，为什么是接近效率来源？运输成本是一个明显的原因，经济活动可能会集中在一个港口或十字路口。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提供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也更便宜。城市居民也可以获益于知识溢出：一些理论预测，教育的社会总收益大于返回给个人的，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免费互相学习很多。


  除了了解城市发生了什么，了解城市和农村腹地之间的关系展开是很重要的。城镇化带来的挑战，远远超出了一个市长的管辖权。例如，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会使得已经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很快感到不舒适，因为他们将要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和有限的资源。适应这些压力需要基础设施投资，这经常体现在公共产品上，这反过来也考验了政府转移新公共资源和把转移支付向城市倾斜的能力。城市的经济上的成功可能会导致它们和农村的收入差距明显，同时使得新的经济发达地更为明显，导致低收入群体涌向城市。集聚经济使城市的生产通常涉及外部性或溢出效应。新来的城市居民分担了其他原来居民必须承担的费用，创造了其他人可能享受到的收益。这些外部性创建了一个地级市，使得次级城市发展困难，即便它可以更有效地发展。这样的“成长的烦恼”可能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政策制定者需要包容他们创造的这样的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


  “首市现象”（一个城市超过其他所有的城市）就是一个例子。在发展中国家，一个城市（如达卡、雅加达、曼谷或是圣保罗）往往超过了别的城市。政府经常不得不加以控制使之平衡。它们应该这样做吗？一方面，稳健的实证证据表明，生产率的提高与城市规模相关。另一方面，一些经验证据表明，过度的“首市现象”可能会降低整体的经济增长。然而它的运行逻辑并不清楚，政府可以或应该对这个结果做出的反应也不清楚。这个问题在研讨会上以及在学者之间引发了相当多尚未解决的讨论。也许，在任何情况下，比起向其竞争对手转移地理性增长，一个城市更容易应付拥挤（和其他成本）。在理想情况下，我们会知道更多关于像是城市会变得过大以至于不能容纳更快的发展速度以及如何有效地控制过度的城市规模等信息。


  城镇化融资



  没有城市的发展，经济不会增长。但是城镇化有它的“黑暗面”。根据联合国的调查，绝大多数政策制定者抵制城镇化而不是欢迎它。他们宁愿停止城市潮流，看到人们回到农村。这种对城镇化的不满反映的不仅仅是怀念简单的时光。快速城镇化带来了真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过度拥挤、环境脏乱差、街头暴力、犯罪集中和快速传播的疾病。城镇化是不可避免的，最终结果会是理想的。问题不是如何阻止它，而是如何在无须支付太高成本的情况下获得它的好处。


  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一种解决方法，也可能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据估计，40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支出是为了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需求。那些钱将会从哪里来？设计如此巨大的支出融资手段可能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政策的最大挑战。


  城市的经济效益往往体现在房地产价格上。因此，政府有可能通过征收土地税或财产税来获得好处。它可以将收益花费在基础设施的需求上，来抵消一些城市的成本，如拥挤。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但当地政府官员认为，财产税实际上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没有研究证明这是一个丰富的投资资金来源。


  财产税是烦琐的，征管费用高，且在哪里都不受欢迎。在发展中国家，挑战加倍。财产税的行政和政治要求对地方政府从技术能力和信誉方面特别不适合构建公共责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房地产市场不发达。大片的土地都掌握在政府手里。私人交易由于被课以重税，被低估了。控制租金可以抑制房地产的价值。在可靠的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官员必须达到自己的估计财产价值，工作需要一些技巧和留下充足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打开了腐败之门。此外，从财产税和土地税筹集一大笔钱需要时间。在有着被地主剥削史的国家，沉重的财产税将被强烈抵制。在快速增长的城市，许多财产都是非正规的、无人看管的，这使它们远离税收网。最后，财产税通常用于产生稳定的收入，反映流动财产所有者的利益。基于基础设施投融资“块状”的财产税，需要在城镇化进程开始时，开发金融市场业务。长期来看，财产税可能会如在发达国家中一样成为发展中国家地方税收的支柱。但在一个过渡阶段，这些税收必须辅以有创意或者非正统的方法与城市财政相结合，可参照历史上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


  无论是通过租赁、销售、开发苛捐杂税，还是通过改善征税政策，一些国家已经通过获取土地资产价值在交易时从私人部门筹集资金。在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这些交易可以带来利润，可以很大程度地扩大财政来源。在中国香港，租约条款已修改和调整以帮助塑造一个没有强制分区的城市。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新加坡、埃及、南非、印度、智利和美国西部迅速增长的地区）都提出了大量使用财政基础设施的方法。


  缺点在于资产交易固有地受到限制，并应该用于投资而不是经常性成本。租赁交易可能有助于塑造城市，但长期租赁也使其很难改变土地利用模式。在涉及城市土地价值的一次性交易中有潜在的滥用和腐败。但无论出售、租赁土地或征收财产税的优缺点是什么，备选方案都可能会导致更糟糕的情况。比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有政府管理的大片闲置土地。这些土地实现不了市场可以展现的最大价值。政府也不可能得到更多的收入。这是浪费宝贵资产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获取土地资产价值是有利可图的且充满风险。它可以减少中央财政支持的需要，通常被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但以土地资产为基础的融资也需要由上级政府提供一个支撑框架和监管。无论具体的技术如何要求，期望城市“单独去”为城镇化需要的基础设施改造融资是不现实的。


  城镇化和区域发展不平衡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认为，随着国家的富裕，不平等会先上升，然后下降，描绘出所谓的“库兹涅茨曲线”。曲线的形状是抛物线：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先扩大，然后再缩小。例如，在美国，地区差距在1820—1940年上升，但随后下降。发展中的经济是否会重复这个模式仍然有待观察。中国做出了一个允许发展不平衡的决定。“让一些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邓小平的名言。


  一些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在应对新的劳动力涌入时比其他城市会更好。在美国，大规模的移民是伴随着从1820年开始的实际工资的上升出现的。来自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移民在一个提供丰富非熟练工作的扩展制造业找到了工作。随着机械化年代的到来，对技能的需求上升。但在那个时候，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使美国的中学对移民关闭了大门。最重要的结论是，如果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增长，经济可以相对容易地从国外一些地方吸收移民。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新移民提供的很多工作都是在非正规经济部门。虽然非正规就业无论在贫穷还是富裕的国家都有所上升，但我们对这一行业的生产率以及从非正规就业到正规就业工人的流动程度知之甚少。然而，在非洲的研究表明，在城市的非正规就业的劳动生产力比农业的更大，即使它比正规就业的生产力小。举例来说，在加纳，城市的非正规就业的工作和农业工作之间的差异估计在2∶1。很少有在非正规部门的工人进入正规部门工作。但也许他们的孩子会实现。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城镇化也对妇女地位有影响。在美国，主要是男人因为工厂的工作在城市间迁移。但这种模式不是通用的。例如在中国，早期移民的经常是女性。这体现了今天这些行业需要精细技能的现实。从长远来看，城市的发展与妇女的解放息息相关。随着收入的增加和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妇女会少生孩子，且就业率变得较高。


  住房和土地市场



  随着人们大量涌入城市，住房和土地的需求迅速扩大。遗憾的是，市场没有意识到这个需求。毫无计划的法律以及在基础设施上有所缺失的公共财政反映了供给的迟钝。最后，土地和住房的价格超过了贫困人口的达标价。即使在极度贫穷的国家，如孟加拉国，大城市的土地价格也可以与工业化国家相比较。


  韩国提供了一个戏剧性提高供应的例子。到20世纪80年代末，住房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GDP。与美国的3∶1相比，其房价收入比达到13∶1。政府介入清理房地产开发的方式，一夜之间，与之前的5%相比，全国25%的土地被宣布“城镇化”。此外，7~8年的住房的存量约有200万间。今天，韩国的房价收入比为3.5∶1。


  新加坡的情况也反映了上述情况。新加坡政府控制的土地和住房建筑保持了近乎垄断的地位。很特别的是，政府还可以控制来自边境城市和相同民族的人们的迁移。与东欧反应迟钝的国有垄断企业生产的低质量、高成本的住房不同，新加坡的公共住房符合标准并且价格低廉。大量的住房补贴服务于社会和经济的最终目标，消除了肮脏的贫民窟并化解了民族冲突，也确保了保持对外投资和出口成功希望的新加坡小型开放经济中工人工资的竞争力。


  新加坡的住房补贴的成功更多的是例外而不是规定好的，它们也承担了重大风险。提供公积金，制定强制性的储蓄计划，大量投资房地产。如果新加坡曾经遭受房市低迷，则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幸运的是，当时经济繁荣并且房价没有下跌。住房补贴是必要的政策，但成本很高也难以局限于穷人。当然，住房补贴不应该被视为一个扩大供应包括限制有效土地使用等公关服务的替代品。只有更多地供应土地和住房才可以降低成本，这样有助于解决根源问题，同时减轻包含补贴的财政负担。比如在墨西哥，与前期补贴相结合，努力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让它们在自己的家里做投资。


  抵押贷款可以提高居民购买住房的能力。但需要财政放松需求约束。除非它是伴随着增加供应的措施，否则更好的融资可能会导致过高的价格。这种波动可能会危及宏观经济稳定。在一个典型的模式中，强劲的收入增长会导致住房需求的快速增长。通常，来自国外的流动性注入可能有助于刺激市场，导致在房地产上有过分乐观和危险的财富集中。当泡沫破裂时，购房者和银行面临危险，比如1997年的泰国、中国香港，2003年的上海以及近期的美国。在瑞典，抵押贷款监管的放松使得银行过度依赖房地产泡沫，在面对经济收缩时表现得很脆弱。


  结语



  持续高速增长带来快速和持续的城镇化。但是，如果处理不当，城市的发展可能造成增长问题。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几十年后完成今天的工业化国家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成就。最终报告指出，政策制定者在未知的领域有一套有时候并不准确的指导方针。


  他们处理数据的任务并不容易。在研讨会上，几位发言者指出，住房和房地产市场数据在发展中国家是不乐观的，例如与非农业数据相比差很多。这阻碍了全面的政策考虑。更好的数据可以支持对城市经济学、金融学以及房地产市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已经在发展中国家中被忽略。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城镇化增长的作用以及应对它带来的严峻挑战。


  研讨会的参与者


  希沙姆·阿卜杜勒拉赫曼（Abdel-Rahman，Hesham），新奥尔良大学


  詹姆斯·阿尔姆（Alm，James），佐治亚州立大学


  索利·安杰尔（Angel，Solly），纽约大学


  帕特里夏·克拉克·安妮兹（Annez，Patricia Clarke），世界银行


  理查德·阿诺特（Arnott，Richard），波士顿学院


  保罗·阿夏贝尔（Asabere，Paul），天普大学福克斯工商管理学院


  阿兰·贝尔托（Bertaud，Alain），独立顾问


  巴里·博斯沃思（Bosworth，Barry），布鲁金斯学会


  简·布吕克纳（Brueckner，Jan），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罗伯特·巴克利（Buckley，Robert），洛克菲勒基金会


  卢瓦克·奇奎尔（Chiquier，Loic），世界银行


  曼·丘（Cho，Man），韩国开发研究院（KDI）


  尤韦·戴希曼（Deichmann，Uwe），世界银行


  路易斯·德梅洛（De Mello，Luiz），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吉勒斯·杜兰东（Duranton，Gilles），多伦多大学


  史蒂文·杜兰东（Durlauf，Steven），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埃里克·爱德华根（Eldhagen，Erik），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A）


  玛丽亚·埃米莉亚·弗莱雷（Freire，Maria Emilia），世界银行


  理查德·格林（Green，Richard），乔治·华盛顿大学


  劳伦斯·汉娜（Hannah，Lawrence），世界银行


  约瑟夫·海盖迪什（Hegedüs，József），匈牙利布达佩斯都市研究所


  弗农·亨德森（Henderson，Vernon），布朗大学


  海科·黑塞（Hesse，Heiko），世界银行


  黄敏（Hwang，Min），乔治·华盛顿大学


  德怀特·M·贾菲（Jaffee，Dwight M.），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杰里·卡拉瑞卡（Kalarickal，Jerry），世界银行


  霍米·哈拉斯（Kharas，Homi），布鲁金斯学会沃尔芬森发展中心


  苏库·金（Kim，Sukkoo），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亚采克·拉斯科（Laszek，Jacek），波兰中央银行


  爱德华·里莫（Leamer，Edward），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丹尼·莱比锡（Leipziger，Danny），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副主席


  约翰·洛根（Logan，John），布朗大学


  史蒂夫·马尔佩齐（Malpezzi，Steve），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阿尔贝托·穆拉斯（Mulas，Alberto），墨西哥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SHF）


  多萝塔·诺瓦克（Nowak，Dorota），世界银行


  埃德加·奥尔森（Olsen，Edgar），弗吉尼亚大学


  乔治·彼得森（Peterson，George），城市研究所


  约翰·奎格利（Quigley，Joh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爱丽丝·M·里弗林（Rivlin，Alice M.），布鲁金斯学会


  斯米塔·辛格（Singh，Smita），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


  斯蒂芬·谢泼德（Sheppard，Stephen），威廉姆斯学院


  迈克尔·斯彭斯（Spence，Michael），斯坦福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


  史·S·斯里达尔（Sridhar，Shri S.），印度政府国家住房银行


  马克·斯蒂芬斯（Stephens，Mark），英国约克大学


  玛格丽特·塔尔维茨（Thalwitz，Margret），世界银行全球合作伙伴计划


  怀特·文纳（Dwight Venner），东加勒比中央银行专员


  保罗·范登努德（Van den Noord，Paul），欧洲委员会


  罗伯特·范奥德（Van Order，Robert），密歇根大学


  凯文·E·维拉尼（Villani，Kevin E.），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克里斯汀·怀特黑德（Whitehead，Christine），伦敦经济学院


  格雷斯·王（Wong，Grace），宾夕法尼亚大学


  吴伟平（Wu，Weiping），弗吉尼亚州立大学


  安东尼·叶泽（Yezer，Anthony），乔治·华盛顿大学


  沙希德·优素福（Yusuf，Shahid），世界银行


  罗伯托·匝格（Zagha，Roberto），世界银行


  各章总结


  在第一章，安妮兹（Annez）和巴克利（Buckley）为本书的其余部分设置了大的背景。他们讨论经济增长与城镇化之间的宏观关系以及支撑这些联系的良好的微观研究。尽管城镇化和增长之间有明确联系，政策制定者和社区的发展在城镇化方面往往是矛盾的（尽管地区和国家间态度相当不同）。本章总结了政策辩论需要改变的问题，而不是讨论是否要推进或缩减城镇化，这个辩论应该考虑如何为支持城镇化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


  在第二章，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Anthony J.Venables）通过经济地理学考察全球化。本章认为，累积因果过程是了解生长和发展的根本。这样的过程来自空间集聚规模收益递增，包括坚实的市场效应、知识溢出、部门和城市以及在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改善上的自我强化。这些来源已经被经济地理学方面的文献广泛分析，这意味着经济活动和收入空间不均匀是一个平衡的结果。增长趋于“块状”，一些国家快速增长而其他国家滞后。政策上面临的挑战是提升经济活动的潜在的新的中心点，它们可以获益于收益递增和累积因果关系。


  第三章的作者是吉勒斯·杜兰东（Gilles Duranton），考虑在发展中国家构造一个研究城镇化和城市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框架。正如城市在发达经济体中的作用一样，也支持着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效率，这是有强有力的证据的。关于城市促进自我持续增长的证据已提出但没有最终定论。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旨在提高城市效率的传统的议程应该继续。此外，在城市规划中减少障碍的因素也是可取的。


  在第四章中，约翰·奎格利（John Quigley）讨论了对城市群进行研究的新兴理论和实证文献。他回顾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阐述了城市密度与潜在生产率增加之间的联系——通过对专业化分工、互补性生产、认知和模仿的扩散以及简单的大小和规模的分析。本章对限制城市的有效大小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回顾了有关这些生产力重要性的经验教训（来自发达国家及高收入的工业社会）。本章的分析揭示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五章的作者是苏库·金（Sukkoo Kim），考察了增长过程中的空间不平等问题。空间不平等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似乎会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增加。与此同时，貌似在导致空间不平等的原因上或者可以减少空间不平等的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工具上没有达成共识。本章通过研究有关空间不平等的理论和实证文献来了解我们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空间不平等的原因，探讨什么样的政策可能会或可能不会改善空间不平等，确定政策制定者是否能够识别和执行减少空间不平等的政策。


  接下来的两章转向了住房问题。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为房地产市场带来了一套新的力量。通常的结果是在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下房价快速上涨。经济原因对住房市场的影响也许很微弱，但大多数政府在做一些使得更多的中产阶层负担得起住房、清除脏乱的城中村等这些事情时，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选择有明智回应的政策是管理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第六章中，理查德·阿诺特（Richard Arnott）认为，政府的政策选择可以提高购房能力。他强调了非正规性的重要影响，它限制了地方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财政能力。非正规性也使得政府很难做到对贫困住户的有效补贴。阿诺特考察了在发达国家提供住房补贴的可行性，尤其是提供给家庭的租金补贴。他认为，非正规性将严重妨碍有效传递。由于这些限制，阿诺特建议将焦点集中在提供基础设施而不是穷人的住房上。他还提出了可能会促进城市土地市场化运作的政策。


  第七章中，德怀特·贾菲（Dwight Jaffee）对抵押贷款市场进行了研究，这往往被视为改善发展中国家住房问题的解决方案。他通过最近在美国引起的次贷危机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这一章在三个不同层次上为更好的对策确定了问题和范围：（i）次级贷款人的抵押贷款，（ii）抵押贷款证券化，（iii）金融市场与机构。他指出，这一危机类似于金融创新。他提出各种监管措施来限制未来危机的风险。这些经验教训与发展中国家相关联，在收获越来越复杂但有风险的金融工具的收益的过程中有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主编和撰稿人信息


  帕特里夏·克拉克·安妮兹（Patricia Clarke Annez）是世界银行的城市顾问。她曾经在中心城市的营运部门和金融部门工作过，从事战略和银行城市项目绩效的项目开发和分析工作，有着20多年的工作经验。她是1992年有关发展与环境的世界发展报告核心团队的一名成员。她还担任过大型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企业经济和金融顾问。她与George E.Peterson一起完成了《金融城市：巴西、中国、印度、南非和波兰的财政责任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书（Sage，2007），且出版了《城市世纪的经验：在世界银行分散基础设施融资》（世界银行，2008；与Gwenaélle Huet和George E.Peterson一起完成）一书。


  理查德·阿诺特（Richard Arnott）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经济学教授，1975—1988年在女王大学任教，1988—2007年在波士顿学院任教。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公共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但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在城市经济理论方面，特别是城市土地利用和交通、住房方面。他具有丰富的编辑经验，担任过《区域科学》、《城市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杂志》的编辑。


  罗伯特·M·巴克利（Robert M.Buckley）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个总经理，他在那里通过发展基础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问题。在洛克菲勒之前，他曾担任世界银行的顾问，他提出新的方式来理解发展中国家迅速增加的城镇化的影响。在世界银行工作的这些年，他有机会在世界各地工作并协助准备项目和创业研究。已发表有关该研究的学术论文30余篇，也发表了一系列银行有关发展的有效性、住房政策和经济转型中的城镇化的研究论文。巴克利还担任过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首席经济学家，并曾在多所大学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雪城大学麦斯威尔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任教。


  吉勒斯·杜兰东（Gilles Duranton）是诺兰达国际贸易的带头人，在多伦多大学经济学系，曾获得菲利普·利华休姆奖（2003）。他专注于理论和实证研究。在理论方面，他致力于研究城市系统建模和集聚经济的微观基础。他的实证研究关注的是位置的测量和连续空间的密度，估计城市增加的收益，鉴定空间外部性。他曾担任许多欧洲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区域和城市政策顾问。


  德怀特·M·贾菲（Dwight M.Jaffee）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南学院银行金融房地产专业的威利斯教授，从1991年起就开始在加州大学执教。他此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执教多年。贾菲教授是哈斯商学院的金融和房地产组织的一员，也是费希尔房地产与城市经济中心的副主席。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房地产金融（特别是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和政府支持企业方面）和保险（特别是地震、恐怖主义和汽车方面的保险）。他曾担任过世界银行、美联储、美国联邦住房企业监管部门以及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顾问。


  苏库·金（Sukkoo Kim）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系副教授。他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经济发展计划的研究助理。他专注的领域是经济史、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和国际贸易。他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经济地理的长期模式、现代企业的兴起和发展、美国和印度的制度发展等方面，最近主要集中在美洲城市主导度的上升等方面。


  约翰·M·奎格利（John M.Quigley）是I·唐纳德·特纳（I.Donald Terner）著名教授，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他也就职于戈德曼公共政策学院和哈斯商学院。他指导伯克利计划住房和城市政策。他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的整合、抵押贷款、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住房、空间经济学和地方公共财政等方面。


  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管理学专业名誉教授。他荣获了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斯彭斯先生是菲利普·H·奈特名誉教授，在1990—1999年期间担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自1999年以来一直是橡树资本的合伙人。从1975年到1990年，他担任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和商业管理学的教授。因为教学成果卓越，斯彭斯先生在1978年被授予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奖，因为对经济思想和知识的“重大贡献”，在1981年被授予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他在1983年任哈佛经济系主任，在1984—1990年是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在不同的时期，他曾担任《美国经济评论》、《贝尔经济学学报》、《经济理论杂志》、《公共政策》的编委会成员。斯彭斯教授是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


  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Anthony J.Venables）是牛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是有着丰富资源的经济分析中心主任。他是英国科学院和计量经济学会的院士。他之前担任过英国国际发展部首席经济学家，是伦敦经济学院教授，世界银行的贸易研究组研究经理。他发表了大量有关国际贸易领域和空间经济学的论文，包括对贸易和不完全竞争、经济一体化、跨国企业、经济地理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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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特里夏·克拉克·安妮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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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写


  AGOA　《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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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PO　固定比例债务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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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A　外国市场准入


  GDP　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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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SE　政府支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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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D　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LP　贷款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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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S　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OC　抵押贷款发放委员会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FHEO　美国联邦住房企业监管部门


  OTC　场外交易


  PPI　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RESPA　《房地产交易程序法》


  SIV　结构性投资工具


  TILA　《诚实借贷法》


  UNFPA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UN-HABITAT　联合国人居署


  VA　退伍军人管理局


  WDI　世界发展指标


  第一章　城镇化及其发展文献综述[1]


  帕特里夏·克拉克·安妮兹，罗伯特·M·巴克利


  （Patricia Clarke Annez，Robert M.Buckley）


  城镇化和国家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一个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必出现过显著的大量人口流入城市的现象。城镇化是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尽管不是必要的驱动力）；在城市发展的同时，城镇化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城镇化不总是很顺利或者受到政策制定者或民众的欢迎。管理城镇化进程是促进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忽略城市的发展——即使在城镇化水平很低的国家——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在城市发展和增长理论中，城镇化始终处于一个模糊不清的位置。一方面，它被认为是低收入农村地区接触到现代化并逐渐发展为中、高等收入国家所必需的多维结构转化的基础。有一些模型证明了这一点，例如Lucas（2004，2007）提出的城镇化是如何影响城市发展的进程的理论（主要是通过各种思想和知识的加速流动并在城市汇集）。从历史上的处理方法来看，Landes（1969年，Williamson于1987年引用，第6页）将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工业化……处于一个规模更大、过程更复杂的发展过程的核心，这个发展过程通常被称为“现代化”。现代化包含了多种发展，比如城镇化；所谓的人口迁移；一个有效的相对集中的官僚政府的建立；在一个社会中，建立一个能够训练孩子的技能并培养他们社交能力的教育系统；当然，要有能力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


  另一方面，城镇化也是一个经济与政策发展方向中研究相对较少的领域，正如Burgess and Venables（2004，p.4）提到的：


  城镇化和正在发展中的特大城市的角色有力地证明了空间集聚的效果……除了发展中国家的特大城市造成的许多不经济的现象外，仍存在很大的规模效应，值得在那些城市设立企业。城镇化是发展中国家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然而关于城镇化的讨论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分析中严重缺失。


  这一章包括六个部分，以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有关城镇化和增长主题的论文的描述为基础。作为研究背景，这一章的开篇检验了关于城镇化及其发展的一些基本事实，其中的一些事实是基于如今的高收入国家的历史经验。然后，本章回顾了一些关于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角色的讨论，并以以下这个讨论结束：发展中国家在经过城镇化结构转变时，需要面对的制度、政治和政策方面的难题。


  注释


  [1]作者要感谢所有参与增长委员会组织的以城镇化与住房为主题的两场讨论会的与会者，尤其是对这一章有贡献的人员及提供了有价值的讨论、评论和观察的Uwe Deichmann、Danny Leipziger、Mike Spence和Roberto Zagha。我们也要感谢Jerry Kalarickal和Oriane Raulet提供的专业的帮助。


  城镇化及其发展：历史记录


  大范围的国际化进程是最近的现象。在1900年，全世界仅有15%的人口住在城市。大概是在1950年出现的城镇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了20世纪人口格局的彻底转变。据估计，60年后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住在城市里。


  除了这个巨大的改变，城镇化并没有失控：就人口增长率而言，“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城镇人口的增长率在1950—1975年间达到了每年3.7%的极点，并在此之后显著降低（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3）。不过，鉴于逐渐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基数增长，每年的人口增量绝对数仍然很大——在许多方面，需要提高警觉。联合国的预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人口在2000—2030年间将会以每年超过6500万人口的数量增加（UN，2006年）。


  城镇化的过程一直被认为伴随着矛盾。在1800年，托马斯·杰斐逊写给本杰明·拉什的信上说道：“我把大城市视为人类道德、健康和自由的瘟疫。不可否认，它们（大城市）滋养了一部分高雅艺术；但（艺术中）有用的部分可以从其他地方发展起来。”（Peterson，1984）。20年后，雪莱写道：“天堂是个就像伦敦的城市。”尤其是最近，《城镇化伟大编年史》的作者Paul Bairoch（1988）和《经济发展和文化变化》的编辑Bert Hoselitz（1955）分析了“寄生的城市”和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不良影响。这种观点经常被主流媒体采用。一份2003年的《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写道，亚洲的城镇化是爆炸性的并很可能是个诅咒。2007年联合国出版的关于人口的文件揭露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对城镇化持有的很深的怀疑：88%的来自欠发达国家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国家的人口的空间分布是不合适的。这个数字比1976年的95%降低了很多，尽管在同样时间内采用积极政策试图减少前往城市移民的国家的数量从44%增加到了74%。最受关注和最激进的政策都出现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见附录1）。


  Arthur Lewis（1977，p.32）表达了对城镇化成本的担心，但把它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可以在农村发展工业而不是集中在城市，城镇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一个人可以努力建立农村产业，但除了在警察国家，这应该是被限制的。”


  Lewis认为的必然性是由经验证实的：很少有国家在实现60%的城镇化率之前达到人均收入10000美元（见图1.1）。这种相关性自1960年以来就很少改变（见附录2）。这个简单的二元回归解释了至少55%的国家间的可变因素，说明了城镇化是促进生产率各个方面长期增长的很强的预测信号，尽管很明显，简单的数据关系并没有建立明确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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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2000年各个国家间的城镇化率与人均GDP（以1996年美元计算）

  


  资料来源：城镇化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5》。人均GDP的数据来源于：Heston，Summers，and Aten n.d.；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6.2；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Production，Income and Pri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real 1996 GDP per capita（chain），September 2006（http://pwt.econ.upenn.edu/）。


  各个国家间的城镇化水平与收入水平的关系很显著，但它并没有为选择城镇化的国家该期望什么提供思路。历史数据提供了一些关于城镇化发展和随着时间变化的人均收入的线索。在美国，城镇化率和人均收入同步变动，直到1940年城镇化水平接近60%；之后，人均收入增长得更迅速（见图1.2）。大概在初始阶段，当城镇化率与人均收入增长大致相同的时候，生产率提高是资源从低生产率的农村活动转换到其他活动的结果。在之后的一段时间，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主要反映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Romer，1986；Lucas，1988；Quigley，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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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1880—2006年美国的城镇化率与人均GDP

  


  注：将第一年数值设为100，因此每个年份对应的y值显示的就是从初始年份开始的变化。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censusdata/table-4.pdf；Johnston and Williamson（2005），Malpezzi and Lin（1999）。


  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遵循了相同的发展路径，尽管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美国的一半，但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得以迅速增长（见图1.3）。在城镇化和经济的发展方面，中国都比印度好（见图1.4和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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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1960—200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与人均GDP

  


  注：将第一年数值设为100，因此每个年份对应的y值显示的就是从初始年份开始的变化。


  资料来源：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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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　1980—2006年中国和印度的农村人口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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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　1980—2006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

  


  注：将第一年数值设为100，因此每个年份对应的y值显示的就是从初始年份开始的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城镇化进程不总是带来像中国和印度经历的那样快速和稳定的经济增长。巴西刚开始采取与美国和中国一样的方法，并于20世纪60年代末实现了非常迅速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此时城镇化率大概停留在50%（见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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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　1960—2003年巴西的城镇化率与人均GDP

  


  注：将第一年数值设为100，因此每个年份对应的y值显示的就是从初始年份开始的变化。


  资料来源：见图1.1。


  收入的增长并不是可持续的，但是这说明了城镇化远不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充分条件。从农村活动到更有效率的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业和服务业的结构转变，在巴西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改善，这一转变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必要的部分。要促进下一阶段的增长需要更多的改善。


  肯尼亚（见图1.7）说明了一个不同的现象：城镇化不促进经济增长。[1]肯尼亚在1960年的城镇化率很低，仅为7%。城镇化从较低的基础迅速发展，但是仍然很低，大约为20%。人均收入的增长停滞。在肯尼亚，城镇化并没有明显地受到生产工业化的推动，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几个非洲国家也有同样的经历，这是很少见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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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　1960—2003年肯尼亚城镇化率与人均GDP

  


  注：将第一年数值设为100，因此每个年份对应的y值显示的就是从初始年份开始的变化。


  资料来源：见图1.1。


  这两种模式中哪一种占主导地位呢？在快速城镇化时发展停滞这一现象又如何解释呢？在109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中，在1960—2003年间它们的城镇化和人均收入的水平都得到了增长；其中，在大部分国家中，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要快于城镇化的速度（World Bank，2005；UN，2007）。其中仅有25个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与城镇化负相关或落后于城镇化的增长。导致“病态的城镇化”——没有经济增长的大量人口结构性变化——的原因并不是相同的。另外，在这些例子中的城镇化更趋向于反映了经济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


  经历没有增长的城镇化的大多数国家是一些小的非洲国家，它们多是城镇化水平很低或者是失败的国家。这组国家的特征在Collier（2006，2007）以及Barrios，Bertinelli，and Strobl（2006）的著作中很明显。Collier提供了一系列有关非洲国家经济增长较差的解释。地理因素——包括气候、土壤和绿色革命的失败——和国家的边界线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Barrios，Bertinelli，and Strobl分析了跨国时间序列数据，来验证推动城镇化的动力。他们的跨国分析表明：降雨量的下降趋势对城镇化有积极且显著的影响，尽管这个效果仅仅在非洲有效。发展缓慢而又迅速城镇化的非洲国家也许会因此遭遇“推动”而不是“拉动”的城镇化，这造成了农业上的压力。这个结论导致了由一系列政策方案推动的而不是由发达的城市拉动的病态城镇化。《世界发展报告（1999年/2000年）》（World Bank，2000，p.130）的叙述如下：


  国家政府通常试着去影响城镇化的进程或地点。通常这些努力包括将资源从农业转向对“现代”经济部门扩展的支持——通常是制造业——它们大多集中在城市里。在正规部门的城市工人可享受食物和住房的补贴和政府提供的失业和养老金计划，然而农村人口仍然只是接受着种植粮食得到的低收入，并且很少有机会得到政府的支持。这些错误的努力就是非洲所经历的城镇化几乎没有带来任何经济增长的部分原因。


  如果城市是农村缓解压力的地方，那么大量建立城市就是徒劳且无益的回应。所以，同样可以假定：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善意忽视几乎不会产生什么伤害，尤其是当非洲城市的基本服务水平已经恶化了超过25年（Banerjee and others，2007）。中央政府通常必须在向健康的城市及其金融的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参见专栏1.1）。


  专栏1.1



  19世纪财政在清理英国“城市杀手”中发挥的作用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候，英国的城市深受高死亡率的折磨。使城市变得如此恐怖的原因a和解决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在许多与之有关的事情完成之前，有关的经济参数已经选取好并已在议会讨论。只有当中央政府开始试图缓解城市的硬性预算约束时，英国的城市才会被清理和打扫。这个事件积累了关于建造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重要经验，尤其是当拥挤成本超过集聚效应时，政府扩大了投资限制。无论是在城市转型之前的财政系统还是那些适合于人口稳定的城市的财政系统，都有必要筹集在经济角度不仅为它们自己支付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投资。


  在19世纪早期，当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时，英国的城市迅速发展。在19世纪早期的城市—农村的人口迁移可以和战后发展中国家观察到的增长率相比（一年大概1~2个百分点）。有人也许期望这些人口的移动可以吸引资本进入城市。实际上，在到1830年前的70年间，社会间接资本人均值一直都在减少。正如Williamson（1990，p.273）提到的：英国在追求廉价的工业过程中积累了巨额的赤字。


  这种投资不足给人类的死亡率带来了很高的成本。在1841年，与英国的农村相比，主要城市的新生儿死亡率要高25%~50%，粗略的死亡率每千人要高5.6%，这其中大部分的差别可以由拥挤、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来解释。粗略的死亡率的差别在1906年显著地减少，并在20世纪20年代降为零。


  城市的高死亡率造成了明显的超过人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本。它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空间不匹配，减少了城市劳动力的供给（但城市需要劳动力），加速了农村移民。城市对劳动力的极度需求导致的农村与城市工资差距的拉大，就是劳动力市场中代价很大的不平衡的证据。b


  这些高昂的损失持续了几乎整个19世纪。为什么没有及早筹集到基础设施社会开支的投资呢？Williamson（1990）认为，1820年拿破仑战争的支出也许可以解释部分的挤出效应。与制造业相比，基础建设需要的分散且长期的投资对利率更敏感。不久之后有诱人的私人回报的外国资本（例如新大陆的铁路）也许会挤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有很高的社会回报，但是私人回报率低。然而在这些方面投资的经济利润是有竞争性的。对美国的估计结果显示，在供水和卫生方面的投资年均回报率达到6%~16%——远高于股票或者铁路债券的4%~5%的回报率。尽管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有明确的干预，英国的地方当局直到很久之后才开始这些投资。


  对政府无所作为带来经济损失的忽视不能解释当地政府对“城市杀手”的清理的推迟。由1842年《查德威克报告》推动的卫生大辩论已经使中高阶层人士认识到了城市穷人的糟糕困境。这份报告提出了在供水和排污方面的完善的技术解决方案——甚至计算了使用人力资本（可能当时不是这么说）的投资成本—收益比率。它将数十年所知的信息和分析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一个经济和技术改革方面令人信服的理由。根据这份报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获得回报的方式有三种。首先，供水和卫生的投资对富人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减少死亡率和发病率将会减少与《济贫法》相关的花费并减弱可能会传染给富人的疾病的威胁。其次，这些投资有利于降低穷人的开销，因为他们会提高健康水平并减少看医生的费用。第三，更好的基础设施会给国家带来净收益，因为挽救一个人的价值远大于卫生方面投资带来的成本。


  尽管有很高的净收益，但是这份报告中建议的基础设施投资不是数十年就可完成的。贫穷的国家也许无法凑够这些投资——其原因与如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有关。它们不能够内化所有这些投资的收益，因为如果其他部分不照着做，升级一部分基础设施的作用就很小。另外，资本市场不太可能贷款给贫困家庭，而不顾未来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除此之外，较低的住房拥有率和居住地的暂时性使得穷人很难自己处理自己的困境。


  在此次辩论之后，较好的境况和政策也没能提供长达20年的投资。财政限制是投资延迟的关键。法律框架并不支持当地政府长期借款，直到在19世纪30年代修改《城市法案》后才有所转变，在这之前地方政府想要利用资本市场很困难。另外，税收系统的低效率和不公平——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数以千计发展中国家中的城市正在发生的那样——为当地政府采取共同行动带来了困难，即使当借债成为可能的时候。


  在当时，城市议会中决定投资的投票权取决于课税金额，因此选民的人数就非常有限。1861年在伯明翰仅有3%的人口有权投票；在利兹仅有13%的人口能够投票。有这些议会投票的地方税收的评估以财产的出租价值为基础。因此，有出租收入的市民要比其他人承受更多的税负。这个事实甚至表明那些纳税人不成比例地进入当地的议会以保护自己免受过高的税负（Wohl，1983）。对卫生支出费用的关注是有根据的。莱斯特，针织品制造的中心，在19世纪中期开始清理城镇，部分原因是纺织品生产对于干净水的需要。c在那段时间，税率提高幅度超过了十倍。


  归功于两个因素，这个僵局终于在19世纪60年代被打破。首先，经济大幅增长扩大了征税基础。曼彻斯特的税收金额在1840—1880年间由此提高了大概3.5%（Whol，1983）。其次，中央政府介入为供水和卫生提供长期和低利率的投资贷款。d中央政府的补贴使投资变得更为诱人，并且更公平地分担了具有高社会价值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税收负担。借款和投资金额的上升是明显的：平均来看，地方政府的年均借款从1863年到1873年扩大了三倍，并曾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又再次翻倍。在埃克塞特，始于1896年的污水处理系统的支出大概是过去几十年中治理排泄物花费总和的九倍。


  a.要了解疯狂的霍乱爆发的流行病学需要花一些时间。这是如何做到的是个有意思的故事。


  b.将工资差异归因于“城市歧视”是不合适的。19世纪的政策，例如《谷物法》，实际上有利于农业。工业没有有效保护措施，并且社会间接资本支出对农村有利，而不是城市。


  c.蒂鲁布尔，印度的一个主要的针织品出口中心，提供了有趣的对比案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蒂鲁布尔成为在主要供水项目中采用公私合营方式的城市。蒂鲁布尔被认为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案例，因为出口商的生意兴隆并且他们愿意为干净的水支付得更多。即使是这样，这个项目也花了几年时间协商，并且最终由于较高的费用，一些废水处理的投资也没凑齐。


  d.英国的城市中现代排水系统的转变也存在公私股权。对地方政府而言，若不能确保充足的水量以及私人用水供应商的边际利润就进行排水系统的投资是困难的。在19世纪的后50年，地方政府得到了立法的帮助，地方政府可以更容易地购买私人供水企业。1840年，只有英格兰和威尔士的5个城市有公共水厂；到了1871年，三分之一的市政府有了公共水厂（Wohl，1983）。


  资料来源：Williamson，1990；Wohl 1983。


  少数几个没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城镇化令人担心，但即使是在这些例子中也很少有证据表明城镇化会加剧贫困。例如，在东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两个地方有着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经验——贫困的人数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减少了（见图1.8~图1.11）。来自东非的数据表明：较高增长率的城镇化减少了总体的贫困人口和城市的贫困人口。非洲的城镇化伴随着非常低的增长率，更关注在城市而不是农村的穷人。即使这样，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贫困人口或多或少地也有一定的减少。除了欧洲和中亚以外——这两个地区在整个期间实行了高度的城镇化，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危机深渊时遭遇了贫困情况的恶化——其他地区显示出了相同的发展模式（见附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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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8　1993—2002年东非的城市和农村贫困人口

  


  资料来源：Ravallion，Chen，and Sangraul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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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9　1993—2002年东亚人均GDP、城市人口比例和贫困人口

  


  资料来源：Ravallion，Chen，and Sangraul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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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0　1993—200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和农村贫困人口

  


  资料来源：Ravallion，Chen，and Sangraul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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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　1993—200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GDP、城市人口比例和贫困人口

  


  资料来源：Ravallion，Chen，and Sangraula 2007.


  国家和地区间GDP增长的部门组成证实了快速增长与由农业向城市活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结构转变之间的很强的联系。对长期经济快速增长且在人均收入方面可与美国（即，以每年超过2%的速度增长）相比的国家和地区的调查表明：这个联系是普遍的。[3]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每一个都有一个或者两个城市部门引领经济增长，没有国家和地区主要依靠农业来维持较高的发展。这些“高增长率”的国家和地区中的一部分经历过至少25年的平均每年GDP增长至少7%的情况，正如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的报告中说明的一样，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各个方面都戏剧性地超过了农业（见图1.12）。纵观发展中国家，城市部门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家研究委员会（2003）的研究，在1980—1998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加值中有86%来自服务业和制造业。


  虽然农业增长始终慢于其他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应该被忽视。农业的发展可以伴随着其他部门的快速增长而加快，就如图1.12中显示的中国大陆和泰国的案例。农业上的生产率提高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了闲置的劳动力。正是由于太多的穷人以农业为生，这就造成了农业生产率提高反而导致了贫穷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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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　部门高增长的经济体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率

  


  注：增长率是依据不变价格计算的GDP的增长率。由于在一致数据可用性上存在差异，计算适用于不同时期，在括号内表示：博茨瓦纳（1965—2006年），巴西（1955—1973年）；中国大陆（1965—2006年）；中国香港（2000—2006年）；印度尼西亚（1960—2005年）；日本（1955—1973年）；韩国（1970—2006年）；马来西亚（1970—2006年）；阿曼（1988—2004年）；新加坡（1975—2006年）；中国台湾（1965—2006年）；泰国（1960—2006年）。


  资料来源：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7；for Brazil：calculation using date from the World Tables 1976，World Bank and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IAER），Brazil，http://www.ipeadate.gov.br；for Japan：calculation using date from the World Tables 1976，World Bank，and Maddison，Angus，2001：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Paris：OECD.


  这也就是说，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为了农业的发展而试图限制或者忽视城市的发展的策略会导致低增长率。即使是在过去20年左右增长率很高的国家和地区中，长期的农业增长率也未超过5%，增长的部分都相同地集中在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城镇化和具有包容性的城市（这些城市由当地动态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推动快速发展），是试图实现持续高增长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注释


  [1]Fay and Opal（2000）记录下了非洲的这种情况。


  [2]Weeks（1994）认为在非洲直接殖民时期，有特殊的因素部分地促进了非洲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在西非，殖民地禁止移民进入城市的命令和对人口更大范围的限制引起了很深的不满。一次性的存量调整对早期的经济因素没有多大的补偿作用。）


  [3]在这里，“长期”被定义为20年或更长，或者长到从最早的世界发展指标中部门组成的GDP数据开始算起。）


  为什么发展快的部门都在城市？


  工业和服务业集中在城市。这些部门比其他部门增长得更快，所以城市对于经济发展很重要。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有许多文献资料解释了为什么工业和服务业要在城市。[1]这一章由Gilles Duranton、John Quigley和Anthony Venables对集聚经济的角色和城市中劳动力市场的功能的讨论组成，强调了生产率的影响和发展过程中的联系。


  正如Quigley在第四章中提到的，城市发展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当竞争土地需要成本时人们还是宁愿住得彼此接近。简单的答案有两个部分：效率提高和消费效益。最近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从自然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并且指出了这些增益的意义。


  最早的效率增益概念是地理性的。城市长期趋向于利用运输成本优势铺设水道。例如，在美国和西欧，在海岸、主要的河流或者大湖区附近的城市对工业的发展很重要。在战前的那段时间，沿海大城市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印度是个例外）。在日本，城市和工业发展集中在北海道沿海走廊（东京，名古屋，大阪）。[2]在这个地区对生产和供给的关注促进了例如准时制生产技术之类的创新。韩国的工业发展集中在首尔和釜山地区，而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发展则集中在台北和高雄。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增长集中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区如雅加达、吉隆坡和曼谷等大都会型的大城市中。在中国，发展集中在上海和珠江三角洲（Mohan，2006；Yusuf，Evenett，and Wu，2001）。随着亚洲大城市复杂性的显现，由交通运输成本驱使的选址的结果也趋向于产生其他优势，Burgess and Venables（2004）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经济规模为城市经济带来了效率和消费的优势，可以从多方面去证明。加工工业，例如化学、钢铁和汽车，规模越大，效率越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们传统上是建立在城市地区。投入品市场的规模经济影响了整个产业。专业服务——例如会计、税务筹划和知识产权管理——更容易在大城市发展。生产投入的专业化也需要支出减免，使其产品在当地消费者中更有竞争力。公共服务，例如医院、电影院、乐团和运动场，需要消费者人数达到一定数量，以保证那些设施在经济上可行。城市的人口密度需要这样的服务设施。


  城市中的经济规模也降低了运输费用。城市的高密度有利于有不同技能的工人和有特殊需求的企业降低他们的搜索成本。这种影响会发挥作用，即使所有生产者规模报酬不变并且没有技术的外部性（Acemoglu，1996）。密度大的城市通过大量劳动力和市场的需求波动的影响带来了效率。如果这些波动在公司间是不完全相关的，公司和个人都会由于位于城市而获利。失业的噩梦会因此缩短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下需求冲击会更平缓，而且库存成本会更低。


  城市中的集聚效应影响了知识的分享。通过吸引大量的人口，城市方便了代际、扩散和知识积累所需要的面对面交流，尤其是在经历了高速技术变革的工业之后。城市集聚经济的这个方面受到较少的理论和经验方面的关注，但在发展中国家蓬勃发展之后，它有希望成为更显著的驱动力之一。


  理论上，城市的优势不局限于高收入的国家。Jane Jacobs（1984，p.32）简单但充分地解释到，“城市，而不是农村，是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的构成要素并且已经有了文明的曙光”；在发展中国家，落后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设备趋向于放大城市对农村的优势。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地理优势更加有价值。随着发展中国家在日益一体化的市场中参与竞争，由城市赋予的静态优势有利于公司渗透进入出口市场，正如Venables在第二章所提到的那样。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2008）着重强调了渗透出口市场的重要性，将之作为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薄弱的基础设施同样会加剧城市拥挤，这也许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最优规模。然而，正如Duranton（第三章）和Quigley（第四章）认为的，缺乏有力的初步论证来支持以下这个观点：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城镇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优势较小。


  在发达国家中，集聚经济存在的经验证据是很充分的。Rosenthal和Strange（2004）进行了文献的全面调查。[3]这个领域的大部分文献关注美国和小部分的欧洲地区，有相当少的文献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认为，在美国通过工业（城镇化经济）倍增城市规模使生产率大概提高了3%~8%。使用美国全州数据的文献表明人口密度的倍增使生产率大概提高了5%。关于欧洲的文献也表明了人口密度与生产率的增大是相关的（4.5%）。


  Henderson（1986）关于巴西和美国的研究发现，集聚效应更可能集中在一个城市的工业领域（区域经济）而不是所有的工业领域（城镇化经济）。集聚效应在巴西的影响被广泛地用来和美国进行比较。产业间的集聚效应是指在一个城市中，保持投入不变，生产率要提高大概1%，则工业部门雇用的工人数量增加大概10%。尽管这个效应似乎很小，但它意味着将有1000个工人的城市变为了有10000个工人的城市，一个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将会得益于增加的90%的工人。Overman and Venables（2005）总结了关于发展中国家一系列城镇化和地方化经济的研究结果。除了一个反常的研究表明印度的区域化不经济以外，其他关于印度的研究的结果大体上都相同。[4]


  正如在发达国家中的情况，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化经济的证据比城镇化经济的更充分。一个显著的例外是韩国的高科技工业，其城市多样化指数的1个标准差的提高可带来60%的生产率的提高（Henderson，Lee，and Lee，2001）。这个发现特别有趣，因为韩国已经有了很好的经济表现，甚至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阶段。这些对关于发展中国家地方化经济的文献的分析由企业空间集聚的案例分析而得到增强（Overman and Venables，2005）。


  非正规部门的重要性也许是区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的标志。一些批评家认为非正规部门是非生产性的，并会提高正规部门的成本，降低集聚效应。事实上，对正规部门中的集聚经济来说，有一些有利的证据表明，这也受益于集聚效应，并且非正规经营者逐渐对正规经营者产生积极的影响。


  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尝试探索了集聚经济对生产率影响的程度。有证据证明了地方经济快速的地理衰退的情况——一些文献认为超过5英里，其他的一些文献认为超过50千米——距离随着工业的不同而变化，集聚经济的不同类型，例如知识溢出型和劳动力市场共享型，有不同的地理范围。那些狭窄的地理集聚作用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有拥挤成本仍会出现密度大的城市区域和为什么经济活动的空间密度如此之高。例如，在美国陆地区域只有2%的土地被城市覆盖，而那里是75%的人口的居住地（Henderson，2005，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


  有些研究表明城市特色能够影响生产率长达20年（参见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这种跨期效应实现的主要途径被认为是知识溢出。对美国的研究试图去理解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在一个研究中占30%的比重——通过从城市中有丰富经验的工人形成的集聚效应的影响中鉴别选择效应（城市吸引最优秀的和最聪明的人才）的影响。修正选择效应缩小了收入差距，但仍然是很大的20%。城市中有丰富经验的工人比刚到的工人多赚取了溢价，有一个发现与这个观点一致，即认为基于知识的集聚效应可以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有趣的是，这些研究也发现，当有经验的工人离开大城市时，以前居住的城市规模越大，他们在新地方的工资越高。


  其他有关劳动力生产率的文献（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也讨论过这些文献）来自关于区分竞争效应和选择效应的研究。这类研究发现城市确实能够吸引在各个年龄段更努力的专业人才（选择效应）。当努力工作的奖励很高且竞争存在时，年轻的专业人员会比更有经验的人员投入更多的时间（竞争效应）。这个结果得出了另一个衡量城镇化与增长关系的标准：城市让人们工作更努力。


  城市有提供知识的功能，这个概念已经扩展到了思考产品和过程中的创新。Duranton and Puga（2001）用法国的数据验证了“温床”城市模型，表明多样化的大城市可以更好地发挥孵化器的功能。一旦公司发现了理想的生产过程，工业最终会搬迁到有较低成本的专业化的小城市。


  知识溢出的结果——尤其与增长过程相关的——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程式化的事实是一致的，即使所有的影响还没有在计量经济学方面得到验证。例如，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城市拥有更高的生产率和持久的地理优势，正如Venables在第二章提到的那样（也可以参考Venables，2007）。中国的沿海城市拥有很大的收入优势——这是使得一个城市的发展快于另一个城市的一个因素——证明了很强的地理和城市集聚优势的积累效果（见图1.13）。在中国，除了在重要的生产力方面城市优于农村，还存在着这些市内的差距。


  
    [image: ]

    图1.13　2000年中国沿海城市的收入优势*

  


  注：数据显示了2000年中国53个城市的情况。


  资料来源：Leman 2005，cited in Gill and Kharas 2007.


  孟加拉国的数据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中，生产力优势确实存在。Green（2007）检验了孟加拉国64个地区的家庭支出变化的变量。他引入了一些可提高生产率的变量，包括识字率、婴儿死亡率、男女入学率、大量半封建土地所有权的衡量、城镇化的程度、灌溉技术的使用、初期的支出水平以及家庭通电率和初期的支出不平等。他发现，离达卡的距离解释了支出增长方面显著的剩余差距量，离达卡的距离每增加100千米，支出增长就降低1个百分点。[5]


  Overman and Venables（2005，p.5）认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城市可能起到“温床”的作用，即使其研究、发展与创新的过程与发达国家并不相同。他们描述道：


  然而，低收入国家的企业同样必须参与到创新和学习的过程。它们的关注焦点集中在Rodrik（2004，p.9）呼吁的成本发现理论：“创新不是创造出新的产品和生产过程，而是发现一个已经在市场上有份额的产品，可以在本企业以更低的价格生产。”……在城市中，这些成本的发现过程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然而，Hausmann and Rodrik（2002）强调隐性知识（那种很难编入蓝图的知识）在自我发现过程中的作用，与城市经济学家（他们长期认为这种知识在城市间的知识溢出效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产生共鸣。这表明了，就像对应的发达国家一样，这个发现成本的过程很可能在大的或者多样化的城市区域中或在信息丰富的环境中明显地更容易实现。


  Hausmann and Rodrik（2002）记录了孟加拉国、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韩国、巴基斯坦和中国台湾地区专业化和出口分布的极端程度。Venables（2007）认为，这些模式表明地方集聚经济在决定国际贸易模式时发挥了作用。按照六元行业标准分类系统的划分，出口到美国的全部货物中最少30%都是由以上那些国家和地区的前四条产品线提供的。此外，类似国家间出口专业化的领域很少有重合的。


  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应该比这个更好。这也表明同样的集聚经济的排序在贫穷国家也成立，尽管更富裕的国家有更好的数据记录。从这些发现中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政策指示：


  ●城市提供了包括静态和动态的生产力优势。因此，不鼓励城镇化或者试着去逆转城镇化都是不合理的。农村的发展不能替代健康的城镇化发展。确实，很难想象，许多基于农村的产业在现在激烈的贸易环境中可以繁荣出口。迅速的城镇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的发展表明：事实上，强大的规模经济和有效的其他协同效果要胜于与发展中国家大城市有关的大量不经济，二者保持平衡。城镇化进程需要减少拥挤成本。关注城镇化工作的进展会比试图阻止它更有效率。


  ●城市的生产率优势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性推动的。因此，市场产出也许是有效率的，但是城市规模分布可能是无效率的，正如上文描述的集聚效应会让城市变得过大一样。在第三章，Duranton继续推进了这个理论并讨论了这些效应的实证分析。然而，实际上，无论是大城市规模过度的成本，还是对发展更有效率的新城市有效或无效的因素，我们都知之甚少。一些关于中国的有意思的研究（Au and Henderson，2006a，2006b）表明：从经济视角看，规模不足比规模过大的成本更高。这篇文章提出工人的人均实际产出在规模上比城市的最优规模大，所以在最优规模下的某一数量人口减少的成本是超过最优规模时增加同样的人口数量时的成本的三倍。但是在这个方面需要更多的文献支持。


  ●当试图分散大城市中的生产活动时，谨慎是应该的。Overman and Venables（2005）和Duranton（第三章）及Venables（第二章）的观点并不是中立的，避免重点发展一些关键城市，避免可能暗示私人投资者在一个新城市有利的投资地点的政策。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这种方式也许不会完全解决重要的实际问题。当财力和技术实力缺乏的时候，政府不得不做出选择，即从哪里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和从哪里提高服务业。许多发展二线城市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相反，中国在改革的早期时候对沿海城市的战略支持得到了快速增长的回报。由于这些城市的部分特权，包括金融基础设施的改善方法，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些城市比较成功地避免了最高昂的拥挤成本（Peterson，2005）。没有更多的研究和比较系统的了解，城市过大的危险仍然很难被证明。因此，无法确定有效的政策解决手段。如果对首都或者城市变得过大的担心成为忽视必要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理由，那么这样的政策的代价就会非常高昂。


  ●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集聚经济的实现很可能导致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有显著的空间不平等，即地区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以及城市内部的不平等。因此，政策制定者将要面对重要的非经济问题，例如政治和民族关系紧张，这就需要保持与控制效率高的城市的经济效益的平衡。在第五章，Sukkoo Kim讨论了空间不平等的经济学，研究了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和政策如何解决这种经济困境。


  注释


  [1]Quigley（1998）简洁地总结了那些优点和那些支持的文献。Fujita and Thisse（2002）与Duranton and Puga（2004）提供了集聚经济理论的详细解说。）


  [2]直到1970年，大概60%的城市人口沿着这条走廊居住。这样的居住密度减少了基础设施投资的支出，这将会是个代价更高、更为平衡的空间发展战略。）


  [3]以下的讨论主要借鉴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


  [4]印度的结果是很难解释的，这是由于在同样的数据样本中产业在地理上高度集中。）


  [5]此图纵坐标的单位在英文原书中没有提及。——译者注）


  传统反对城镇化的讨论


  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现代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上的经验和如今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关系有很充分的经济原因，由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做支持。城市已经显现出了对高生产率和高增长率的活动的支持，而农村地区是做不到的。除了这个事实，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还有不适应的地方，少数几个国家有明确的政策立场，积极寻求在成长过程中建立大城市。按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理念来解释，部分的不适应也许有三个影响因素，但基本上是错误的：


  ●农村—城市的移民是无法管理的。


  ●农村—城市的移民是非生产性的。


  ●城市的发展是由城市偏见而不是经济基础推动的。


  这些猜想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那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达到了顶峰，它们开始从那时起继续影响政策的思考。在这里值得简要地回顾一下自从那个观点开始有影响以来出现的证据。


  农村—城市的移民是无法管理的吗？



  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城镇化是灾难性的或者城镇化正在以灾难性的速度发展。事实上，它们在一些重要方面的经验是很常见的（Williamson，1988；国家研究委员会，2003）。发展中国家中城市人口的比例自从大概1850年开始一直在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在1950—1975年达到顶点并且可以预测会继续下降。在人口增长极点的那几年，城市人口比例从17%上升到28%（Preston，1979）——几乎与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发生在高收入国家的增长一致（Williamson，1988）。在战后，作为一组数据，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城市移民率可以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数据相比（大概17%~18%）。


  发展中国家的经历从一个重要的维度来看是独特的：总的城市人口在那段时间增长得更快。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在1950—1975年间增长了188%——远比发达国家发生在1875—1900年间100%的增长要快。发展中国家的高人口增长率是人口统计资料显示的成功案例：在战前，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和城市都经历了迅速过渡到较低的死亡率的阶段。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由于城市过高的死亡率，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远低于农村。这就促使移民成为人口增长的更加重要的来源，占了增加人数的大概60%（Williamson，1990）。相反，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移民仅占到人口增长的大概40%（国家研究委员会，2003）。[1]发展中国家经历着类似于发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模式，没有被过度的移民困扰，尽管它们都有着快速的自然增长。


  农村—城市移民率随着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同的时间而变化（见图1.14）。拉丁美洲，第一个发生快速移民的地方，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实现了城镇化率的最快速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随后的降低反映了已经很高的城镇化率（超过75%）和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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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4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农村—城市移民率

  


  注：非洲包括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Chen，Valente，and Zlotnik（1998），引用自国家研究委员会（2003）。


  非洲的移民率在20世纪60年代早早就达到了顶峰，移民率从那以后减为一半。[2]在20世纪80年代，在意图减少“城市偏见”的主要结构调整项目实施之前，非洲移民仅占了全部城市人口增长的约四分之一（参见表1.1）。因此，尽管非洲城市人口的比例平稳增长，但通常不会带来经济增长，移民率和因迁移促进的城市人口增长的比例似乎在持续下降。非洲的高城镇化率主要是由高人口增长率推动的——它的人口增长率是世界上所有地区中最高的（UNFPA，2007）——并伴随着相对小规模的城市人口增长。


  
  表1.1　各个地区内部迁移导致的年城市人口增长的比例
[image: ]


  注：地区依据联合国标准划分。非洲包括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a.20世纪80年代不包括中国的亚洲数据是48.9%。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Chen，Valente，and Zlotnik（1998），引用自White and Lindstrom（2005）。


  亚洲经历了移民率以及由于移民导致的城市人口比例的明显长期增长。这些人口结构的变化，结合快速的经济增长，促使农村和城市的贫困人口大幅度地减少。关于区域模式的证据以一系列国家的不完全数据为基础，仅可以当作预测。尽管如此，这也表明：移民率对经济信号做出的反应既不是爆炸式的，也不是有悖常理式的。经济增长较快的地方移民率也在提高。非洲的城市人口增长主要是比其他地区更高的人口压力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为控制城市人口增长而采取减少城市基础服务、降低城市对移民的吸引力的策略是具有误导性的。


  在城镇化早期，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的应对远好于预期。最不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在1950—2000年间增加了17亿。Davis，Park，and Bauer（1962）预测的6000万人口城市还没有成为现实。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发展对城市服务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对城镇化的共同认识受到对贫民窟、痛苦的城市贫困、交通拥挤和空气污染等印象的强烈影响。然而，事实上正如Mohan and Das Gupta（2003）所认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对这些情况处理得出乎意料的好——甚至是在面临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艰难的财政状况和人力资源承受的约束等挑战下。在20年代90年代，有超过2.5亿人居住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并且菲律宾人已经有了干净的水，世界上大约3亿人口拥有卫生设施。从1990年到2000年，巴西有3200万人喝到了干净的水，2300万人得到了改善了的卫生设施。这些城市服务的覆盖率在20世纪90年代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提高了。这些国家的人均用电量基本上稳定且大幅度地增长，中国和伊朗在1980—2000年增加了三倍，是印度尼西亚的八倍。


  城市的贫困率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也降低了。东亚前所未有地降低了贫困人口的数量（见图1.8）。在孟加拉国，达卡的贫困率在20世纪90年代间降低了14%，然而人口年均增长6%（World Bank，2007b）。尽管达卡的城镇化发展似乎混乱，但它的大部分人口已经脱离了贫困。


  这个事实不应当理解为城镇化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它显示的是，应对较高的城市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Mohan and Das Gupta（2003，p.15）提道：


  在以后的20~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无须担心快速的城镇化。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应对前所未有的亚洲城镇化挑战。然而，这并不需要自满，而是一个关于未来可以给我们信心的事实。


  农村—城市的移民是适得其反吗？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Todaro，1969；Harris and Todaro，1970）。[3]它提供了一个对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大型非正规服务业有影响力的直观解释，那些行业被认为隐藏了失业。这个模型对城镇化是悲观的，因为移民的迁移的动因是错的，并且还存在着持续的迁移趋势。农村—城市的收入差距反映的不仅是生产率的不同，还有吸引过多移民的高工资。移民带来的不是经济效益，到城市的移民和最终缩小的收入差距仅仅导致了更多在非生产的失业期或者在就业不足的庞大服务业中等待的工人。这个视角和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农村—城市的迁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Williamson（1990）用一个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估计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阻碍了移民并导致了超过3%的GDP的无谓损失。


  最糟糕的是，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做出这样的预测是因为工人来到城市就是参与一场赌博，他们希望到正规部门工作，而通过提高赌赢的几率和吸引更多在城市的生产率比在农村的生产率更低的移民进入城市来创造就业使问题恶化了（托达罗悖论）。这个结论尤其对政策的制定十分重要，因为它反对让城市更有吸引力，间接地赞同抑制或反转移民趋势的措施，并且主张推进有关贫困和农村地区的发展项目的趋势。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已经非常有影响力。然而，事实证明，这个预测城市的失业率和移民有关的证据——并因此他们对城镇化的经济影响持悲观态度——是脆弱的。这个模型的许多关键的假设和预测并未被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随后的实证研究支持。自从移民出现以后，关于移民的更多更丰富的可行替代模式就出现了。例如，将工人送进城市的家庭的迁移策略模式，显示了在移民方面与农村的互动对城市是很重要的。然而，这种互动的缺乏对托达罗悖论是至关重要的（Stark and Lucas，1988；Stark and Levhari，1982）。正式部门刚性工资的证据已经被质疑。在许多非洲国家，实际工资降低始于20世纪70年代（Weeks，1994）。甚至在非洲，制度化的高工资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东非和中非，它们代表了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高工资政策的遗留和工会权力独立后的一段较短的时间。[4]在西非，随着殖民的结束，存在着一个最小的，有时甚至为负的城镇化收入溢价。这个数据不支持提高工业和农业的收入差距，而这个差距是在创造城市就业时提高失业率的必要前提。另外，与模型的预测相反，只要移民已得到工作，他们就有可能比在农村挣得更多。研究为模型中的一些要素提供了实证支持——比如由于工资差距带来的移民——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托达罗悖论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Lall，Selod，and Shalizi，2006）。


  Williamson（1988）的发现不支持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他认为这个模型想要解释的“问题”是言过其实的。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服务业增长既不是不成比例的，又不是主要由来自农村的不熟练的“剩余劳动力”构成的。早期研究表明，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呈增长态势的调查是被修正过的，很少有支持城市较高且持续的失业率的调查。也没有证据表明，在城市劳动力中，最近的移民更可能比其他人容易失业。


  一些非洲国家经历的快速城镇化的不好表现可能体现了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吸引力，除了它的缺陷“数十年的政策影响”（Lall，Selod，and Shalizi，2006，第47页）。在56个国家的25个国家中，Collier（2007）称之为“非洲多个国家”（正在衰落的国家）没有经济增长的城镇化已经发生。然而，由于这个模型的缺陷和无法解释潜在的人口趋势，它无法成为首选假说。


  其他的经济约束也许对经济表现有更多实质性的影响。在应对高速城镇化增长时，减少生产也许是比减少移民更好的政策（Chen，Valente，and Zlotnik，1998）。如果低收入的农业经济遭受农业危机或社会动荡，移民就可能被推入城市，导致暂时的高失业率或由于移民勉强度日导致的低生产率服务业工作的增加。较高的商品价格可能会导致汇率被高估和城市中资源向非贸易部门转移。在通过减少投资基础设施以降低城市吸引力是最好的应对政策的假设之前，一些政策，例如合适的宏观或农业政策，应该至少需要探索。


  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停滞是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它们的增长率趋势是由气候与冲突导致的，而不是由城市的高工资和更好的服务导致的。让经济增长回到正轨的一部分就是如何让城市最终成为增长的平台。允许基础服务的长期破坏，正如在大多数国家中发生的那样，也许就是为实现这个目标不得不妥协的未来。


  城市偏见广泛存在并持久存在？



  城市偏见的概念——与病态的城镇化和移民的概念紧密相连——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制定援助和发展计划时非常有影响力。Lipton（1976）关于城镇化的著作简单且全面，是这个概念最有影响力的清晰表达。Lipton认为在鼓励大量的移民进入城市时，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政策扭曲伤害了农村的穷人。工业保护、廉价的信贷和用于补助当地服务而从总税收收入获得的融资，都在一系列将经济活动转向城市的政策中有所体现。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测量城市偏见上（参见Agarwala，1983；Little，Scitovsky，and Scott，1970）。


  城市偏见很少被谈及，但并没有合乎逻辑的理由解释为什么扭曲政策有时候可能对农村非常不利。城市偏见的存在事实上并不是实证的政策问题。如果农村的穷人数量继续不成比例，通常就会有这样的假定（例如，参见Majumdar，Mani，and Mukan，2004）。按照这个逻辑，关注城市如何实现工业化和增长应该处于较低的优先级，城市应该自己管理自己，并且应该避免对城市的补贴（对农村地区的补贴很少被质疑）。关于城镇化政策的简化思维就是什么导致了城市偏见成为了一个棘手问题。


  在实践中，城市偏见的概念包括了一系列的政策，所有的这些也许在特定环境中有一定的好处，但通常不是。对这种偏见的矫正方法通常包括关注农村的穷人和避免对城市的补贴，即使许多穷人在那里居住和生活。这种方法没有区分对让城市更宜居和更有生产力的公共服务的补贴（在高收入国家都很普遍）与对特定行业和食品加工的补贴，政府对这些领域的干预很弱。不是检验那些在“城市偏向”保护伞下发挥作用的政策，政府的注意力一直关注农村的开发支出和避免对城市的支持。农村和城市地区是相互对抗的，发展政策视为划分补贴的零和博弈。仅城市带来的快速增长会减少贫穷并增加税收总量来支持农村的穷人。另外，对拒绝城市偏见的关注，已经从对一些可能会催生出导致城市偏见产生的制度与社会约束的理解中转移。这样的概念就消失了。


  非洲的例子具有指导意义。许多城市偏见的典型特点在许多非洲国家的后殖民时期早期就显现出来了。Weeks（1994）认为，这些偏见，例如正规部门的高工资，反映了特定政治需求和随着独立到来的而不是一个有利于城市的明确策略的制度约束。在一些东非国家，联邦在独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在独立后期望产生回报。作为对殖民政策的反应，国家探索工业化并建立了宏大的公共工程，这自然意味着在城市的投资。鉴于这种经济结构，农业是能够产生大量税收的唯一部门。在当前的后殖民地时期，软弱的政府管理部门的财政选择很少。Weeks认为，对外贸易税收很有吸引力，因为它很简单。相反，管理农业收入的直接税收——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个难题——给独立后的非洲的权力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许多政府会求助于高度扭曲的市场板块来直接获取财政资源。所有这些措施毫无疑问地伤害了农业，这反映了财政政策工具真实存在的局限性。减少这些扭曲，即在城市偏见的幌子下吸引了太多的注意力，并不会促进恢复增长。经济增长显著的限制——与地理、气候和殖民历史有关——似乎哪里都是（Collier，2007）。


  结构转型与城镇化



  从非洲的经验中得来的这些见解，突出了发展中国家在管理城镇化生产率的关键时候出现的问题。城镇化包括了数以百万计的关于在哪里生活和工作的个人决定。这通常伴随着良好的经济发展，例如城镇化和进入出口市场。有时候，正如在非洲部分地区的情况看起来的那样，这也许体现了农业中的灾难或者社会冲突。减缓城镇化进程的措施几乎总是失败的，因为它们试图阻止对强劲的经济报酬或压力的反应。


  无论是什么驱使着这种动力，在适应一个有序城镇化进程的机构出现之前，人们通常搬到城市。因此，城镇化几乎总是包括许多混乱的问题——不美观、不安全和不健康的发展，拥挤，土地价格暴涨，高度可疑的房地产现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这其中的许多问题被视为失败，尽管它们通常在经济上成功时出现。为了让现代城市发挥作用，而不是人口及其他因素增加，财政和管理部门的转换是需要的，并且它往往是为了响应某种危机。下面的部分验证了一些城镇化要求的最重要的结构转型。


  动员支持城镇化。政治经济使得支持城镇化的政策更难被接受——在一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严重。Lewis（1977）认为，在19世纪的阿根廷，随着外国农产品出口而出现的地主贵族是城市里工业发展和创造有利环境的主要障碍。相反，在澳大利亚，由一开始的城市社区主导，能制定到位的政策使工业盈利并建造城市来支持它。在城镇化早期的国家，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也许发现它们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基础建设中不得不使用税收进行投资，虽然越来越多的城市对国家的经济前景是必要的，但是目前只有少数人有房子。


  从历史上看，有经济活力的市政府通常采用以下政策模式，即明显或不明显地与上级政府的经济和政治争夺。Pirenne（1922）记录了城市的经济活力和治理系统之间深层次的矛盾，这些证据支持城市间的贸易与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对农村的保护。在孟加拉国和印度，在独立战争期间重要的领导人在地方政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5]DeLong and Shleifer（1993）为以下早期发现提供了实证支持，即认为在工业革命前800年，由专制政府（国王）统治的城市，与由市场友好的系统（商人）统治的城市相比，经济增长较慢（由城市规模的增长衡量）。市政府和国家之间历史性的差异通常减缓了向逐渐发展的城市提供需要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政策和治理结构的过渡。


  资助公共产品。预算约束能够深入地影响切实可行的城镇化政策的范围。城市需要公共产品以解决出现在集聚经济中的人口密度较高的问题。有效率和健康的城镇化需要财政支持昂贵的网络基础建设的总投资。对这些公共产品的需求随着工业化的提高也对资源提出了实质性要求（Linn，1982）。由于这些原因，城镇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就伴随着向国外借款的过程（Lewis，1977）。在最好的情况下，地方公共产品在城市中不容易筹资。政府通常在调动财政资源时尽量少地扭曲劳动力市场和投资决策，因此就有了财政联邦主义的案例（例如，参见Broadway，2001）。在理论上，土地税收优化可以用于资助地方公共产品，但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要做到很难。一个对有稳定人口的城市有效的公共财政系统并不一定拥有快速发展的城市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


  正如Richard Arnott在第六章中提到的，低收入国家的城市有难以征税的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这种非正规经济通常是适应城市里快速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自然产出。分布广泛的非正规经济破坏了无数传统的地方财政的元素，包括土地税收，房地产交易的记录和透明化的土地估价，等等。


  非正规经济的推动力很多。保护财产权、执行法规和努力规划城市扩展的制度能力还不足。例如，在孟加拉国，Siddiqui（1997）估计，需要将近50年的时间才可以清理土地记录中现有的积压。同时，达卡的人口每年增长6%（World Bank，2007b）。许多甚至大多数时候，低收入的城市居民往往因为过于贫穷，住不起那些政府认为足够舒适、便于管理的符合标准的房子。地方政府没有资源去支持为所有人提供服务的投资，然而如果没有这些服务，居民不会被视为是正规的。结果就是许多城市居民租住在非正规区域并且没有公共财政的支持。他们支付的费用通常比正规部门的收费高很多。他们通常为不合法的身份支付高昂的保护费。只要他们继续在非正规部门，他们付的钱并不构成财政基础。正如Arnott所认为的那样，城市中分布广泛的非正规经济可能导致财政基础薄弱和基础设施不足的恶性循环。


  地方税收基础的缩小使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的政策大大地复杂了。在专栏1.1中，在19世纪的英国出现了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只有在中央为地方政府提供补助以缓解财政压力用于健全卫生设施服务时，问题才得到解决。巴黎的经验表明了另一种筹集公共财政资金的方式——土地交易——并且表明如果产权所有人反对采用这种方式，这种资源又是如何地脆弱（专栏1.2）。20世纪90年代，在改革财政系统以重申中央政府控制时，中国依然在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内利用土地升值作为经济蓬勃发展时期的一种资本融资的方式。由此导致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扩大的规模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即使大量的废物和明显的风险已经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参见Gao，2007；Su and Zhou，2007）。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巴西将资金大部分用于城市供水系统和卫生系统的扩展，包括集中的规划、控制和投资，在十年间卫生投入的资金增加了一倍。然而，这个系统是可以重建的，并且投资已经减少（Cortines and Bondarovsky，2007）。


  对地方公共产品而言，健全的公共财政体系在贫穷的城镇化国家中还没有自然地出现。这一有效的过渡需要在发展进程中给予更多的关注并且要求中央政府以某种形式给予支持。


  专栏1.2



  Haussman男爵如何为巴黎的现代化建设融资



  在19世纪早期，之前一直增长很慢的巴黎人口迅速增长，在50年里增加到了两倍。大多数人口的生活环境都很悲惨并且不健康。三次霍乱流行病蹂躏了这个城市。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832年，有20000人死亡，占了近3%的人口。伤亡的人员中包括首相Casimir Perier，但是最底层阶级在这次疾病中受伤害最严重，导致了相当大的社会动荡。1848年的革命可以看作是一个城市的起义，反抗拥挤、恶劣的居住条件和高租金，迫切地要求改造巴黎。Louis Napoleon皇帝优先进行了巴黎的现代化，在1853年6月任命George Eugene Haussman负责塞纳河的完善，来实现这个目标。


  在皇帝的大力支持下，Haussman以不小的成本重塑了巴黎的面貌。Haussman估计，在过去的18年，他花了44倍的城市年度预算资金（Pinkney，1957）。其他人估计，Haussman重塑计划的资本支出与法国整整一年的年度预算相等（Marchand，1993）。


  然而，当时有多种方式筹集巴黎的财政资金，Haussman开始了他的工作，这一过程类似于如今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做出的微薄的预算。在之前的30年人口激增的时候，税收和支出虽然大致平衡，但仍增长停滞。70%的税收来自直接税，主要是货物入市税，一种中世纪对进入市场征收的税（Marchand，1993）。10%的税收用于中央政府。大概三分之二的人口免除直接税，因为他们被认为太过贫穷而无法支付。在资本投资和维持上的支出大概被限制在总预算的15%。这个财政环境对Haussman设想的变革是不成熟的，并且需要资本支出增加16倍才能实现。


  征收法律的变化为Haussman提供了足够的资金，用来重建那座城市和得到迅速的财政支持。1852年通过的新的法律允许对整个街区收税，而不只是对道路两旁的商户收税。然而，每种税都需要法律通过，这个过程就异常缓慢。那一年的后期，这部法律经帝国法令的修改便成为允许征用的法令。Haussman自由地使用这些权利。当他重塑了巴黎的布局和基础设施后，他以丰厚的利润再次出售了多征收的土地，以公共工程创造的价值来支持他的行动。Haussman获得的收益估计是最初州政府补贴的四倍（Marchand，1993）。直到1858年，这种方法才真正成功。但是地主最终将他告上了议会。议会做出决定：尽管市场价值的增加值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所有提高价格的土地必须以在征收时的价格再卖给它们的原主人。在1860年，法院做出决定：征税费用必须立刻支付，不再收回，因此几年就提高了征税成本（Marchand，1993）。


  这两个决定为现金流施加了新的压力并迫使Haussman转向资本市场以及为他下一步的行动寻找资金提供者（Pinkney，1957）。仅仅依赖这种安排的金融模式是不稳定的，并且提高了房地产的价格，这是Haussman所获得的成功的一个副产品，这些让他完成以后的工作更加困难、成本更高。最终，城市负债累累，当议会强调其监督和控制的权利时，Haussman与市议会发生了冲突。Jules Ferry，一个共和党议员，在《Haussman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账目》中对Haussman的金融工程始终给予反对意见。结合Haussman欠下的债务和1870年战争赔款的债务，巴黎人均居民的赔款是纽约的两倍，直到19世纪末期是英国的三倍（Marchand，1993）。只有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才可以最终减少债务负担，使许多地主破产。


  资料来源：Marchand 1993；Pinkney 1957.


  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现代化。快速的城镇化和经济增长要求有第三种明显的转变：房地产市场和资助它们的系统的现代化。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城市经济增长的低技能和低工资水平的工作的快速增加，导致了需要住房来方便工作的城市居民的大量涌入。可以提供工作的企业需要土地开设商店和工厂。由于集聚经济的作用，它们都想坐落在同样的地方。一个有效的房地产市场对这种资源的最佳分配是必要的。然而，由于许多原因，正规的房地产市场的应对能力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受限制的。


  典型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特征的结合，使住房供应比它应该有的反而少。传统的土地所有权、登记、税务系统几乎不能够适应土地的交易和快速周转。规划、分区和建造标准类似于高收入的欧洲城市。这些标准让那些大多数城市人口负担得起的住房成了非法的，也没有缓解这些地区的混乱状况。为了调和这个矛盾，军队或半官方机构通常控制城市的有经济价值的大块土地，有效地将这块土地市场化。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者通常没有资金也没有能力去扩展和升级网络基础设施，提供高密度土地的使用。城市周边的农田用地的转换带来了负担和社会争议。在这样的情况下，利用全球市场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将会发现城市的居住和土地的需求增长远超过其供给。[6]非常普遍的结果是房地产价格提高，一些地方的房价可以与高收入国家的大城市相比——甚至在非常贫穷的国家，例如孟加拉国（Buckley and Mathema，2007；Buckley and Kalarickal，2006；World Bank，2007b）。这些市场的结果为政府的作为施加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即使当这些问题是经济成功的副产品时。


  在第六章，Arnott分析了政府面对这些问题时的一些意见。并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处理由于结构变化导致的市场不平衡。对政府而言，为大规模的低收入或中等收入人群直接提供住房的费用太高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住房项目是按不切实际的标准建造的，并且几乎不涉及真正的低收入人群。新加坡为几乎所有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公共住房的宝贵经验得益于特殊的情况，例如政府对于土地的全权控制和内陆地区的缺失。当非正规经济活动广泛分布时，发达国家最有效的项目（租金补贴）很难实施。


  除了这些难题，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在短期内做提高城市居住环境的工作，这应该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给予最贫穷的人应有的安全感；限制公共住房项目的补贴并没有触及在典型的市场条件下最需要的人；提高基础设施水平以允许有吸引力的城市健康地扩张。在中期，政府往往可以通过减少干预来做得更多。不现实的规划标准使较低收入的居民负担不起合法正规的住房（Bertaud，2008）。房地产市场中严密的规划和强劲的需求，结合薄弱的监管机构和导致房地产成本高且发展缓慢的腐败现象，使得在住房需求更强烈时却减少了供给。随着收入的增加，财政能力提高了，组织的演变推进了，土地的供给弹性与良好的住房购买能力提高了。当处于这个阶段时，与那些富裕国家接近的标准变得可行。


  这个过渡是长期的和痛苦的。在金融创新过程中也会有作用。有了准确的记载，房地产资产就可以作为金融的替代。因为资产长期地存在，它们为基础设施提供了很好的投资，也带来了长期负债。它们提供了一些最好的抵押贷款。长期抵押贷款可以明显提高居民的购房能力。抵押贷款市场已经在过去的20年里迅速发展并放开（Buckley and Kalarickal，2006）。随着最近中国和印度抵押贷款每年超过20%的增长率，这个市场现在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对于长期的发展，这些改变都是必要也是有利的。但是正如所有的金融创新一样，在短期都是不稳定和被滥用的。在第七章，Dwight Jaffee反复检验近期的这个非常明显的周期的实例——发生在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这为发展中国家上了一课。当次贷危机似乎仅仅发生在美国的抵押贷款市场时，找到加大危机风险的金融创新和合理的金融服务的正确平衡，尤其对于最需要帮助的人来说，是个普遍的挑战。


  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两个因素使得抵押贷款市场的管理创新非常棘手。首先，缺乏弹性的供给通常是发展中国家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主要限制。抵押贷款对个人购房有利，主要对需求方有用。如果在主要的房地产市场上对供给价格的反应不敏感，那么在短期内扩大抵押融资规模可能仅仅是对需求和价格施加了更大的压力。由于没有增强供给回应的措施，在住房价格和承受能力方面，政策制定者也许会对扩大抵押融资贷款的最终效果失望。在高度调控或者调控不足的房地产市场上，抵押贷款的快速膨胀甚至可能导致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另外，当以市场利率抵押信贷用于构建高层次的非正规环境时，超过最高收入阶层能力的抵押贷款的实现是非常有限的。


  第二，发展中国家引进金融创新存在金融风险。比如，阿根廷早在1996年发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由于当地金融部门似乎在这个项目上有很多不足，证券被卖到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市场（Chiquier，Hassler，and Lea，2004）。由于它们将外汇风险转嫁给了不具备管理能力的购买者，在抵押贷款债务转换为迅速贬值的比索时，那些证券在阿根廷经济危机时表现不佳。同时也随着基础设施的公私合营的开始，在当地抵押贷款市场中，汇率贬值进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同时伴随着长期市场发展中断的高昂代价。这些困难很明显，但是不应当看作避免完全自由化的原因。它们是需要小心谨慎的原因，要认识到：从当地情况来看，金融业和房地产市场方面必须确立一个策略来操纵一个敏感但必要的转变。


  注释


  [1]对中等国家，这是真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数据，见表1.1。）


  [2]遗憾的是，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增长的分解数据还没有更新，并且它们参考的普查的覆盖面是不均匀的，尤其是在非洲。对过去20年这些趋势的演变方式和最近的普查数据对非洲国家的影响进行更系统的分析会很有用。Satterthwaite（2007）详细地讨论了这些问题。）


  [3]Williamson（1988）和Lall，Selod，and Shalizi（2006）提供了对这个领域文献的全面的评论，这个讨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展的。）


  [4]在英属东非的西化部门，降低劳动力周转的措施包括旨在为城市家庭提供足够收入的高工资政策（Weeks，1994）。）


  [5]Pandit Nehru，Sardar Patel，Acharya Gidvani，and Subash Chandra Bose，所有的国大党领袖在为独立的斗争中，在20世纪30年代的重大市政企业中位于重要的地位。）


  [6]到富裕国家的移民是对房地产市场有很大影响的全球化的另一方面。国民的海外汇款，通常投资房地产，可能会推高价格，使之远远高于当地工薪阶层的支付能力。）


  结语


  城镇化产生的紧张局势和付诸行动的结构调整说明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不总是欢迎快速城镇化的原因。从历史的长期视角来看，城镇化对实现高速增长和高收入是必要的。在早期阶段，城镇化是有利的，但是也会带来痛苦。管理城镇化将会影响到政治、社会规范、制度变化以及更广泛的金融系统。在这样的环境下制定政策普遍存在着次优的问题。形成让城市为国民经济服务的策略，就需要在所处的环境中采取可行的措施，并保证这些措施具有实用性和敏锐度，但是这些策略会获得巨大的回报。


  附录1：随年份变化的联合国政府间人口和发展的调查结果


  下面的图表来自《世界人口政策（2007年）》，由联合国经济部和社会事务和人口部出版。


  
  表A1.1　关于人口的空间分布的政府意见：1976年，1986年，1996年和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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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A1.2　人员迁移到城市群的政府政策：1976年，1986年，1996年和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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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1960—2000年城镇化率和人均GDP（以1996年美元为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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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2.1　1960—2000年国家间城镇化率和人均GDP（以1996年美元为基数）

  


  附录3：1993—2002年世界各地区城市和农村的贫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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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3.1　1993—2002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美国贫困人数

  


  资料来源：Ravallion，Chen，and　Sangraula，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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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3.2　1993—2002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美国贫困人口、城市人口比例和人均GDP指数

  


  资料来源：Ravallion，Chen，and Sangraula，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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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3.3　1993—2002年南亚贫困人数

  


  资料来源：Ravallion，Chen，and Sangraula，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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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3.4　1993—2002年南亚贫困人口、城市人口比例和人均GDP指数

  


  资料来源：Ravallion，Chen，and Sangraula，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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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3.5　1993—2002年欧洲和中亚贫困人数

  


  资料来源：Ravallion，Chen，and Sangraula，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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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3.6　1993—2002年欧洲和中亚贫困人口、城市人口比例和人均GDP指数

  


  资料来源：Ravallion，Chen，and Sangraula，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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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3.7　1993—2002年中东和北非贫困人数

  


  资料来源：Ravallion，Chen，and Sangraula，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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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3.8　1993—2002年中东和北非贫困人口、城市人口比例和人均GDP指数

  


  资料来源：Ravallion，Chen，and Sangraula，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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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全球化世界中对经济增长的再思考：一个经济地理学的视角[1]


  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


  （Anthony J.Venables）


  经济增长中贸易的角色——尤其是现代部门的出口——已经越来越清晰。亚洲的经验是有据可查的，并且最近一系列的研究都指向加速增长中出口的作用。例如，Jones and Olken（2008）识别出了增长加速并表明它们与贸易收入份额中平均13%的增长（在一个五年期内）有关，同时也加快了进入制造业的劳动力转移率。Pattillo，Gupta，and Carey（2005）指出了增长加速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间的关系（也可以参看Hausmann，Pritchett，and Rodrik，2005）。


  这一章参考了最近的贸易和经济地理有关的文献，提供了一个评估交易、全球化和经济增长的视角。本章探讨了全球化如何影响国家的增长前景，并得出一些政策启示。这一章的分析基于关于贸易技术和现代部门生产的三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现代部门的活动被得益于许多资源的规模报酬递增包围，包括社会和政治以及狭隘的经济。第二个事实是，空间仍然很重要，无论是在定义这些收益递增的地理范围还是在塑造更广泛的经济关系上。第三个事实是，全球化正在改变国际贸易的本质，尤其在促进生产的分散化方面。这些事实都将在本章下面的小节中讨论。


  本章接下来将从以上事实中得出启示并讨论它们支持的世界观与由标准的贸易或增长理论支持的世界观的不同之处，尽管这些事实与证据是一致的。尤其是，在世界的各个区域和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地区，都存在有平衡的差距。快速的经济发展会实现，并可能与现代出口部门增长有关。从以下三个维度看，这可能是典型的“块状”。在地理空间上，集中在一些国家、地区或城市会是不公平的。在产品空间上，这些区域可能是狭义的专业化，也许甚至只集中在少数几个部分的生产，而不是集成产品的生产。从时间上看，增长将是迅速的。但如果一旦某种程度的能力达到了极限，增长将会是按照顺序的而不是并行的，也就是说，指定区域发展很快而其他区域落后。此外，无论对中等收入区域还是低收入区域都有在这个进程中落后的趋势。


  本章的最后一部分讨论了政策的含义，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怎样让国家或者地区成为有吸引力的制造业出口基地且开始受益于规模报酬递增？这个问题的讨论基于城镇化和非洲的出口多元化。第二个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区域或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一个区域的发展与另一个区域的发展是互补的还是竞争的？


  注释


  [1]作者要感谢与会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成员，感谢他们提供了有帮助的意见。


  现代贸易和生产


  我们开篇概述了现代贸易技术的三个事实，本节的思考是以其为基础的。


  规模报酬递增



  标准的经济模型主要依赖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设，尽管增加收益是大多数现代部门活动固有的特点。[1]通过多种机制可以增加收益，例如一些仅仅技术性的渠道以及其他与更广的社会经济回馈有关的渠道。增加收益也许是公司内部的（平均费用随着生产流程的运行而降低），但是如果它们是外部的（也就是说，发生在经济单元外部而不是经济单元内部），它们对经济表现的影响是最大的。这种外部规模经济的来源是什么？


  一类是技术外部性，例如知识溢出。当一个企业能够从其他企业的知识资本中获益时，知识溢出就发生了。这种知识转移的机制可能通过劳动力转移、工人间面对面的社会性交流或者观察其他公司的做法等方式产生。这些影响尤其对创新密集型活动很重要。大量的文献表明了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性（Audretsch and Feldman，2004）。如果公司了解到某个地方的特点（比如，生产率）以及并不能够保持它们知识的私有性质，正如Hausmann and Rodrik（2003）的“自我发现”的故事，那么某一地点的知识溢出也会发生。这可能会体现出真正的地方特点，或者仅仅是一个“羊群效应”的故事，正如公司选择与其他（成功的）公司相同的地理位置。


  可能比技术外部性更重要的是货币外部性。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存在着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并且那些低效率也许会依赖于市场规模。如果市场规模的增加降低了低效率，收益会增加。在良好的市场中，这种情况会发生。例如，在大到无须垄断就可以实现内部规模经济的公司中的一种交易。逐渐增加的市场规模改变了这一交易，允许大规模和更激烈的竞争带来的收益，并且作为结果，企业规模更大，会形成更低的平均成本并设立更低的价格。如果企业有不同的生产水平，市场规模的增加和相关的竞争力的增加会促使有更高生产率的企业成长和有较低生产率的企业出局。这个论点支持了实证分析结果，即大多数来自贸易自由化的收入来自公司各个部门的融合的改变，在费用上高生产率的企业比低生产率的企业更有优势（参见Bernard and others，2007）。


  更大的市场也有利于更多种类的产品。这些价格和种类给消费者带来有益的影响，同时，如果这些商品是中间产品，获益的企业就处于下游部门。例如，更大的市场会提供各种各样的专业化投入生产者，为其他公司的需要定制它们的产品。下游企业获益于多样化，然而上游企业获益于大量的下游企业。这仅仅是前向和后向联系老思路的现代重塑：企业从接近供应者和消费者的过程中获益（参见Fujita，Krugman，and Venables，1999）。


  除了商品市场规模带来的效率收入，也有来自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收益。容纳的工人越多，一个企业更有可能找到适应其发展的精确技能（参见Amiti and Pissarides，2005）。如果企业遭受特殊的冲击，然后更大的劳动力市场就会降低工人的风险，如果工人被解雇了，可以增加他们被再次雇用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会增加工人接受训练的积极性。这个论点正如大规模的产品市场增大了竞争的强度。在一个小市场中，掌握专业技能的工人也许会被卖方垄断的雇主“任用”，在那里没有刺激工人加强他们技术的动力。大量潜在雇主的出现造成了机会主义行动的威胁，因此增加了训练的激励（Matouschek and Robert-Nicoud，2005）。


  另一些观点认为，经济活动规模和密度与工人间的交流有关。在许多活动中，面对面的交流是极为重要的（Matouschek and Robert-Nicoud，2005）。这种交流保证了更高频率的思想交换，比其他可能的方式都要好，例如电子邮件、电话或视频会议。如果没有能力中断和使用平行的沟通方式——口语、视觉和身体语言，头脑风暴很难实现。面对面的交流对于构建信任同样重要，通过观察身体语言和一个人对话的系列特征而构建信任度。通过打破匿名，面对面的交流保证了最有效率的工人的人际网络的发展，并促进和提高了那些工人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合作项目的发展。所有这些考虑都提高了生产率。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收益是普遍增加的。最简单的机制是技术性的：许多公共提供的服务也是公共产品，由定义可知这些已经降低了平均成本。一个有关的重要的联系就是当在生产中应用时，许多产出——包括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有互补的关系（参见Kremer，1993）。产品生产中的效率要求电、水、道路和安全的持续提供。如果其中任何投入得到增加的收益，作为一个整体的规模收益就会增加。


  公共部门产品、服务的提供和机构收益的增加也在一系列更多的观点中有所体现。基础政府服务的提供——对财产权的保护、对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保护和法律制度——通常是次优的。决定商业制度环境质量的一个因素是追求高质量的公司的需求水平，这得到了积极的反馈。商业部门越大，对好的商业环境的需求就越高，从提供的良好的治理环境中获得的政治收益就越高，并且商业化环境就越好。如果初始位置是次优的，它的反馈是报酬递增的来源：这个部门越大，供应就越接近理想的水平。


  空间摩擦和地理经济学



  第二个关于现代贸易和全球化的事实是距离仍然发挥作用。通过思考上一小节引用的外部性可以清楚地看出：空间限制了大量的知识溢出，这发生在非常集中的经济区域——城市中的集群和地区。由定义可知，“自我探索”就是特定位置特点的发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特定的工作区内产生。公共产品和公共事业是典型地不容易在区域间转移的。政府机构的影响部分地在国家层面上发挥作用，也在省、市或者特殊经济区的层面上发挥作用。“距离”的关键因素在不同情境中略微不同。距离确实有用，因为它提高了货物交易、工人迁移或者传播观点的货币和时间成本。它也导致了司法管辖区并且因此成为人为的流动性障碍。


  商品市场机制的全球化已经最明显地降低了距离的重要性，尽管离消除距离还很远。企业可以利用小的贸易摩擦作为缓解竞争的一种方式，正如观察的那样，长期的斗争将欧盟变为一个真正的综合市场。距离在抑制贸易流动上有重要的影响。贸易引力模型表明，贸易的全部成本要远高于那些仅仅包含关税和运输费用的成本（参见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部分的成本与运输时间有关。即时管理技术增加了延误或不确定运输次数的成本：Hummels（2001）估计，制造业运输时间的成本几乎占每天船运的产品价值的1%。


  空间维度提供了定量估计增加收益的重要性的一种方法。已有的系统性的文献衡量了大城市中心的生产率优势。最近，一份对那些文献的调查（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表明了相同的意见，即在一系列或大或小的城市规模中，城市规模增加一倍，生产率就增加大概3%~8%。这个影响很大——从一个有5万人的城市移动到一个有500万人的城市可以预测生产力会增加超过50%。这些影响的空间规模分析预测到它们是相当集中化的：在英国的研究表明人们的平均驾驭时间迅速减少了超过45分钟（Rice，Venables，and Pattachini，2006）。影响随着区域而变化，逐渐在更高的科技区域变得越来越大。


  分散化



  全球贸易的第三个特点是分散化，也称为价值链分拆或分割。分散化是指这样一个事实：生产一个最终产品的不同阶段现在通常在不同的国家。特定的任务可能是外购（或外包）并在不同的地方完成。分散化是对生产率或要素价格的区别的回应；这可能发生在一个跨国公司或者在供应者企业的生产链中（参见Arndt and Kierzkowski，2001；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6；Markusen and Venables，2007）。


  尽管已经广泛地报道，关于分散化程度的明显证据还很难得到。对于美国，据估计：一辆典型的美国汽车中，仅仅37%的生产价值是在美国挣得的。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6）报告指出：用于美国商品制造的出口的份额在过去20年加倍，增加了18%，在中国，据估计，国内增加值达到出口货物价值的60%（这个数据在电力、通讯和交通运输部门低于30%（Cuihong and Jianuo，2007））。据估计，东亚贸易的78%都是中间产品。


  分散化意味着，比较优势现在存在于相对集中的、特定的任务中。这对发展中国家极为有利，尤其存在学习效应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时候。这意味着，国家没有必要掌握一个集成生产工艺的全部阶段，但是能够在较小的阶段中做到专业化，掌握需要的更容易的学习过程。


  注释


  [1]有大量的关于增加收益的文献资料，（至少）可以追溯到Young的文献（1928）。）


  对增长和发展的影响


  这些事实对世界经济和增长的影响是什么？有以下几个要点。


  平衡差距



  规模报酬递减是汇集的动力。一个能够为企业或工人提供高额回报的城市或国家，将会吸引那些要素的流入，这反过来会降低它们的报酬并使汇集效应达到平衡。这样的后果就是，一个以收益递减为主的经济模型无法证明国际或空间不平等理论。一些外源性的原因可以推测出为什么区域间存在不同，但经济过程却趋于降低这些不同。


  由空间集聚增加的回报提供了非常不同的观点。如果一个城市或国家为公司或工人提供高回报，然后他们被吸引到这个区域，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收益并放大了任何初始的差异。这个过程也许是没有限制的：随着一些商品的全世界的生产集中在同一个地区，另一些地区可以全部空闲出来。或者，如果超过规模收益中收益递减的点，这个进程就会有限制。因此城市最终会由于拥挤成本而收益递减。由于从某一个地方提供满足世界的需要的产品会带来运输成本（或时间上的差异），所以产品的生产（一般）不集中在一个单独的地方，而是分散在不同区域。集中活动的收益递减发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固定要素的价格被抬高，降低了固定要素的收益。在市区范围内，土地价格提高，导致城市对可移动的工作者的吸引力降低。在国际范围内，工资提高，导致国家对移动便利的企业的吸引力降低。


  但是，无论是有限制还是无限制，重点是增加收益为分散提供了动力。各个地区的基本特征可能是相同的，但是由于经济“自我组织”为不同类型，经济力量让它们不同。然后，不可移动因素的价格和收入级别的不同是均衡的结果，不是任何初始不同导致的暂时结果。


  工资梯度



  规模收益递增和进入大市场的益处取决于对活动中心的靠近程度，这意味着，当一个人从中心地区移至周边地区时，他应该遵守工资或收入梯度。Redding and Venables（2004）用国际贸易数据和重力模型衡量每个国家外汇市场的进入程度。然后，他们比较了人均收入。有几点支持了这个关系（见图2.1）。第一个就是图的右下方空白部分：好的地理位置（有便利的市场进入机会）不会给国家带来低收入。在那些有利于进入市场的国家中，在欧盟和与之相似的（低收入）转型经济中存在收入梯度。在左上方，很显然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已经解决了不利于外国市场准入的问题。由于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一些措施已经实施；其他的措施受到了大型自有市场的影响，这个影响降低了其他需求来源的距离的影响。在加上其他控制因素（要素禀赋、自然地理以及社会、政治和制度变量）和开展了一系列的鲁棒性试验之后，Redding and Venables总结出进入国外市场是收入水平的一个显著的、定量的且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个发现与Frankel and Romer（1999）的文献是一致的，他们把地理因素作为衡量贸易对收入影响的一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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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　人均GDP和外国市场准入

  


  块状增长



  世界上的经济增长看起来像什么呢？它有三个特征，每一个都是块状增长的特点。


  第一个特征是，经济增长在区域间是块状或不均匀的。不是平行地增长，区域更趋向于按序列增长。一些国家或区域也许增长迅速，是由于出现了收益递增和它们从一个“趋同团体”向另一个的转换。另一些国家则会在这一进程中落后。为了知晓这背后的逻辑，假设这个世界被分割为一些有制造业的高收入国家和一些没有制造业的低收入国家。这是一个平衡，因为高收入国家的工资和与规模有关的高生产率相匹配，因此对任何企业都没有再迁移的激励。现在假设同样的增长过程——例如，技术进步——在一个提高收入水平并因此刺激制造业的需求的整体的世界经济中正在进行。这增加了就业并提高了制造业的工资，直到达到一点，在这一点处现有集群中存在的生产力优势不敌该集群中更高的工资。对一些企业进行再迁移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它们能迁去哪里？空间集聚的增加收益意味着它们倾向于群居在一个新兴的制造点。让所有国家都从制造业获益的情况是不稳定的，略微领先的国家会有优势，会吸引更多的公司。经过这些过程，各个国家顺次加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当它加入这个俱乐部，这个国家会快速增长，并随之被其他国家追随，并依此类推。


  国家的严格序列不应该肤浅地看，关键的见解是增长机制并不意味着国家或多或少地一致收敛，正如一些经济增长理论家的争论所说（例如，参见Lucas，2000）。相反，增长是顺次的，而不是平行的，正如制造业在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按照走在前列的国家和加入高收入俱乐部的国家的顺序，是由一系列与基金、机构和地理有关的因素导致的。接近现有的中心可能成为一个促进东欧和中国、东亚地区发展的重要的积极因素。[1]失败的机构、糟糕的微观经济环境和国内战争是巨大的不利因素。


  块状结构的第二个特征是，不同时间的增长是不均匀的。国家间初始小的差异也许意味着一段较长的时间之后，一些国家走在前列而另一些国家则落后。落后于某一标准的国家——就投资环境和制度公平性而言——就不会加入这个过程。


  块状结构的第三个特征是，增长也许在产品间是块状的，因为它可能会在某个行业集中。当许多收益增长的资源是行业独有的，且要求在狭义的产品或任务中掌握技术和能力，这种块状现象就会发生。一个狭义专业化的推论就是，增长将高度依赖于出口。这与亚洲的经验一致，与我们上面提到的加速增长的实证研究（例如，Hausmann，Pritchett，and Rodrik，2005）是一致的。Hausmann and Rodrik（2003）提供了出口部门集聚的直接衡量标准。他们研究了通过孟加拉国、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巴基斯坦、韩国和中国台湾出口到美国的情况，这是使用六元行业标准分类数据（例如，“帽子和其他头饰针织或者其他非条状的纺织材料的行业”）得到的结果。即使在很详细的分解水平上，也存在着高要求的专业化。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国家，前4条产品线占了出口到美国总量的30%，并且相似的国家处于前列的生产线会重合（对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而言，前25条生产线中只有6条；孟加拉国出口衬衫、裤子和帽子很成功，而巴基斯坦在床用亚麻和足球方面很成功）。Hausmann and Rodrik总结道，“对于所有的经济体，可能除了最先进的经济体，工业取得的成功需要相对小范围的高生产率活动的集中”。[2]


  初始差距：谁获益和谁被落在后面？



  前面的论点强调，即使在相似（或初始状态相似）的国家中，不公平也可能会出现。鉴于国家间存在的差异，什么样的国家可能会做得很好？哪个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做得不好？我们谈论两点。


  第一点是，一些国家没有足够的条件来应对全球经济中的全面整合和进入产品网络。明显的对比发生在大多数亚洲和非洲。亚洲制造业已经跨过了门槛，制造业出口的专业化也提高了工资并遍布整个地区。在非洲，这个过程刚刚开始。非洲已经部分地落后了，因为它的经济改革晚于亚洲的那些地方：在20世纪80年代，当亚洲开始进入国际市场时，非洲大陆国家没有提供类似的投资环境。发展过程中的块状意味着，那些初始差异转变为在产出方面很大的差距并可能在非洲可以吸引现代部门的活动之前产生更大的差距。一系列的非洲城市，例如阿克拉（加纳首都）、达喀尔、达累斯萨拉姆、马普托和蒙巴萨，现在提供了和早期亚洲一样好的投资环境。然而，这些城市现在面临着阻碍：亚洲抢先一步，得益于知识共享、可用的专业投入和有经验的劳动力的汇集。非洲潜在的出口地区没有这样的优势。因此，它们面临着一个门槛（或者鸡和蛋）的问题。除非集群效应建立，花费会比那些亚洲竞争者更高，由于花费更高，个人企业就没有再迁移的激励。


  第二点是，全球化的趋向有利于两个高低极端的发展，但不利于中间阶段的发展。它允许更细致的劳动分工，能够让有最高技术的国家聚集于技术密集型任务，最低技术水平的国家完成低技术的任务，容易触到能力的极限。在这个过程中，中等收入国家会发生什么呢？它们并没有可利用的特别的比较优势，并同时面对贸易条款的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亚洲增加供给的结果。这巨大的价格变化对全世界的消费者有利，但是压力也落在生产者身上。这种压力主要落在中等收入国家的生产者身上，它们的产品技术相对简单。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化似乎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益处不大的一个原因（Summers，2006）。


  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同的国家中人们的相对收入在图2.2中很清楚地表明了，它以Leamer（2007）的研究为基础。水平轴表示了累计人口水平，最右边的是最贫穷的国家，最左边的是最富裕的国家；纵轴表示了真实人均收入。1980年和2000年收入分配的比较表明，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做得比较好，而那些中等收入和收入非常低的国家没有看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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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　世界收入分配变化

  


  当然，这些数据掩盖了很多细节，将所有这些变化归因于全球化是不正确的。但它解释了以上假定的两点。首先，最低收入的国家依然低于临界值，并未经历收入增长。第二，尽管不利于处于中间阶段的国家的发展，但由全球化推动的更细的劳动分工推动了更高的专业化水平。


  注释


  [1]Puga and Venables（1999）探讨了市场规模和贸易障碍的影响。他们评估了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制造业的发展。Kremer and Chamon（2006）建立了一个发展序列的模型。


  [2]Imbs and Wacziarg（2003）提道：在降低之前，多元化程度在多元化的早期阶段加深。


  政策因素：阀值效应和协调失灵


  我们描述过的经济环境的政策影响是什么？有许多的市场失灵和大量的关于政策干预的争论。但是空间政策——尤其是区域政策——已经逐渐失灵。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者对提出政策建议很犹豫。这一节将不会冒险远离传统观点。


  在思考有关政策时，至少有两类问题需要考虑。一个是，在外部规模经济出现时，必须要处理阀值效应和协调失灵。我们在这一部分讨论这个问题。另一个是，不得不处理联系与溢出效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改变如何影响其他国家和邻近的区域？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讨论这个问题。


  这里说的世界是块状的和深度专业化的意味着，即使一个活动是可行的，但一旦规模经济实现了，在一个新的工业或地方开始就很难。现在存在一些观点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是增加投资者看待未来收益的信心和能够预知未来收益的能力。第二是将进入者带来的外部收益内部化。第三是通过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提供临时支持。这些观点通过两个例子进行分析：新城市的发展和非洲出口多元化前景。


  阀值效应：越来越多的城市结构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有高生产率并享受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经济规模与城市拥挤和污染的不经济相互对抗，意味着存在一个最优城市规模。对于这个规模是什么，我们所知甚少：它随着地理、工业结构和政府治理而变化（Au and Henderson，2004）。然而，阀值效应表明存在着城市越来越大的趋势而不是保持在最优规模，因为外部规模经济使得建立新的城市很难。小的城市并未从城市规模经济中获益，因此它们对企业没有吸引力并因此不能够发展成为大城市。相反，移民进入现有的城市，促进大城市的发展。由于新的城市中心很难建立，现有的城市发展得就比它们的最优规模大，可能达到边际的这一点，例如拥挤等的不经济超过了经济规模带来的益处。这样的产出显然是低效的。政策问题是，新城市的发展——或者现有城市的分散——如何改善？


  两种市场失灵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呈现出来。一个是，规模报酬递增让位于外部性，因此由单一的经济个体（一个迁移到城市的移民或一个迁移的企业）创造的收益不是内部性的。另一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一经济个体会得到收益（这些是相互的外部性，因此企业和移民都得到并分散出收益）。他们未来的发展将会是高度不确定的。这两个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政策回应，我们这里讨论第二个情况。


  对小企业或者个人而言，在何时做出投资新城的决定是有价值的？[1]投资实现得越早，投资者对城市的发展就越有信心，他们得到未来利益的能力就越强，对投入资本的地区土地的确定的财产权就越明确。投资实现得越早，个人就越容易预知未来的收益。在所有领域中，政策都有直接和重要的影响。首先可能需要政府投资，这在建设新城市的基础设施和为投资者提供信号中扮演了双重角色，表明某个特定的城市（例如许多其他存在潜在发展可能性的城市）是个有希望得到增长的城市。鉴于这一点，城市土地的长期财产权和信贷的取得是让市场起作用的标准处方。


  这些措施可以增加对从一个现有的大城市迁移到一个新的中等城市的先行者的激励，但是它没有将经济调节到最优规模。投资者投资期望得到一个动态发展城市的外部收益，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自己创造的外部收益。这个问题有两个教材上的解决方案。一个是通过大开发商将这些收益内部化，它们购买城市的土地，吸引企业和移民，然后收取所有的土地租金。另一个是为创造外部收益的公共部门提供补贴。实际上，这两个方案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开发商在发展商业和写字楼项目上发挥了作用，但它们只能得到城市获得的收益的一小部分。对由城市活动创造的外部性的公共补贴是巨大的，很难确定目标，很容易被滥用并最终很难得到监督。


  摆脱这个讨论的重要的一点是，即使没有外部性的补偿，也可以采取第一类政策改变获得效率的方式。树立起建立城市的信心并建立财产权利，有前瞻性的个人因此将会在这里投资，即使并没有将外部性内部化，也解决了协调失灵的问题。


  阀值效应：非洲可以出口制造业吗？



  阀值效应对国家很重要，对城市也是。正如我们上面讨论的，至少直到现在，非洲一直在有吸引力的资源进口地点所要求的阀值之下。


  政策发挥了什么作用呢？随着对城市的探讨，通过类比产生了一系列的意见。良好的商业环境和充足的基础设施能够带来直接的利益，这也是做出发展承诺的信号。政府可以通过高标准的约定——保持发展状态——来加强承诺的效果。把这些特点集中于特定地区——也许是一个特别的经济区域——有两点优势。第一个是，提供全套优质的互补的投入和公共事业是比较划算的，互补意味着在一个地方提供好的投入要比两个地方各一半的效果更好。特别的经济区域的第二个优势与城镇化的讨论有关。在长期，从集聚活动中可得到效率收益；在短期，通过承诺发展一个特定地方而作为信号是很重要的。


  超越这些措施的积极产业政策是有争议的。在这个环境中，我们描述过多种市场失灵，并因此有一种干预协调失败和干预外部性的情况。但是，直接的干预很难确定目标，很难退出，并要面对政治经济控制。一个可选的值得考虑的政策工具是贸易优惠（Collier and Venables，2007）。与其他形式的产业政策不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市场上的贸易优惠都在各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在政策可用性上，这给了它们几个胜过非洲政府的主要优势，提供了形成产业集群需要的（暂时）优势。首先，这些政策相对不受国家政治经济问题的影响，因为它们由外国人制定，而不是在国内由政府制定。因此不会为了支持衰落的企业而提升它们的水平。第二，由于贸易优惠支持出口，它们的表现是基于激励的：只有当企业出口时才会获益。因此，企业面临的这些规定——关注品质和价格——由国际竞争施加。Rodrik（2004）认为，相对于进口替代，这个规定是潜在的出口导向策略取得成功需要的重要积极因素。第三，这些政策不需要非洲政府投入财政资金，且最终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国家而言也无须花费，这些政策不对政府支出中用于社会需要或救助方面的资金造成威胁。


  在促进集群制造业出口增长时，当前的贸易优惠并不是特别成功。它们通常设置条件，带有一些以上提到的现代国际贸易的特征差异。正如我们所见，现在的许多世界贸易采取任务的形式，产品在许多国家分散生产，形成了高水平的国际贸易。这种分散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有潜在的收益，因为在较小的任务中提高能力和发展规模经济，比在整个产品的综合生产任务中更容易。然而，优惠交易计划有避免这种交易的原产地规则，坚持高比例的增值（或者变化）在国家或地区内实现并排除来自最低成本的中间采购投入（通常是中国）。优惠交易计划的意义是，原产地规则一定要是自由的，且不排除产品网络中其他参与的国家。


  另外，这些优惠应该对接近集群发展的全球竞争性活动标准的国家开放。仅对最不发达国家有利的优惠计划有排除例如加纳和肯尼亚等国家的效果，它们刚刚达到标准，并显然比利比里亚和索马里更可能发展制造业出口。因此，集中最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就是排除那些非洲国家，它们最有效地利用出口多样化的优惠。


  在实践中，如果优惠附带有原产地允许专业化的规定，并对除了最不发达国家之外的成员开放，是否会出现出口多样化的结果呢？这些环境是由一个政策制度提供，是为美化《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的特殊规则。这个证据表明，随着肯尼亚、莱索托、马达加斯加和南非等国家的服装出口，出口的数量显著增加了很多，从大概每年3亿美元升至每年15亿美元（Collier and Venables，2007）。


  注释


  [1]这一部分参考Henderson and Venables（2008）。）


  政策问题：空间联系和溢出效应


  一些国家很少有机会直接进入世界制造业出口市场，也许因为非常低的起点，也许因为自然地理原因，例如地处内陆。这些国家相当地依赖它们邻国的表现。这是更大的问题的一个方面：鉴于一些城市间或区域间已经建立的经济活动模式，这些区域间的空间联系是什么？在一个层次上说，这是比较静态分析的一个简单问题。一些外源性或政策改变的效应如何散布到其他区域？然而，所有答案还都是未知的。


  这部分是因为政策冲击是需要明确指定的：它包含在一个地区吗？它会影响许多地区吗？或者这是一个仅仅通过影响它们之间的联系来影响该地区的“综合冲击”吗？即使鉴于规范的政策冲击，收益递增的出现意味着比较静态分析是很困难的。从性质上来说，效果是不明显的，具体取决于区域和区域之间联系的某些微妙的特征。


  空间联系：互补或区域竞争？



  一个区域的变化是如何影响邻近区域的呢？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分析型结构被在英国政府工作中提出，处理在直接受影响地区或其他地区的冲击的影响（如基础设施或住房供应）（Overman，Rice，and Venables，2007）。该论文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可以在其中分析区域间联系的图表框架。该框架是依据形成区域间联系的三个关键关系得出的。首先是工作收入关系，一个关于地区收入与其劳动力规模的区域内关系，这种关系可能会增加或减少，取决于规模收益。第二是工作与生活成本关系，在一个区域内，新增人口是如何改变其生活成本的？一些因素造成负向影响（更激烈的竞争及更多种类的非贸易商品意味着一个经济大区域的生活成本更低），其他因素主要为交通费用及土地、住房价格等促成正向影响。第三种关系是迁移，一种衡量人口响应能力与区域间实际收入差距的区域间关系。


  根据这些关系的形成，这种平衡可能是稳定或是不稳定的。由于明显的原因，集中稳定均衡，区域间可能彼此有互补或者竞争的关系。当区域互补时，起源于一个地区的积极冲击的影响会传遍其他地区。因此一个地区生产力的增长将引发向内人口迁移，这往往会抑制该地区的生产力增长而提高其他地区的生产力。当区域形成竞争时，经济调整会有相反的效果，扩大一个地区生产力变化的影响反而会导致其他地区生产力下降。这是因为增加利润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与更高的生产力相关并且只有通过人口和区域生活成本的极大变化才能重新恢复均衡。


  理解地区是互补还是竞争这个参数对评估政策是最基本的。英国政府发起就是否放松法规允许在发达的英国西南部建造更多住房建筑的讨论。如区域间为竞争关系，允许建造更多住房建筑将使该区域的房价上涨且扩大区域差异。其原理就是人口流入与规模收益递增相结合产生更高的收益，这又引起更多的人口流入直至被更高的房价所遏止。


  虽然这个例子可能与发展中国家不直接相关，但这些国家也能从中吸取一定经验。首先，用一种简单的“简化型”方式来从该区域内许多的理论模型中合成关键关系是很可能的。这些关键关系相互作用以决定区域间联系的方式就可以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研究。其次，这些关系经得起实证调查的检验。通过观察单独关系和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表现，研究人员可以判定区域间是否为竞争或是互补的关系。第三，做此研究是制定区域政策的必要投入。如果没有它，就连政策变动的反应迹象我们都不得而知。发展中国家需要应用这些方法来分析在快速发展经济下的落后地区的问题，例如，这样做既需要做好地区间联系的主要渠道的分析工作，也需要做好确认地区间是否为互补或是竞争关系的实证工作。


  综合冲击：集中还是分歧的力量？



  许多空间政策不涉及一个区域内的冲击，而是针对以改变区域之间关系为目的的冲击——例如贸易政策或道路和通信的改进。我们对此类综合冲击的影响知道多少呢？


  在这方面也有歧义。在某些情况下，两个地区间贸易成本的减少也会减少这两个地区间的差异；在其他情况下，这可能会加大这两个地区间的差异。其原理源自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相互作用。产品市场机制是公司想要找出有良好市场准入的地方。如果一个区域稍大于其他区域，那么减少贸易成本将会致使公司搬到更大的地区，且出口到较小的区域。因此，地区间差异就扩大了。生产要素市场机制使公司迁移以回应工资差异，且将很有可能迁移至一个低工资地区以降低贸易成本。把这些影响在一般均衡框架中聚在一起（其中，需求定位和工资标准可能为内生的）通常会产生一个贸易成本和地区差异的倒U形关系。将贸易成本从高减少到一个中间水平往往会增加离差。但从一个中间水平减少到一个低水平将会使之相反，形成集中。


  这些证据说明了什么呢？有人一直在担心欧洲向心力量将占据主导地位，以外围地区为代价吸引生产活动进入欧盟中心地区。事实上，最近的研究显示，贸易成本足够低可进一步减少差异，而不是增加差异。这一基于欧盟的研究成果为发展中国家留下了开放的问题。


  结论


  国家和地区繁荣的变化是有许多原因的。其中一部分的确是外生因素——自然地理因素——其他则是政治和制度的因素。紧接着这些外生因素，我们需要引用一个经济活动定位的理论。国际贸易理论使我们得到一部分方法，且新经济地理方法将此放大以获得（以基于证据的微基础的方法）生产力的内生变异。这个方法为国家和地区间出现的差距提供了一个解释，也为它们的持续性提供了解释。它表明正如全球化引起活动的分散，经济将会依序发展，而不是平行发展；一些国家将经历快速增长，然而，另一些国家将会被甩在后面。从微观层面来看，它表明了克服协调失灵和在成长中新城市的阀值效应及在发展中国家建立新产业的重要性。


  本章为政策方面新的和创新型的思想提供了基础，但注意事项也是必不可少的。因在多个市场失灵，制定政策也是很困难的。甚至在简单的理论世界，由于快速变化和也有可能有多种平衡，政策并没有总是（也许甚至从不）映射成果。比较静力学可能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分析经济的特征。但是政策并不简单的事实对成长与发展的研究人员而言并不意外，并且经济地理学的镜头也为努力克服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进一步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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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城市是发展中国家繁荣和发展的发动机吗？[1]


  吉勒斯·杜兰东


  （Gilles Duranton）


  发展中国家城市政策干预通常有两个目标。第一个就是通过改善当地从污水处理系统到公共交通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来使城市“更好地工作”。第二个目标是限制城镇化，限制人们从农村地区到拥挤的城市的移动。这种双重议程是由政策优先考虑的，应该是缓解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严酷的生活和放缓城市发展以防止更多苦难的理念所推动的。


  内罗毕和加尔各答贫民窟的糟糕情况已毋庸置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关于它们城市的暗淡前景的判断是合乎情理的吗？更确切地说，城市促进经济效益吗？城市和城镇化支持自我持续增长吗？


  人们开发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来回答这些问题。该框架将整个城市系统看作是一个均衡结果（尽管它在政治和其他机构的功能中可能发挥根本性作用）。一个简单的图形被用来描述主要的反馈。这个框架在之后被扩展到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城市的一些特性。这个非常容易驾驭且灵活的框架也被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关于城市及城镇化的现有表现。


  对于第一个问题——城市促进（静态）经济效益吗——本章的答案是响亮的：“是的”。城市具有巨大的效益优势，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们系统地伤害了特定群体。这个结果为传统城市政策的第一支柱（改善城市功能）提供了支撑。城市效益优势的重要性也表明限制城镇化会导致损失。在此提出的理论框架也强调了城市策略的关键的互补性以及警告了可能存在的误区。


  第二个问题——城市所产生的动态效益是什么——更难回答。证据显示只要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不变得太大，城市就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虽然这个证据并不能够充分地为激进的政策举措提供依据，但它引发了关于对城市采取消极态度及阻碍劳动流动的政策的进一步怀疑。


  政策优先考虑的应该是防止或抑制城镇化过程中最严重的失衡，而不是试图减缓或逆转它。扩大自城市内部到城市之间的效益表明减少障碍、跨城市的因素和活动再分配是一个高度可取的政策目标。


  总之，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政策不能普遍适用于城市防御的需要，但是发展中国家城市政策的第一支柱没有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第二支柱应该支持跨城市和地区资源的流动，且同时避免它们集中在一个非常大的占主导地位的城市（也称作“首位”城市），而非限制人员涌入城市。


  本章其余内容安排如下。下一个部分展示了分析框架并讨论了主要的政策问题。第二部分回顾了关于城市更大经济效益的试验性证据。它还扩展了框架以讨论在发展中国家很突出的城市特征，如首位城市的偏好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第三部分探讨了城市对增长和发展动力的影响的证据。最后一部分论述了许多政策问题并给出了一些结论。


  注释


  [1]非常感谢来自Richard Arnott，Gustavo Bobonis，Bob Buckley，Vernon Henderson，Frédéric Robert-Nicoud，Cam Vidler，特别是Patricia Annez和Keith Head的评论与反馈。）


  城市发展的一个简单的框架


  该部分展示了分析的主要框架。接下来分析了框架的主要福利特性，然后分析了许多实际的政策思考。


  城市建模



  关于城市的经济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基底结构，其中包含三个要素：空间结构，生产结构和一些关于商品的流动和影响因素的假设。[1]这些要素对任何指定类型的城市都是必需的。


  空间结构。区分城市内部和外部地理通常很方便。内部地理涉及土地、住房、基础设施和内部交通。外部地理涉及新城市的发展及城市相对于另一个城市所处的位置，还有自然资源的分布。[2]


  生产结构。指定一个使首要因素与最终产出直接相关的总生产函数，就像通常许多的经济分析一样，可能会是很吸引人的。这个标准简化通常是不恰当的，因为城市以规模收益递增为特征且这种收益递增产生的方式有潜在的重要政策含义，所以需要更精细的假设，例如产品的性质、私人公司的生产函数、相关公司的投入产出结构以及公司是如何竞争的。


  三个主要机制可以用来证明城市收益递增的存在（Duranton and Puga，2004）。第一，一个更大的城市允许更有效地分享不可分割的设施（如地方基础设施）、风险和多样性与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例如，一个更大的城市更容易收回基础设施的成本，或对于专业的输入供应商要支付固定的进入成本。第二，一个更大的城市允许雇主和雇员、买家和供应商、合作项目的合作伙伴或企业家和金融家之间更好地配对。这可以通过寻找配对更高的概率及当发生配对时更好的配对质量产生。第三，一个更大的城市可以促进学习新技术、市场演进或新的组织形式。从而，城市主体间更频繁的直接互动将有利于知识的创新、扩散及积累。


  这种类型的城市收益递增涉及极其重要的机制（分享、配对及学习）。它不同于传统的马歇尔（Marshallian）“三位一体”类型——溢出效应投入与产出的联系以及劳动池（Marshall，1890）。马歇尔这种类型关注的是集聚效应的发生（劳动力市场，媒介市场及一个极其短缺的创意市场）。这两种类型互相补充，因为以上强调的三种机制（及它们相关的市场失灵）可在不同市场上产生。好的政策需要了解市场失灵类型及它们产生的市场。


  因此从文献中显露出来的第一主体特征是许多不同的机制可以产生城市收益递增。文献所突出的第二主体特征是城市收益递增的来源也是城市低效的来源。例如，在投入与产出的联系模式中的专业输入生产商可能不会因为增加一个城市的输入选择而获得报酬。在一个匹配的框架下，公司不会因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而获得补偿。伴随着学习的溢出效应，工人们不会因他们在身边传播知识而得到回报。一般地说，一个城市的私人和社会边际收益通常是不相符的。这意味着城市生产效率低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并没有最好地利用当地资源。


  这两种特征有着重要的影响。市场失灵的普遍性暗示了政策强有力的角色。然而，恰当的矫正政策取决于起作用的确切机制。与城市知识溢出相关的矫正政策与对劳动力市场上不完美的匹配的矫正是不一样的。考虑到许多机制产生类似的结果，要确定城市群确切的来源及相关的市场失灵是极其困难的（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在政策方面，在尝试促进集群效应时，是很谨小慎微的。从一个建模角度来看，各种各样的机制能产生城市收益递增的事实是非常好的消息，因为人们期待聚集经济成为城市的一大强健特征。这也表明人们可以假定城市收益递增的存在而无须依赖一个具体的机制。


  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性。关于城市内部或城市之间流动性的假设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主要包括商品、服务、主要要素、理念和技术的地理流动性。物质投入和产出的程度显然因行业而异。在主要要素中，土地是固定的，虽然它不同的可用性（如住房与生产）是内生的。资金通常被认为具有高度流动性，每个地方的供应价格（大致）相同。如下所强调的，地理范围及部门范围的（不完美的）劳动力流动性是要保证谨慎处理的基本问题。理念及技术的流动性决定了产品在不同空间是如何不同的。


  城市发展的“3.5曲线”框架



  此处展示了一个城市在城市系统中的一个简单模型。在Henderson（1974）看来，这个模型可用图形方式表示。


  工资曲线。第一个关键关系是涉及城市总产出与投入的城市总生产函数。如果生产的三个要素是土地、劳动力和资金，且土地是完全固定的，当资金也完全固定时，关注的焦点就只是劳动力了。不是将人均产出作为衡量城市劳动力大小的一个函数，它在技术上是等效的，但这样解释更加富有成效。要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工人工资和城市劳动力规模相关的劳动力的需求上。


  城市的工资随着城市劳动力规模的增加而增长，反映了城市群的外部性的存在（图3.1）。城市收益递增的强度是通过工资标准的斜率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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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　典型城市案例

  


  因为收益递增的性质和强度在各行业并不相同，所以工资曲线的形状也因行业而异。


  向上倾斜的工资曲线代表与向下倾斜的“新古典主义”工资曲线的鲜明对比。城市收益递增已获得相当多的理论关注。以此方式建模来衡量人均生产率随城市规模扩大而提高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当然并不是所有城市都这样（见以下对发展中国家证据的讨论）。在较大的城市的更高的生产率可以解释为什么不成比例的经济活动发生在少数的地方，而不是均匀地在此空间传播，就像新古典主义模型所预测的那样。


  就业专注于促进城市生产效率。然而，人的集中并不是城市效率的唯一决定因素，它也依赖于从城市道路和国际机场到完善的商业财产出租市场的广泛的基础设施。因此工资曲线在不同的城市会因基础设施和制度的不同而不同。工资曲线的水平差异也会因先天条件及以下即将讨论的一系列其他因素而产生。以下内容还明确了，工资曲线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大小的城市处于平衡状态。


  生活成本曲线。第二种关系将一个城市的生活成本与它的就业规模联系起来。生活成本的主要部分是交通、住房及其他消费品的花销。假定交通成本随人口增加似乎是合理的，因为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长的通勤时间和更拥挤的道路。更多的人口也有望抬高土地的价格，因而房价也会上涨。在某些情况下（以下阐明），有更高土地成本的更大的城市也意味着零售成本上升以及因此也会导致的消费品和其他非贸易物品价格上升。


  图3.1中生活成本随城市劳动力规模的增加而增加，这表明了城市也越来越拥挤。[3]很明显，这个曲线是逆转Y轴来画的。生活成本曲线的精确形状是由支撑它的具体机制的细节来推动的，并且这最终是一个实证问题。无论如何，生活成本会随人口增加是很明显的。如下所述，实证论文有力地支撑了这一观点。


  除了它的形状，生活成本曲线的水平也是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的。首先，像工资曲线一样，生活成本曲线也存在市场失灵。例如，无法估计的城市交通拥挤意味着任何水平的人口居住的高成本低效率。定义不清的产权也会妨碍城市的密集化效率，因为比如说当面临被征用的风险时，投资者不愿意投资于产权提升。第二，一个城市的低生活成本依赖于当地大量的公共产品，在这点上，道路和公共交通设施的供应对于缓解交通是很重要的。许多其他具有更少的资本密集性质的公共产品，如安全或空气质量的供应，也很重要。像工资曲线一样，不同城市的生活成本曲线也不同，因为城市的自然地理、土地可用性等等都不同。


  净工资曲线。人们可以想到工资曲线同样也代表劳动力市场收入，且生活成本曲线同样也代表主要与住房和交通有关的支出。这两个曲线间的差异通过图3.1的净工资曲线反映出来。[4]这种差异形成一种钟形的图，与集聚经济控制小群体的拥挤成本的情况一致，人口多时则发生相反的情况。如此情况属实，在一定临界值之前，工资曲线一定比生活成本曲线陡峭，且超过临界点之后会变平。净工资在此临界点达到顶峰（图3.1中的B点）。这个峰值可理解为使城市人均净工资最大化的“假想—最优”城市规模。[5]这只是一个“假想—最优”（也叫约束最优），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最优，因为生产和生活成本存在市场失灵。这些市场失灵意味着图3.1中的工资曲线和生活成本曲线并不能达到它们最高的高度。


  劳动力供给曲线。图3.1的最后一个曲线是劳动力供给曲线。对于任何层次的净工资，它表明城市提供劳动力的数量。为简单起见，劳动力供给假设为城市人口的一个函数，劳动力参与决策忽略不计。该曲线从本质上充分体现了城市正在研究的迁移效应对工资的影响。一条平缓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意味着完美的流动性。在一个完全城镇化的国家，劳动力流动主要发生在城市，且一个城市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也反映了其他城市的情况。在一个还未完全城镇化的国家，劳动力流动主要意味着城乡迁移，且一个城市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主要反映了内陆农村地区的情况。（下面将返回到这个重要的问题。）城市的特殊效应，比如便利设施，改变了这个曲线：更具吸引力的城市劳动力供给曲线对应比缺乏吸引力城市的曲线更低的曲线，因为工人愿意接受较低的净工资且被更高的便利设施弥补工资的损失。


  均衡。现在可以得到不存在任何政策干涉的模型的均衡。劳动力供给和净工资曲线的交集决定是否均衡。它符合工人获得他们来待在城市所需要的净工资的情况。这两条曲线之间的交集可能不是唯一的：在图3.1中劳动力供给曲线首次从点A穿过净工资曲线，然后从点C穿出，A点不是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我们很容易看到，人口小小的增长就会提高净工资，吸引更多劳动力，进而再提高净工资。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城市到达点C。同样地，人口小小的下降导致劳动力和净工资降为零。一个类似的观点证实了点C的均衡是稳定的。一旦确定了城市均衡人口（Nc），人们便可向上追溯到工资和生活成本曲线来读取均衡工资（Wc）和均衡生活成本（Hc）。


  在转变成福利和政策问题前必须清楚三个重点。首先，就城市发生的集聚效应来说，城市有专攻的倾向。要明白这个，在一个城市考虑两个假想活动是很有用的。这两个活动完全不相关，并且每个都有其自己的生产率曲线和一个给定的初始就业水平。两个活动的劳动力都承受同样的生活成本，因为每个人都在争夺相同的土地。然而，这两个活动一般提供不同的工资。如果是这样的话，工人们有望离开较低的净工资的活动并且转移到其他活动中去。这种转移只在当城市专攻一个活动时发生。[6]更一般地说，在同一城市进行“分散”活动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它们挤满相同的土地市场并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城市的经济结构有望反映这一点。因此如果集聚效应大部分发生在部门内部，那么城市应该被专业化。相反，如果集聚效应发生在各个部门之间，应该能观察到更多的多样性。


  其次，不同工资（和生活成本）曲线导致不同大小的城市。一个城市更高的工资曲线意味着更高的净工资曲线，同时意味着一个更大的人口平衡。同样地，有较强的集聚效应的城市专业领域也将包容一个更高的平衡群体。[7]


  第三，城市的分析本质上是一个一般均衡的问题，研究者们不得不考虑一个变化的直接影响并且评估接下来的诱发变化。这样做可能是只有在一个清晰的各种影响互相作用的分析框架下才有可能。


  3.5曲线框架的福利



  本节讨论了主要的福利问题。相比一个实际的政策指导，我们更应该把它当做一种达到对框架更深层次理解的方式。一般政策问题将在下一节在转向具体的政策问题前重点介绍。


  生产中的无补偿外部因素。低效率的第一原因源自生产结构本身。城市内收益递增操作的微观经济基础与市场失灵相关。首先，共享机制核心的不可分割性导致了大量的低效率。跟所有的不可分割性一样，它们意味着只有数量有限的人能进入市场。这导致了不完全竞争及（社会效率低下）和市场权力的削弱。如果新要素增加，如本地投入，它们就不可能获得这次新要素增加后的全部利益。公司也有望根据它们所能获得的利益来做是否进入的决定，而不是根据它们创造的社会盈余。在不完全的社会竞争下，这是无效的。


  第二，有了匹配的机制，不同的市场失灵就会发生作用。例如，公司会忽视它们的空缺额对找工作的工人的积极影响。


  第三，许多可能的市场失灵与学习机制相关联。在不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下，公司可能对知识创造投资很少。没有对知识扩散的奖励，这种情况也鲜有发生。例如，如果它们认为这些工人会在未来竞争中被挖走，城市里的公司可能也不愿意培训它们的员工。


  这些仅是当生产发生在收益递增时会出现的低效现象。如果这些低效受到抑制，不管就业情况如何，城市的工资都会增长。在解决了生产低效问题后就形成了图3.2（i）上的粗的工资曲线。


  生活成本曲线上的无补偿外部因素。市场失灵的第二个来源与生活成本曲线相关。如果由居民支付的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也就是说，经济成本），那么将没有低效的生活成本。健全的土地市场，土地盈余的再分配，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就自然而然相等了。从经验出发，人们可以预计这三个假设都不会被满足：随着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堵塞变得越来越严重；土地市场受明显的摩擦支配且被规划和分区法规有力地监管；而且增加的土地价值不会被征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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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2　福利分析

  


  堵塞和摩擦的主要影响是在缺乏矫正政策的情况下，成本曲线是扭曲的。有了适当的矫正政策后，对于任何人口水平的城市，是有可能降低生活成本的。例如，交通拥挤税将会降低城市的交通拥挤情况且增加公积金总额。图3.2（ii）的细的生活成本曲线在修复生活成本曲线的低效后就向粗的生活成本曲线移动。


  一个更高的工资及一个更低的生活成本意味着一个更高的净工资曲线，如图3.2（ii）所示。随着市场失灵和生活成本的消除，净工资曲线及劳动力供给曲线相交于点D和点F（而不是点A和点C）。净工资曲线在E点而不是在B点达到最大。跟点A一样，点D标志着一个不稳定的均衡。唯一稳定的均衡在点F。在这个新的均衡点，净工资比在点C的时候还要高。人口同样也更高，因为生产和生活成本的低效问题的解决使城市更具吸引力。劳动力供给曲线意味着更多工人们迁到了城市。


  一个更高的净工资曲线导致的一个更大的人口程度与更高的净工资相对，这个程度取决于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斜率。高度流动性（一个平坦的供给曲线）意味着抑制人口及生活成本的低效所获得的所有收益已转化成更多的人口和拥挤。当缺少流动性时，一个水平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意味着经工资曲线向上偏移只会导致出现更高的净工资。在产品和生活成本相关的低效消除后，在点F的均衡与在点E的最优均衡不一致。


  迁移障碍。低效的第三源头与劳动力供给曲线相关，因此也与迁移过程相关。劳动力供给曲线由两种力量推动。首先，在其余的经济中，它与净工资遥相呼应。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人们认为劳动力供给曲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村的收入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在农村地区一个更高的净工资意味着一个更高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第二，劳动力供给曲线反映了迁移的障碍。更昂贵的迁移意味着一个更高、更陡峭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图3.2（iii）中，消除迁移障碍导致劳动力曲线变得更低和更平。因此，均衡转移到点G。相对之前在点F的均衡，这时新的均衡意味着一个更大的人口规模和一个更低的净工资。


  净工资减少是因为减少迁移障碍使得新来的人更容易在城市里安定下来。因为点F已经在边际集聚收益被城市人口集中化的边际亏损控制的区域内，新移民的涌入会降低现有居民的福利。


  这种负面结果凸显出一个基本政策问题。城市经济是次优的经济体。没有什么能保证市场失灵总是让城市更接近最优。解决工资和生活成本曲线的市场失灵及消除迁移障碍不足以引导一个城市达到其最优效率，因为另外的市场失灵会阻止城市达到它们的最优大小。除非这个市场失灵也被消除，否则消除迁移障碍也不可能提高城市的福利。[9]


  城市协调失灵。没有政策干预的均衡（图3.2（i）中的点C）是无效的；它位于“假想—最优”点（点B）的右侧。在没有任何的矫正政策的情况下，相对于假定的最优规模，现有城市规模都太大，就业集中在少数几个太大的城市。


  这种低效背后的原因是协调失灵。修复工资、生活成本及劳动力供给曲线中的低效现象无法解决城市协调失灵。在图3.2（iii）中，与最优点（点E）相比，均衡大小（点G）仍然极其低效。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个低效的情况会持续不变。没有人愿意独自迁移和开发一个新城市，因为这样做意味着会形成一个非常小因而非常没有价值的城市。只有在一个城市已经足够大或有足够多的工人或公司决定共同迁移的情况下才值得搬到一个新的城市。建立这样的一个城市当然会令每个人都满意，因为现有城市将变得更小，因此能够提供更高的净回报率。问题是，在缺乏矫正政策（或城市市场）的情况下，没有机制来协调工人向新城市的迁移。


  要解决这个支配问题以达到点E，可以设想两种解决方法。其一就是直接限制城市的人口规模。这样做意味着拒绝居民并且送他们到处境更差的地方。根据这些被拒居民去的地方，这可以增加其他城市的生活成本或增加农村人口，也可能减少农业收入。因此这个解决方案是一个对产生负面一般均衡效应的城市协调失灵的局部平衡的回应。


  其二就是创造新城市及协调居民向这些新城市迁移。这些新城市的创造意味着先前超大城市人口的减少和剩余居民福利的提高。如果城市被农村移民居住，也意味着农村人口的增加，这可能也会增加农业收入。城市外更高的福利曲线意味着一个更高的劳动力曲线。[10]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均衡的影响是积极的。直到劳动力供给曲线与净工资曲线相交于点E时才可以创造新城市。在这个阶段，整个城市系统是完全有效的。


  实际政策注意事项



  现在是时候更实际地来看待城市政策了。首先应回答一个基本的政策问题：政策制定者究竟应不应该担心城市？城市存在着许多市场失灵：生产低效、交通拥挤而且过度拥挤是常有的事。以上提出的福利分析表明完全的城市效率很难达到。因此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问题”是一个难以控制的病理并且忽略城市是一个很强烈的诱惑。


  这样做是错误的。众多城市低效的存在意味着从精心设计的城市政策获得重大利益比预期更加低效。此外，存在的城市低效并不意味着城市比它们的农村替代品更低效：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巨大成功恰好相反。不管它们多么欠佳，城市通常比其他地区提供更高的回报和更好的长期机会。忽视城市及限制人们的进入只会有负面的影响：城市低效和过度拥挤的农村地区的日益恶化，这意味着对农业的低回报及农村贫困的恶化。


  关于工资曲线需做两点说明。第一，它反映了许多演变是由远远超过城市本身的因素决定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相对于生产价格扭曲的农产品价格。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专门研究生产和服务，任何相关生产价格的增长很可能转化成更高的城市工资和更高的工资曲线。这将导致城市变得更大。更为普遍的是，国家技术和政府政策可以在任何特定城市的工资曲线上反映出来，影响它的水平，而且有时，也影响它的斜率。[11]


  第二，城市的存在和增长是由许多仅凭经验以确定其重要性的机制推动的。与这些机制相关的市场失灵需要不同的矫正政策。例如，旨在处理劳动力市场匹配问题的矫正政策和那些旨在培养知识扩散的政策毫无干系。换句话说，我们对所需要的一些针对低效的矫正政策几乎一无所知。这也表明了一些警告。[12]


  考虑到政策对提高工资曲线的有限的可能性，出于几个原因，生活成本曲线是市政府一个更有希望的领域。生活成本曲线的许多关键决定因素，如交通拥挤，是相当明确的。从城市排水到公共交通，有很多关于生活成本曲线的部分，地方政府可以在这些部分有很大作为。生活成本曲线也与不明确的产权及土地市场（以下很长篇幅都在处理这个问题）的低效运作有关。最后，当地政府的许多其他政策，如公共产品和设施的供应等，都被反映到生活成本曲线上。出于这些原因，生活成本曲线是市政专管的传统领域而且应该继续保持这样。


  回到劳动力流动性，很明显，一条更平缓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可以通过允许工人从低净工资区域迁移到高净工资城市来潜在地获得重要的福利收益。[13]这种流动性增长最好由中央政府实施，因为任何单方面增加劳动力流动性的城市可能会降低它的福利。这个更大的劳动力流动性的惯例与发展中国家限制国内迁移的许多政策是背道而驰的。


  框架最后涉及均衡中的城市往往过大的事实。这需要创建新的城市和协调解决。采取这个建议应该要极其谨慎。发展中国家城市创建的经验，尤其是首位城市的创建，往往导致复杂的（或更差的）结果。在美国新城市通常是由私人开发商创建的时候，几乎没有发展中国家能够（或愿意）效仿（Henderson and Mitra，1996）。而且，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许多非常小的城市。因此面临的挑战就是促进小城市的发展。[14]


  注释


  [1]本节中的材料改编自Combes，Duranton，and Overman（2005）。）


  [2]根据分析的核心内容，当其他人可以很简单地进行建模时，一些方面需要非常详细地加以解释。模型强调市场准入经常提出的城市外部地理环境的详细建模。相比之下，专注于住房供应的模型通常假设一个非常简单的外部地理环境且更加注重城市与土地市场运作的微观问题的内部地理。这两个城市的内部和外部的地理环境通常被认为是外生的。这可能会在短期内是真实的，但不一定是从长期来看的情况，在长期，城市内部的地理环境和城市之间的距离可以按照政策的变化或技术进行修改。）


  [3]提高生产率、提高当地工资水平，可能会对土地的需求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对土地价格产生积极影响。如果通勤支付以时间为单位，提高工资也导致通勤隐性成本的提高。因此，工资曲线上移意味着生活成本曲线的下移。人们可以忽视这些问题，假设生活成本以货币形式支付且每个家庭的住房消费是固定的。更正式的建模，要么忽略这些影响，要么求它们的二阶导数，从而不完全抵消转移到工资曲线上的直接影响。接下来，这些影响被忽略，以保持其论述的简单化。）


  [4]这条曲线是其他两条曲线之间存在的差异，因此并不是独立关系，于是在这一框架中命名为“3.5曲线”。我们可以把单位生活成本看作一个价格指数。只有在工资和生活成本两条曲线之间成对数比例关系的情况下才保证两条曲线之间存在差异。另外，净工资曲线可以修改为工资与生活成本之比。）


  [5]由于没有自然因素来阻碍城市的创建，这时合理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均剩余而不是城市盈余总额。还请注意，劳动力是生产的唯一隐含的假设因素，因为过剩劳动力等同于总剩余。这是显而易见的，但问题在于，该图形框架中还要考虑其他的生产要素。）


  [6]因为一些不明原因，两个活动具有相同的回报，可能是一个小的积极或消极的就业冲击，在这两个活动创建过程中因为两个活动之间的不对称而导致全特化。）


  [7]见Duranton（2007）、Rossi-Hansberg and Wright（2007），工资曲线上的技术冲击产生的城市人口的现实分布。）


  [8]交通拥挤是拥挤在城市的主要形式，但绝不是唯一的一个。大多数地方公共产品，从公园到文化活动及许多设施，也有负面的外部性拥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土地产权界定不清成为关键问题。）


  [9]尽管城市福利在下降，福利总量仍有增加。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解释。）


  [10]一般均衡效应（即在城外发生了什么）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考虑到城外变化因素影响劳动力供给曲线，因而影响其平衡。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可能意味着恶化的城外的情况（即较低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导致新居民的涌入以及城市福利的不断恶化。一般均衡效应的重要性也意味着提高一个城市的功能使得它成长，但对这个城市的福利有隐含的影响。随着更好的运作使城市变得更有吸引力，更多的新居民能挤走全部城市所获得的福利。）


  [11]一个例子是现代电信技术，这可能影响集聚效应的强度。）


  [12]这些市场失灵可能发生在所有城市。健全劳动力市场或促进技术传播更适合于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主要工具相对于工资曲线应该是提供生产地方公共产品。（这个问题，包括适用于上述内容的论述远远超出了本章的范围。见Epple and Nechyba（2004）和Helsley（2004）的评论）。）


  [13]一个重要的技术说明适用于这里。在没有纯粹的外部性的工资和生活成本曲线的情况下的工人从低工资（农村）地区转移到高工资（城市）地区，始终是从效率（福利）的角度出发的。由于一个新的移民的进入，使得由净工资曲线和劳动力供给曲线之间差异衡量的收益出现了。这并不存在纯粹的外部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工人进入城市可以提高其他所有工人的工资（通过集聚效应），但也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成本。如果增加的与外部相关的生活成本是非常大的，那么移民的农民的私人的收益和更高的工资带来的社会福利被其他居民增加的生活成本所抵消。假设在发展中国家地区空间差异很大，从贫困地区移民到富裕地区的人会加大富裕地区的拥挤问题，并不会带来很大的产出。这种情况仍需要被实证研究。）


  [14]有人可能会认为所有城市，无论是小的还是大的，都已经过大。城市应达到其“假想—最优”规模的观点并不与此矛盾。小城市的发展和产业化是更重要的，因为发展中国家往往有一个国际比较优势，有成熟的制造行业。小型和中等规模的城市都是这类活动的天然场所（Henderson，1997）。）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有什么特别的？


  该框架可应用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这部分展示了一些支持该框架的发展中国家的实证证据，然后探讨了一些城市在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功能。


  框架的实证支持



  本节为这里提到的所有框架的主要模块提供支持：一个向上倾斜的工资曲线，一个随城市规模增长的生活成本曲线，一个钟形的净工资曲线及一个由净工资差异推动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大量的文献记载了发达经济体（见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的集聚效应的存在。本文献的主要贡献是3%~8%的规模经济的发现（即，城市活动10%的规模增长会使该活动生产率提高0.3%~0.8%）。这些集聚效应既发生在部门内部（地方化经济），也发生在部门之间（城镇化经济）。虽然一直在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关于集聚效应的研究远远不够，但发展中国家的结果通常是相似的。


  集聚效应。对发展中国家集聚效应的研究复原了关于地区内或跨地区经济活动的城市措施和城市（和地区）生产力的研究成果（此类方法见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和Combes and others（2008））。在Henderson于1988年对巴西地方化经济的研究之后，几项研究已经发现地方化影响的定量实证证据。Henderson，Lee，and Lee（2001）在韩国发现了行业的地方化经济，尤其是在传统行业中。


  Lall，Shalizi，and Deichmann（2004）提供了关于印度的类似证据，Deichmann and others（2005）也提供了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类似证据。其他关于地方化影响的证据可以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案例研究中查看（见Overman and Venables（2005））。


  也有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存在城镇化经济。Henderson，Lee，and Lee（2001）显示在韩国他们注意到有城镇化经济先进的地区。也有证据表明印度存在城镇化经济。这在Lall，Funderburg，and Yepes（2004）的研究中不明显，但在Lall，Koo，and Chakravorty（2003）的研究中要更强。Deichmann and others（2005）在印度尼西亚许多地区找到了轻微城镇化影响的证据。Au and Henderson（2006a，b）关于中国城市的成果也符合地方化和城镇化经济的混合。Henderson（2005）、Overman and Venables（2005）以及Quigley（本书第四章）都讨论了这个问题，其中Quigley为发展中国家的集聚效应提供了详细的点评（额外评论见参考文献）。


  强大的地方化经济有望促进特定城市的增长，然而强大的城镇化经济促进多样化城市的增长。地方化和城镇化经济的证据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多元化城市及特定城市的现象吻合。[1]


  这些研究可以用两个理由来批判。首先，它们通常不会控制工人们的（注意到的和未注意到的）个人特征。可能是标准的集聚效应研究只反映了那类在更大更独特的城市的生产效率更高的工人的特征，而不是真正的集聚经济的特征。应用法国的数据，Combes，Duranton，and Gobillon（2008）展示了这种个人特征是经试验很重要的且从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观察到的空间差异的原因。然而，控制这种个人特征并不会使集聚效应消失。


  第二，大部分的调查结果关系到正规部门。包括非正规部门更广泛的未来家庭调查将会很有用。在这个阶段，人们可以注意到正规与非正规部门公司之间的联系通常是强烈的，这表明集聚效应可在两个区域内产生，对两个区域都有利。案例研究了支持集聚效应存在的证据，同时也强烈支持着非正规领域是一个强劲的贡献者这一观点。


  有关生活成本曲线的证据是缺乏的。Thomas（1980）、Henderson（1988）和Richardson（1987）展示了生活成本随城市规模的一个很快的增长。这些发现被Henderson（2002a）更多地从更广泛的城市横截面的角度所证实。他发现各种各样的生活成本的弹性对应的城市规模在0.2~0.3之间。[2]Timmins（2006）发现了一种新颖的方法，即用一个位置选择模型来从广泛的现有数据中推断“真正的”生活成本。将他的方法应用到巴西的数据上，他发现超过一定阈值后，生活成本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3]


  关于净工资曲线的证据很微弱。最主要的困难在于，有了足够的劳动力流动，根据上面提到的稳定点，人们就会期望所有的城市都处于净工资曲线减少的部分。大部分城市处于净工资曲线减少的部分，这与Da Mata and others（2007）关于巴西的发现一致。Au and Henderson（2006a，b）提供了中国城市的收益和钟形规模的变化特点的直接证据。他们发现了中国政府对劳动力迁移施加强大壁垒、约束城市扩展这一事实。[4]因此，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应该是陡峭的。倘若它足够陡峭，一些城市在均衡水平上会太小，且钟形的净工资曲线是可估计的。


  有趣的是，Au和Henderson发现中国城市往往是明显过小的。这导致了巨大的收入损失。他们也发现净工资曲线在最大值后就像是一直平的了。这表明城市在自由流动下可能变得严重过大，但过大的成本是小的（与人口稀少的成本不一样）。


  迁移。构成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机制已被广泛研究。Greenwood（1997）提供了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迁移的综合评述。Lall，Selod，and Shalizi（2006）的评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篇论文的一个关键的发现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内部迁移流与向上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相符。本观点的代表，Brueckner（1990）和Ravallion and Wodon（1999）发现迁移流的方向与净工资的差异变化的方向一致。在他们关于孟加拉国的研究里，尽管没有正式的迁移障碍，Ravallion and Wodon（1999）也通过记录地区间生活标准的持续差异估计出了净工资曲线的斜率。


  与在此提出的框架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精神相似，Da Mata and others（2007）为巴西的城市估算了一个人口供应函数。他们发现人口与人均收入的弹性在2~3之间。这是相当有弹性的了，但还远非完美的流动性。Barrios，Bertinelli，and Strobl（2006）表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弹性与气候之间有直接的联系，这直接影响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及城市增长。他们的发现与劳动力供给曲线向上或向下移动的这个冲击的作用相符（Poelhekke，2007）。它也表明，在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供应曲线很大程度上受农村生活水平而不是其他城市的影响。[5]这是符合剩余劳动力的传统观念的（Lall，Selod，and Shalizi，2006）。


  Barrios，Bertinelli和Strobl得出的另一个结论很微妙。城市增长和城市居民福利之间表现出负相关的关系。这种负相关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试图抑制城镇化。然而，这种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负面的农业冲击降低了劳动力供给曲线，导致工人涌向城市，从而降低了城市福利。因此尽管城市增长和城市净工资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城市仍然可以提供有效的福利。阻止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只会让他们变得更糟。


  新城市的开发和现有城市的规模。最近关于高效城市发展的理论文献已取得进展（Henderson and Venables，2006）。然而，实证工作还有待完成。通过跨越几十年的世界城市数据的使用，Henderson and Wang（2007）用一个100000人的人口阈值来跟踪新城市的进入人口。几个有趣的发现浮现出来。首先，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城市数量增长率与人口的增长率并没有不同。这表明新城市确实在增长，进入新城市的人口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大概比例也让人放心。当然，除了排除它是完全不正常的观念，这并不能说明城市创建过程中的效率。Henderson and Wang也表明新城市的出现对民主化及政府权力下放也是有帮助的，这个过程也被一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工人有所减缓。世界城市人口每年增长1亿人口，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


  鲜有关于城市太大的证据。根据Au and Henderson（2006a，b），非常强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已导致中国城市太小。不做夸张的关于城市最优规模的市场假设，就没有其他的研究着眼于这个问题。根据以上提出的框架及它对城市过大的预测，发展中国家城市的随机观测揭示了一些明显令人困惑的关于城市规模的事实。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大城市，例如卡拉奇，可以说是“太大”。但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的城市都小很多。例如，在泰国，只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超过300000人。


  为什么曼谷有约600万人口，而泰国第五大城市清迈，人口只有约15万人，可以两个都很大吗？答案在于首位城市偏袒和市场准入。


  首位城市偏袒



  城市首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特征（Henderson，2005）。要解释为什么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城市通常比第二大城市大太多，现有文献集中在两个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制度因素。


  城市首位有时被认为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结果。在Krugman and Livas Elizondo（1996）的模型里，贸易自由化减轻了城市首位的趋势，因为它允许所有的城市从国外进口差异化产品。这种市场潜量的均衡减少了生产集中在一个核心城市的倾向。


  这个模型依赖于非常具体的假设。假设贸易自由化为沿海城市或相邻城市提供了优越的市场准入条件，而不是均衡市场潜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明显看到，内陆首位城市的统治地位被贸易自由化削弱。墨西哥城，这个作为Krugman and Livas Elizondo（1996）的模型中的例子的城市，可能就是证明。与此相反，沿海城市可以看到它们的统治地位被贸易自由化所强化（Fujita and Mori，1996）。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首都）的首位，没有被贸易自由化所削弱。因此，贸易政策的影响是模糊的。


  与这种理论上的含糊不清一致的是，城市首位的贸易基础说明的实证支持是很微弱的。贸易对首位城市的负面影响通常会这样，因为它们不能正确控制会影响首位的及与贸易相关的通道（Moomaw and Shatter，1996）。更好及更近的研究（Ades and Glaeser，1995；Nitsch，2006）表明，贸易没有对城市首位产生系统作用。


  反而，政治和制度因素似乎是首位现象的根源。不稳定和不民主的政权和城市首位之间有强有力的正相关的证据（Ades and Glaeser，1995；Davis and Henderson，2003）。确切的基础机制仍然没有完全被阐明。就像故事里说的那样，独裁政权贿赂首位城市居民，因为它们害怕被社会动荡推翻。缺乏关于此机制的直接证据。此外，此类解释暗暗假设相当强劲的国家机制可以对农村征税并重新分配首位城市收益。它可能认为不民主和不稳定的政权是脆弱的，并且默认偏袒首位城市。


  首位城市偏袒可以通过无数的小决策起作用，从低价汽油和更好地提供当地公共产品到首位城市政府提供的更好的商业机会（Henderson and Becker，2000；Henderson，2002a，b）。在这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法规和许可证起到重要作用。靠近权力中心使它更容易获得许可或规避对它们的需要。一个补充说明指出，更好的道路基础设施将首位城市与该国家的其他部分连接起来（Saiz，2006）。


  首位城市偏袒很容易被纳入这里所展示的架构中。为简单起见，偏袒被假设为主要影响工资（类似的论据可被开发成生活成本曲线）。收入高于它们在另外的偏好的城市的水平，它们也低于它们将在的别的城市，因为偏袒是有代价的（见图3.3）。两个城市生活成本曲线相同，受偏袒城市的净工资曲线高于未受偏袒城市的净工资曲线。然后人们很容易看到，受偏袒城市的均衡规模比未受偏袒城市的均衡规模更大。[6]因为一般均衡效应，劳动力供给曲线也比未受偏袒时要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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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　首位城市偏袒

  


  潜在的与首位城市相关的严重资源误置表明，削弱城市首位的政策是必要的。[7]然而，因为以下几种原因，要有效处理这个问题会很困难。第一，首位城市偏袒以很多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并且没有关于哪个渠道最重要的明确的证据。朝鲜的经验提示行政管制可能是一个削弱城市首位的强大的工具（Henderson，Lee，and Lee，2001）。“红色带子”（red tape）对所有公司而言可能很昂贵，但对那些距离中心很远的公司更是如此，所以放松管制对它们更有益。


  第二，与首位城市相关的政治经济利益是很难打破的。接近政治权力而受益的人群不可能轻易接受公平竞争的。


  第三，Henderson and Venables（2006）的理论发现表明政府可能在锚定预期开发哪个二级城市中起到作用。它们的发展可能在之后减轻首要城市的地位。然而，关于未来城市发展的锚定可能受时间不一致及效率低下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


  国内市场准入



  良好的市场准入问题的提议至少可追溯至Harris（1954）。Krugman（1991）又使其注入活力。这个研究，被称为“新经济地理学”，总结了Fujita，Krugman，and Venables（1999），Baldwin and others（2004）和Combes，Mayer，and Thisse（即将发表）的研究。


  这里展示的稍作改编的Krugman（1991）模型考虑了两个区域和行业。农业在不变收益下在每个区域的腹地生产同类产品。为简单起见，假设这些产品完全可交易且由固定工人生产。在每个区域会有一个生产公司在收益递增的情况下运作。每个垄断竞争企业雇用可流动的制造工人生产两个地区都有消费需求的不同种类的产品。制造行业在区域间的运输很昂贵，所以公司的销售有一个区域内市场的偏好。


  生产工人的工资由如下因素决定。考虑“高”水平的运输成本，这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合理的假设。[8]这个假设的细节以及在低运输成本的情况下的完整解释的细节可以在Combes and others（2005）文献中找到。它也描述了当运输成本都低时两个主要地区之间的折中解决方法。）由于运输成本高，每个城市的生产商在一定程度上不考虑从其他地区进口。因此同一城市的生产商可以收取高价，这反过来意味着当地很高的生产工资。如果生产扩张，区域市场将会变得更拥挤。这是因为，虽然生产扩张意味着一个更大的城市市场，当地市场（也就是说，整个地区）的规模并不会相应地增长（记住内定固定农业部门）。此外，由于运输成本昂贵，增加的生产产出只有极少部分出口。当运输成本很高的时候，生产工资随城市生产劳动力规模而减少。


  这就会导致一个向下倾斜的工资曲线及一个完全分散的生产。然而，要完全摒弃上述城市集群效应是很困难的。这表明工资曲线由反势力（市场准入与集聚经济相对）所决定。换句话说，当一个城市在发展时，它的区域市场变得更加拥挤，所以当地生产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这也减少了城市工资），但它也变得更加高效（这增加了城市工资）。


  假设在小市场内，市场准入主导集聚效应，在大市场起相反的作用。这意味着一个工资曲线首先向下倾斜，然后又向上倾斜（见图3.4）。（这个案例被研究是因为它比它的反面有更有趣的含义。）为它辩护的话，人们可以争论说在一个非常小的市场上，负的市场拥挤效应会非常强劲，如果许多企业已经在市场上运行，就会更加温和。也可以辩论说一个最小的城市规模对集聚经济的产生是必需的。


  运输成本不仅影响工资曲线（通过商品的生产），也影响生活成本曲线（通过消费）。一个孤立的小城市可能面临非常低的住房和交通费用。然而，消费品可能会非常昂贵，因为它们中的大部分需要用船以一个很高的成本运来。随着城市增长和生产增多，生产商品的价格下降，因为一个更小比例的产品需要进口。


  生活成本的其他成分，如住房和交通费用，随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力量向相反的方向推动。假定当城市增长到很大规模的时候，更高的住房和交通费用最后处于支配地位。这表明生活成本先降低然后随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增加（见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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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4　国内市场准入

  


  从工资中减去生活成本意味着净工资首先减少，然后在再次随城市规模减少之前是增长的。[9]在图3.4中，净工资曲线和劳动力供给曲线三次相交。忽略中间的不稳定均衡，还剩两个稳定的均衡。城市或者很小（点A），或者很大（点C），最优城市规模（点B）介于两者之间。图3.4的新意在于存在由产品市场拥挤和不充足的集聚效应限制的小城市。这种拥挤转而归因于运输成本升高及城市面临的出口它们产品的困难。


  图3.4的表征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小型不景气城市和大型首位城市的共同存在提供了一个充分的理由。城市间高成本的贸易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不可能像发达国家的城市一样完全专业。当城际贸易的成本非常高时，城市专业化就毫无意义了。


  文献提供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准入的重要性的强有力的实证支持。Lall，Koo，and Chakravorty（2003）和Lall，Funderburg，and Yepes（2004）强调了市场准入在印度的重要性。在巴西（Lall，Funderburg，and Yepes，2004；Da Mata and others，2007）和印度尼西亚（Deichmann and others，2005；Amiti，2007）也发现了市场准入的强烈影响。这些国家内部的证据都配有大量从国家层面研究市场准入重要性的文献（Head and Mayer，2004；Redding and Venables，2004）。虽然目前该话题前沿的文章（Timmins，2006）发现了关于以上假设的巴西城市非线性生活成本曲线的形成的强有力的证据，但是关于生活成本曲线形状的证据要少得多。


  这些发现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呢？改善市场准入意味着更好地进入其他市场，但这也等同于让当地企业失去了保护。根据哪种效应占主导地位，工资曲线会向上或向下移动。小型不景气城市更好的市场准入也意味着更不急剧减少的生活成本曲线，结果就有望出现一条更平的工资曲线（至少在其早期）。在更好的市场准入下，人们也有望实现一个更低的生活成本曲线。总的来说，对小城市而言，更好的市场准入意味着一个更平及可能更高的净工资曲线。这反过来意味着小城市在点A的均衡应该转移到右边（城市增长）或完全消失，使点C成为唯一稳定的均衡。有了更好市场准入的更广泛的收益，人们也有望通过一般均衡效应实现一个更高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由于更高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大城市的均衡规模将会减少。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是更小的大城市，但有很多。


  关于这些政策的许多警告必须铭记于心。第一，实证文献的大部分说明不是直接来自理论（Head and Mayer，2004，2006）。换句话说，市场准入的重要性已经建立，但目前还不清楚它是如何运作的。第二，公路网络的发展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将小城市与大经济中心联系起来增加了小城市的市场潜力，但对大城市而言可能会增加更多，从而加强而不是减少首位性。但是，美国的经历表明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可以与综合交通网络的发展联系起来（Fernald，1999）。第三，提高市场准入也可能对比城市更大的地理规模有影响。现代区域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预测就是较低的运输成本会首先增加区域集聚，然后会因为更低水平的运输成本减少区域集聚（Fujita，Krugman，and Venables，1999；Combes，Mayer，and Thisse（即将发表））。然而，更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在核心地区创建一群成功的城市及一群外围城市。[10]人们可以将中国的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和哥伦比亚高原城市与哥伦比亚海岸城市进行对比。


  总之，城市首位往往归因于不正常的政治经济导致的首位城市偏袒。这种解释是有很多实证研究支持的。很高的内部交易成本导致形成或大或小的城市。很多证据也跟这个解释是相符的。在两种情况下，城市首位的削弱都是值得的。通过削弱城市首位偏袒来实现它可能是有效的，但这样做在政治上很难实现。改善孤立城市的市场准入可能在政治上更容易实现，但更好准入的确切影响更难预测，因为改进准入可能会加强城市首位偏袒。


  迁移和双重劳动力市场



  以上开发的框架赋予了内部迁移及劳动力流动一个很肯定的（和均衡的）角色。这与一些学术文献形成了对比且很多现实政策都在发展中国家。从中国的内部护照和印度各邦的“本土主义”政策到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政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自由劳动力流动有一种强烈的偏见。如果城市变得太大，如上所示，限制劳动力流动并不是正确的方法。反流动政策的另一个理由在于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存在。这种说法首先由Harris and Todaro（1970）提出，在政策圈子已经非常有影响力了。理论上，它是如下开展的。有一个支付固定数量高工资的城市的正规地区（图3.5中的WA）。在农村地区，工人得到较低工资，像劳动力供给曲线（图3.5）上显示的那样。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这种最初收入差距引起工人迁移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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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5　哈里斯托达罗迁移

  


  如果在正规地区有多少工作岗位，就会有多少工人迁移到城市，城市就会形成社会最优，如图3.5上的点A所示。然而，当城市在点A时，它不能达到均衡，因为这里的净工资高于农村地区的净工资，模型假定城市居民之间的工作是随机分配的。幸运的人获得正规地区的工作，而不幸运的人获得同一城市的非正规地区的工作。这类非正规地区提供很低的工资W。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继续迁移到城市，直到使得他们所期待的工资减去生活成本（也就是说，他们的预期净工资）与劳动力供给曲线相交（点B）。[11]很容易看到，这种均衡涉及大的城市。以上探讨的基本案例不是城市规模过大的情况——这也是基本的案例——它对进入大城市的限制是有影响的。


  虽然这很吸引人，但哈里斯托达罗的这个观点被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进行批判（深入分析及实证参考见Lall，Selod and Shalizi，2006）。工人们最后来到非正规地区，因为正规地区的工资一成不变。试图通过限制工人流动来解决劳动力市场产生的问题不是最直接的解决方案，而且这可能会有很多不必要的副作用。[12]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完全假设也对工人流动形成的城市过度迁移存在偏见。在模型里，工人们是风险中立者且正规地区的工作是随机分配的。在现实世界，工人们是风险规避的并且知道正规地区的就业机会不是随机分配的，所以只有那些很有希望得到这些工作的人才有望迁移。正规地区和非正规地区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完全分割的事实强化了这一观点。此外，正如上面明确表述的，没有实证支持图3.5预测的向下倾斜的工资曲线和净工资曲线。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用来限制劳动力流动的主要观点是相对薄弱的。


  要消除对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排斥，人们需要问为什么限制劳动力流动在发展中国家如此普遍。一种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太过于热衷应用他们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在显示他们的政策依据薄弱后，政策可以改变。另一种可能是限制劳动力流动可能是政治经济平衡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更好的政策将会更难实现，需要更多了解这个问题，理解劳动力流动性，克服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挑战。


  双重房地产市场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的最后一个关键特性是双重房地产市场的存在，包含正规地区住房和违章建筑区（也称为贫民窟、入侵区及棚户区）。[13]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大城市，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违章建筑区，在那里他们面临非常差（或没有）的公共服务条件、不卫生的生活条件和一些关于他们的不安全的住房的大量约束。


  违章建筑区通常和低成本的想法和低质量的住房有关，如果这是它唯一的特征，这样的住房只是反映了一些因为支付不起正规地区住房的城市居民的贫困。关于如何处理违章建筑区的方针政策将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要做多少分配（或不做）及通过建房补贴、公共服务和其他方式是否能够做到最好的再分配的选择。


  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是相对这些，还有相对于违章建筑区更重要的问题。首先，饱受争议的城市土地产权的不充分的定义及执行不力，使违章建筑区有机可乘，也可能影响范围广泛的其他经济结果。De Soto（2000）认为有效的正规财产所有权的缺失阻碍了违章建筑区的居民用他们的房子作为抵押，因此这是企业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尽管这些金融约束存在的证据是有争议的，Di Tella，Galliani，and Schargrodsky（2007）发现职位名称的缺少对人们的信仰及经济行为有重要的影响。Field（2007）发现它也影响到女性劳动力供应。Durand-Lasserve and Selod（2007）提供了一份关于缺乏有效职位的广泛的影响的详细回顾。


  其次，违章建筑区可能是政策扭曲的结果。Henderson（2007）认为限制最小规模造成了巴西城市违章建筑区的增长。Malpezzi（1999）也列举了盛行的租金管制的规定，这也限制了租赁市场的扩张。


  第三，一旦考虑到公共服务的缺失或它们的低劣质量，违章建筑区可能也不是很便宜。例如，贫民窟的水通常需要从水分销商那里花很高的价格购买。如果没有头衔，住在违章建筑区的人们通常也必须为某种形式的保护支付一大笔钱。


  在后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扩展理论框架来获得一些关于双重房地产市场的深刻思考。[14]图3.6假定了一个适用于所有居民的标准的向上倾斜的工资曲线。它显示了三个生活成本曲线。浅灰色代表在没有排他性区划的正规地区的生活成本。排他性区划（例如，巴西的最小规模限制）提高了正规地区的生活成本，形成了固定的生活成本曲线。对正规地区的另一种选择是违章建筑区。违章建筑区的生活成本由虚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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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6　双重房地产市场

  


  因为缺少公共服务和其他费用的替代品的高额成本，违章建筑区的生活成本比没有排他性区划的正规地区的生活成本还要高。违章建筑区的生活成本也高于有排他性区划的小城市正规地区的生活成本，但低于大城市的。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违章建筑区的高额的“公共”服务成本对城市规模非常不敏感，但是更有可能随城市规模增加。


  在没有排他性区划时，正规地区的生活成本总是更低一些，并且没有人会选择住在违章建筑区。与此情况相对应的净工资曲线是图3.6中的浅灰色净工资曲线。这个城市在点C达到均衡。


  在有排他性区划的情况下，当城市很小时，住在正规地区比在违章建筑区更便宜，但当城市增长时，它变得更加昂贵。图3.6中的有区划的正规地区的生活成本曲线的粗线部分代表有排他性区划中的最低生活成本。对小城市而言，这条线是粗的（即代表着正规地区），对大城市来说是细的，因为它们会通过违章建筑区扩张。


  在有排他性区划时，净工资曲线是正规住房地区或违章建筑区提供的最大的净工资。它由图3.6中的粗黑实线或粗虚线表示。城市在点B实现均衡。在X轴上，人们可以读出居住于正规地区及违章建筑区的城市人口。


  这一分析表明了许多政策含义。在正规住房地区设施监管约束可以减少城市的均衡规模，但减少了一个正规住房地区，又被违章建筑区的增长排挤出去。按最初预期的那样，城市在点B实现均衡，而不是点A。在正规住房地区删除不必要的限制是社会所需要的，因为它会降低生活成本并因此提高净工资曲线和消除违章建筑区。此外，仅仅改善单个城市的情况不足以提高净工资，因为更高的净工资曲线可能会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拉伸同一个劳动力供给曲线。与一般均衡效应有关。


  头衔政策是可取的，因为产权不明确会产生一系列其他的负面影响。在解决土地纠纷所有权和发放融资的头衔后，头衔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避免由未来头衔的期望驱动的进一步的抢先入侵及如何确保有一个地方税对应的合法头衔。在某些方面，处理非法居住的问题与那些城市偏袒是一样的。有很多城市规模与这一现象有关，目前还不清楚哪一个经验上最重要。与城市偏袒一样，存在从贫民窟获得既得利益的非法居住的政治经济，或直接地向它们的居民收取，或间接地通过提供缺失的公共服务的昂贵的替代品获得。这些既得利益往往形成艰巨的挑战。


  注释


  [1]相对于美国，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似乎很少有证明地方性经济的有力证据。其他原因，如运输成本高，必须被调用来解释这些薄弱的城镇化模式。）


  [2]这些弹性，例如工资曲线的弹性，是被用观测到的大小数据估计的。人均生活成本的弹性高于工资弹性不足为奇：这正是该框架预计在平衡时应该发生的。）


  [3]他也发现，在人口低于阈值时生活成本下降。这表明，生活成本在城市高，在偏僻的地方低。）


  [4]虽然中国城市的绝对数量可观，但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腾飞期间的城镇化进程速度相比比较缓慢。在过去的几年中，具有同样经历的巴西、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为5%~6%，相比之下，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缓慢，为3%~4%。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相比，中国的城镇化率水平非常低。（Henderson，Quigley，and Lim，2007）。）


  [5]这个推论是：农村条件恶化，从而降低劳动力供给曲线，导致“城镇化增长”，实例记录在Fay and Opal（1999）的论文中。）


  [6]在图3.3中，工资在受偏袒城市比较多但是并不是成比例地多于未受偏袒城市。净工资曲线向下倾斜的部分可以使这种差异大得多。根据Au and Henderson（2006a），中国净工资曲线相当平坦且超过其最大值。）


  [7]这样的政策已经尝试了很长一段时间。然而，许多政策，如政府搬迁活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就不能更好地激励居民搬迁。）


  [8]这样的政策已经尝试了很长一段时间。然而，许多政策，如政府搬迁活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就不能更好地激励居民搬迁。）


  [9]这就要求随着城市的增长工资曲线比生活成本曲线下降快。我们之所以预期这种情况会发生，是因为制造业工资水平的下降与当地生产产品的价格的下降是成比例的，而与生活成本的下降是不成比例的，因为当其他生活成本增加时，农业和制造业的进口产品价格保持不变。）


  [10]Baldwin and others（2004）分析了有关区域集聚运输成本影响的理论歧义。参见Fujita and Mori（2005）关于在区域设置中运输成本怎样影响城市的系统研究。）


  [11]图中所示的是Brueckner and Zenou（1999）论文中的做法，明确地考虑了土地市场。与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最基本的版本进行比较，土地市场的存在已经减小了城市倾向于变得太大的趋势。）


  [12]这种刚性也部分归因于一个非常大和空间集中的公共部门。限制城镇化不是处理一个不正常的公共部门的方式。）


  [13]非法居住区与真正的棚户区的区别，主要在于居民是否拥有产权。虽然这种区别对设计政策很重要，但它仍然以简单的背景材料的形式予以介绍。）


  [14]在许多城市棚户区，贫民窟居民的显著比例在正规（生产）部门工作。这里假设了所有工人都受益于集聚效应。但贫民窟通常远离工作的主要场所且公共交通设施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贫民窟将不太可能从集聚效应中受益。）


  城市会影响增长吗？


  以上展示的框架在本节扩展开来以试图确定是不是城市和城镇化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速度。然后这个扩展的影响被用于审查关于城市和增长的实证性文献。


  扩展框架



  为了使分析简化，假设工人们每段时间都具有一些人力资本。每个时期，工人们花部分时间工作。在每段时期结束时，他们消耗完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市场收入。他们也花每个时期的部分时间来学习，所以在接下来的时期，他们就以一个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开始，并且更有成效。工人们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工作和学习。


  这些观点都是从图3.7的上半部分获得的，它显示了两条曲线。第一条是较早之前使用的工资曲线。它表示根据城市规模一个工人的劳动市场收益。第二条是工资增长曲线，它表示人力资本增加的（已贴现）价值，是城市规模的一个函数。这条曲线被称为增长曲线。（下面就会明白这么说的原因，将工资增长描述为一个绝对量而不是一个相对量更方便。）[1]在每个新的时期，一个城市特定工人的工资曲线作为上一时期人力资本增长的一个函数向上移位。


  在继续之前，要做一些事先准备。首先，花多少时间工作和学习是外生变量。允许工人决定自己的时间分配会决定得到以下结果，因为工人们期望花更多的时间在回报最高的学习上。


  
    [image: ]

    图3.7　在城市学习

  


  其次，因为工人们在每一时期完全消耗了他们的劳动市场收益，所以他们没有存款。人力资本是唯一积累的要素。


  第三，在该时期获得学习的贴现价值的增长曲线为工人们所熟知。现阶段所学的价值取决于随后阶段学到了多少（学习中可能会有一些跨时段的替代性或互补性）。现阶段学习的价值也取决于未来的定位选择。人力资本在城市间可转移的程度将在下面讨论。


  图3.7显示了一条比工资曲线平缓的向上倾斜的增长曲线。这种特定的形状可以被认为是现在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有三种不同的因素可能影响到增长曲线的形状。


  首先是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国家因素。制度或总体研究与开发通常被认为是总体增长的主要引擎。当增长曲线完全平直，人力资本增长的贴现价值到处都是一样的。因此当位置不重要的时候（和大多数增长文献里的一样），增长曲线是平直的。


  在平直的增长曲线上，增长和城镇化的问题可以分别处理。城市问题可以用以上研发的工具来处理。刚刚描述的动态框架可归结为一个标准的（无限的）经济增长模式。要理解这个结果，需要注意现阶段一个平直的增长曲线意味着工资曲线在下一阶段向上移动。在这之后，净工资曲线也向上移动相同的数量。因为同样的工资增长到处都是，劳动力供应曲线也以同样的方式向上移动，结果城市规模均衡是不变的。[2]


  在平直的增长曲线上，经济的长期行为取决于人力资本是如何积累的。随着人力资本积累的收益递减，这个模型就相当于一个标准的使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累要素的索洛模型（Solow，1956）。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收敛到一个产量稳定的水平。随着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变收益，这种模式变得与卢卡斯（Lucas，1988）的内生增长框架相同。最主要的结果是一个持续的产出的积极的增长速度会持续下去。在这种稳定的状态下，城市可以影响产出的水平而不是它的增长速度。简而言之，增长发生在城市，但城市不构成增长的动力。


  第二组因素是可能影响每个城市增长曲线的城市特色因素。如上所述，与向上倾斜工资曲线相关的静态城市递增利润可以通过一些机制从理论上证明共享、匹配和学习。这些机制可能对增长曲线起到相同作用，表明这条曲线可能是向上倾斜的而不是平直的。学习机制似乎特别相关。发生在城市的更高频率的交互可能会促进学习及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使未来的城市更加高效。


  自从Jacobs（1969）和更近的Lucas（1988）的研究以来，这种关于城市静态收益递增的假设通过某种形式的人力资本外部效应或知识溢出已经成为认为城市是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论文献的核心。（参见，例如，Eaton and Eckstein，1997；Black and Henderson，1999；Glaeser，1999；Bertinelli and Black，2004；Rossi-Hansberg and Wright，2007。）Duranton and Puga（2004）提供了一个详细的关于城市如何支持创建、积累和知识的传播的评述。


  图3.7中向上倾斜的增长曲线的含义是什么？生活成本曲线与前面图上的一样。现在的净工资曲线有三个分量。工人们考虑他们该阶段的选择定位的净工资是工资和工资增长减去生活成本的和。因为工资增长被定义为现阶段人力资本增长的净现值，这三个分量被一起测出。产生的钟形净工资曲线与劳动力供给曲线相交于点A和点C。在先前的图中，只有点C是稳定的均衡点。


  图3.7中的净工资曲线看起来与图3.1中的一样。然而，它们存在一个根本的区别：现在净工资曲线通过静态和动态角度来获得城市效率。与工资曲线和生活成本曲线（但不包括增长曲线）相关的净工资曲线（静态）由图3.3中的细浅灰色虚线表示。动态模型的净工资曲线的最大量点B比静态模型的大，因为一个更大的城市带来了当期和预期更高的效率。因此来自集聚的好处比它们在缺乏动态效应时更强，并且最优城市规模更大。[3]


  这一结果表明，从纯静态的角度来评估城市是否过大是一种误导。Lucas（2004）提出了一个城乡迁移模型并从中得到农民工最适宜迁移到城市的结论。在早期城市工资非常低。在哈里斯托达罗（Harris-Todaro，1970）的框架中，这将被负面解释为城市失业。然而，这些迁移者使用他们在城市早期的积累人力资本，这将使他们随后变得更加富有成效。因此，伴随着学习，限制城市迁移有负面动态效果。


  下面来看长期动态模型，下一时期的工资曲线概括了当前工资曲线与上升的人力资本相关的工资增长。反过来，更高的工资曲线意味着更高的净工资曲线。如果劳动力供给曲线不动，则城市均衡规模增长，因为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得到固定的工资。最后，随着所有城市所有工人人力资本的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耗尽应该意味着劳动力供给曲线一个向上的移动。因为在大城市有更多的学习，工资曲线有望随时间变得更加陡峭。在工人们在城市积累人力资本时，更陡峭的工资曲线意味着最大量的净工资曲线向右移动。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Black and Henderson（1999）的研究，人们可以想象完整城镇化下的长期动态发展。在每一个时期，所有城市的净工资都增长相同数量，这意味着劳动力曲线与净工资曲线继续以相同的速度向上移动。工资曲线斜率的增加也意味着净工资曲线峰值向右移动（图3.8）。这种类型的动态表明劳动力供给曲线将最终在峰值处与净工资曲线相交。这样，发生在城市里的学习导致城市经济和（最优）人口的增长，这反过来又通过增长曲线拉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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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8　城市增长

  


  国家及城市特色因素已被提到。城市间（除了那些通过劳动力供给曲线的移动导致的影响外）的交互也很重要。他们正在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讨论一些因素的相关性。


  增长和城市的经验研究



  此处提出的动态框架依赖于城市的一些人力资本的存在，它支撑向上倾斜的增长曲线。这些外部性影响工人们的学习并意味着城市结构影响总体经济的增长。这三种要素的实证性证据是什么呢？


  城市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有大量的文献调查了城市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大部分研究调查了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除了调查马来西亚的Conley，Flyer，and Tsiang（2003）；见Moretti（2004）和Duranton（2006）的调查）。主要发现可以总结如下。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后，城市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和个人工资之间有着强大联系，影响相对较大。对相同级别的社会教育收益率的评估和对个人收益的评估并不少见。当城市人力资本通过城市大学毕业生所占比例来衡量时，城市人力资本和个人工资之间的关系尤其强烈。尽管这些事实是牢固确立的，但因果关系尚不明确。尽管如此，有合理的证据证明因果关系是从市级人力资本到个人工资的运行。文献是否已明确人力资本外部性（而不是其他互补性）尚不明确，因为众所周知这些外部性是很难靠经验识别的。关于这些影响的传播渠道的直接证据尚未找到。


  在城市的学习。另外一些文献更具体地调查了在城市的学习。尽管很大程度只局限在美国，但它的实证发现都是非常有提示性的。Glaeser and Mare（2001）表明有一个当工人们迁回小城市或农村地区时的城市工资溢价。Peri（2002）和Wheeler（2006）表明城市工资增长势头很强，尤其是年轻受过教育的工人。这个发现与城市学习假说一致。它也可以反映出与学习无关的原因，工人们对城市快速职业发展的自我选择。现实似乎并不是这样的。Freedman（2007）认为这种类型的结果表明了一个事实，工人们对自己的定位与工资增长保持一致。因此关于人力资本外部性及在城市的学习的文献为城市增长曲线向上倾斜提供了暗示性的微观证据。这个证据不是决定性的，然而，几乎完全来自发达国家。


  城市结构及经济增长。实证增长文献在解决长期增长原因方面没有特别成功（文献评论见Durlauf，Johnson，and Temple（2005））。遗憾的是，这个文献几乎没有关注作为决定经济增长因素的城市和城镇化。


  Henderson（2003）研究使用合理的国家横截面数据及良好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来调查城市和城镇化的总体动态影响。[4]它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第一，城镇化本身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第二，城市首位对经济增长有很大影响。第一个结论并不令人吃惊并且证实了城镇化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但不深刻影响发展过程的良性过渡的一个广泛的共识。第二个结论更具煽动性。Henderson发现，城市首位增加一个标准偏差（15%）的平均值（31%的城市人口居住在大城市），GDP每年降低约1.5%。这些都是很大的影响。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它们也很有趣，因为城市首位可以相对迅速地发展。


  任何此类调查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因果关系的方向。城市首位及增长间的一个统计上的强烈的负相关关系或许不足为奇。一个强烈的因果效应就是：处理因果问题，人们需要找到研究城市首位的好工具（决定城市首位的变量，但与经济增长不相关）。这些外生变量引起的城市首位的变化可以用来评估增长中首位的因果关系。遗憾的是，很难找到一个决定首位或与经济增长无关的变量。城市首位的关键决定因素——政策变量——应该对经济增长有一个强烈独立的影响。


  Henderson（2003）的研究过程如下。他将所有变量进行一阶差分以消除与经济增长和城市首位相关的任何永久的国家影响。然后，使用一个广义的矩估计算法，他通过延迟城市10~15年首位水平来谱写城市首位水平的变化。这种估计方法对基于经济增长的城市首位水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济增长先是增加，然后随城市首位水平减少。


  对于低水平的首位城市，一个更大的首位城市应该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就很容易在这里提出的框架中得到解释。通过增长曲线的作用，一个更大的城市意味着更多工人更好地学习。如果这种学习扩散到其他城市（下面讨论的一个问题），一种与主要城市的总体增长和大小的正相关就自然产生了。当首位城市不利于经济增长时，此关系的第二部分从以上框架的观点来看就更让人莫名其妙了。


  Henderson（2003）的结果与两种可能的解释相符。首先就是城市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假如这样，人们就需要考虑如图3.4中描述的市场准入方面的差异导致城市两种可能平衡的情况。在城市非常小或非常大的情况下，考虑先向上倾斜、然后向下倾斜的增长曲线。随着城市发展得非常大，增长曲线向下倾斜的部分可以解释为一些在学习方面的拥挤。在这种情况下小城市对于有效学习可能会太小，而首位城市又会太大。根据这种对首位城市和增长之间关系的解释，促进经济增长仅仅需要减小首位城市的规模并且增加小城市的规模，然后所有城市就会停在增长曲线的一个更高的点上。


  Henderson的结果的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就是推动城市偏袒的因素也会影响增长曲线。[5]想象一下，例如，繁文缛节是城市首位的根本。当企业位于省会城市时，与政府规定打交道对企业而言更简单些，因为更接近当官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繁文缛节导致被偏袒的城市有更高的工资曲线，结果就成为了首位城市。繁文缛节可能对每个地方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尽管在首位城市不那么明显）。这也可能意味着一个非常低的增长曲线，导致非常缓慢的增长。


  随着城市首位和经济增长的第二种解释的产生，政策的影响也不同。首位城市强制缩小规模不太可能有太多的动态效果，因为它不处理低增长曲线后面的根本原因。这里的增长问题并不是由城市首位本身引起，而是由引起城市首位及低增长的城市偏袒引起的。有很少证据来区分这两种解释；第二个与以上关于城市偏袒的结论是一致的。


  传播、移动和增长



  目前采取的方法的一个重要限制是它将每个城市都比作一个增长岛，通常假设每个城市可以为自身产生经济增长。关键是要了解知识是如何在地区间流动的。[6]


  论证的第一条是要承认增长曲线不会被整体城市规模推动，如图3.7所示，而是由“改革投入”的集中所推动的。Duranton and Puga（2001）认为现代城市可以分为两组：发生改革的城市（有非常多样化生产结构的“苗圃城市”）及专业生产特别商品的城市。在发达经济体中，过去50年里以商业服务为主的城市和以生产为主的城市日益增长并分散（Duranton and Puga，2005）。


  在这类框架中，通过支持首位城市或减缓二线城市的发展来阻止城市分散，阻止苗圃城市改革投入的排挤效应（科技人才、研究设备等等）。这导致了在这些城市较低的增长曲线和较慢的增长速度。它也将影响到二线城市，因为缺乏在苗圃城市的革新意味着缺乏要传到二线城市的新思想、新产品及新的生产工艺。


  这种类型的说法很难以经验评估。在韩国发生过产业很快成熟后迁出首尔、在城市偏袒减少后重新定位二线城市的事件（Henderson，2002b，2005）。尽管更慢，巴西似乎遵循一个相同的路径（Da Mata and others，2005）。在许多其他国家，如果它完全发生，城市变化的进程似乎更加缓慢。也有可能会诱使一些城市强行集中改革投入以创建一些卓越的中心（或改革集群）。这些政策不太可能成功，因为复制苗圃城市微妙的炼金术是很困难的。


  第二条论证集中于国家内部的知识流动。以上提出的框架依赖于人力资本深深印入工人脑中（如传统的定义）和以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形式“在流动中”（Marshall，1890）。更准确地说，知识被认为是嵌入到了人们自身及通过直接联系获得的“那些知道的人”的思想中。这种想法的必然结果是人员的流动也是知识的流动。因此，更多的学习和更高的增长曲线可以通过熟练工人在城市的流动来获得。[7]这一观点已经被员工在公司间但尚未在城市流动的情况下模式化（Combes and Duranton，2006；Franco and Filson，2006）。从经验出发，Moen（2005）和Freedman（2007）表明技术进步确实与公司间技术工人的流动有关。如果不是雇主，跳槽似乎让跳槽者和他们的行业受益。Almeida and Kogut（1999）表明知识的长途流动的特点，根据在美国半导体行业专利引用的追调查，与在不同城市公司间明星科学家的流动的特点相符。Agrawa，Cockburn，and McHale（2006）表明离开一个城市的科学家们继续被在那里工作的人提起。他们走了，但是没有被忘记。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关于美国高技能工人的发现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高技能工人。许多试验性政策也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首先，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工作，更具体地说，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条款，可以在妨碍知识在城市内及城市间传播起到重要作用。首位城市和二线城市之间缺乏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最熟练的部分，对首位城市的发展及二线城市的落后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城市间有限的劳动力流动，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可能去首位城市并留在那儿。然后首位城市成为一个有更先进知识及更高工资曲线的岛。因为高技术工人留在首位城市，他们的知识不会渗透到其他城市。而其他技术落后的城市会由于它们较低的工资曲线而继续保持较小的和没有吸引力的状态。即使没有正常的劳动力流动，这种情况也可以持续，因为技术落后的小城市可以给高技术工人提供很少的动机来重新安置在这里。


  熟练工人在城市间的双向流动似乎对促进技术的地理传播很重要，但它可能不是唯一的渠道。尽管大多数的证据关注国家而不是国家内的地区，有一个很好的例证，即更多的货物贸易与更高的增长及地区间的会聚有关。在一个跨国的环境中，Wacziarg and Welch（2003）表明增加开放对增长及投资有巨大的积极作用。Alcaláand Ciccone（2004）表明了凭借总要素生产力的贸易工作的积极增长效应。Alcaláand Ciccone（2004）关于这方面的早期文献很多。根据Alcaláand Ciccone（2004），开放性从20分位数提高到中位数，可提高生产力160%。当开放性已经很高时，没有证据表明影响很微弱，这表明从发展中国家消除贸易障碍有潜在的动态收益。


  最后，还有有力的证据证明生产力增长与公司层面的创造与破坏的进程有关（Davis，Haltiwanger，and Schuh，1996；Foster，Haltiwanger，and Krizan，2001；Bartelsman，Haltiwanger，and Scarpetta，2004）。特别是，资源需要从低效生产企业流动到高效生产企业，并让新进者升级，挑战现有企业。分析这个重新分配的过程远远超出了本章的范围。尽管如此，需要注意在发达国家这个重新分配的过程空间维度很大，当它们的技术发展的时候，行业倾向于改变位置（Duranton，2007）。一个重要的结论是，阻碍企业间要素流动，包括在不同城市的公司，可能有大的动态成本。


  注释


  [1]所有增长模型的两个关键方程是生产函数和积累方程。工资曲线代表生产函数，而增长曲线是一个版本的积累方程。）


  [2]生活成本是最优计量变量，不会受到人力资本的积累的影响。如果生活成本在单位时间内支付（假设通勤需要时间和成本），则生活成本在城市增长中发挥的作用会有所不同。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城市将提高上下班的机会成本，从而扩大了生活成本。其结果是经济增长和城市结构之间的完全分离，获得的扩展的曲线是工资曲线的缩放版本。在这种情况下，将产生由相同的因子缩放的工资曲线和生活成本曲线。净工资曲线和劳动力供给曲线会被以同样的方式缩放，导致均衡城市规模保持不变。）


  [3]对具体的学习拥挤效果的扩展。举例来说，一个城市的物理拥挤非常耗时，而且意味着有更少的时间可用来学习和积累人力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净）动态效率不再单一地随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增加。）


  [4]使用相同的数据，Bertinelli and Strobl（2003）复制和确认了一些Henderson（2003）使用非参数方法研究得到的调查结果。）


  [5]理解为什么这两种解释都与Henderson（2003）的理论兼容，技术性的解释是必要的。首先，在Henderson的条件一阶差分的所有静态解释中，机构（可能忽略的变量）可以解释利润增长和主导地位的变化。Henderson建议通过延迟首位来改变城市首位现象。首位过去的水平是当前变化的良好预测指标。问题的关键是这些解释是否与增长速度不相关。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Henderson证明了过度识别测试都被轻松通过，随时间变化的与首位水平相关的因素可能是产生首位现象与经济增长的根源。）


  [6]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知识流动也是基本的，但超出了本章的范围（见Keller，2004）。）


  [7]城市增长模型一般忽略这个问题。Eaton and Eckstein（1997）是个例外。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由城市总人力资本在城市以及其他城市的人力资本的折现总和采取的“知识库”形式所驱动的。它们不提供关于这些知识的相互作用，它们仅作为一个纯粹的外部性良好的特定机制。）


  政策总结


  本章第一部分提出了几个在静态分析中显露出来的建议。它表明政策制定者应消除首位城市偏袒；提高城市效率，通过处理城市拥挤及提供公共产品来降低生活成本曲线；以合理的职位政策和放宽城市管制来消除违章建筑区；通过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及降低贸易障碍来改善城市之间的市场准入；不阻止内部迁移，培养人口高效分配及在地区间形成一个均衡的效果。


  通过强调对更好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需求及住房和交通问题的重要性，这组建议与许多现有城市政策的目标相符。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基准框架也强调劳动力流动。这种强烈的强调与现有的经常寻求减少劳动力流动和更广泛地促进某种形式的稳定的城市政策格格不入。


  静态框架的另一个新奇之处是，它强调了城市会有技术、制度或政策驱动变化的可能影响。城市均衡由工资、生活成本及劳动力供给曲线相互作用决定，这些曲线由广泛的力量决定，所有这些都可以间接地影响城市。


  如本章的第二部分所示，采取更动态的视角并不从根本上改变更多静态方法的建议。[1]它使人们更加重视地区间人和货物的流动。这种强调要素分配和再分配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也可以说是任何现代增长议程的一部分。因此，虽然在一些详细的细节上，城市静态和动态的方法可能会冲突，但这些分歧都是从实用的角度来看的。同样要注意的是，一个城市对经济增长的实用角度似乎与其他的更广泛的发展议程没有冲突。


  也就是说，实施旨在支持经济增长的更广泛的城市议程引发了许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议程相当苛刻，因为它包括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降低流动障碍，改善市场准入以允许二线城市发展，等等。第二个问题就是，许多政治经济类问题的改变都有很强大的阻力。因此，政治有较强的可行性约束，例如，许多政府的能力有限，需要建立优先级。此处提出的框架显示，次优状态的城市在修复一个问题时，可能不会导致当地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因此，政策制定者在面临两难的困境时会选择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制定政策。


  增长议程通常会确定一个需要培养的“增长引擎”。考虑那些应该被删除的限制和瓶颈能更富有成效。这里构建的理论框架可用于识别限制和谐的城市发展的障碍。[2]因为限制和瓶颈很可能会在不同的国家里表现不同，正如诊断方法和城市策略一样。主要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发展的限制，比如，一个交通拥挤的城市，所有人都看得见，然而，动态的约束更难确定。


  谁应该负责实施“城市和增长”议程？此处重点在于城市间货物及要素的流动性，它表明中央政府应承担促进劳动力流动的重要角色，发展基础设施，消除内部贸易障碍。但城市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提高它们的居民的生活水平和使生活成本最小化。这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工不太可能保持紧张局势。在首位和二线城市之间有一个基本的不对称性。二线城市不可以单独对整个城市系统产生效果。而且，二线城市在设计和实施符合国家增长议程的当地政策时有相当大的异质性。


  注释


  [1]“静态”和“动态”的区分是模糊的。例如，美国州际公路系统的建设应该被概念性地分为一次性的改进。但是Fernald（1999）估计，它保持着约1个百分点的GDP年增长将近20年，可以说是一个长期的影响。）


  [2]这里提出的框架及其扩展可发展为Hausmann，Rodrik，and Velasco（2005）所提思想的诊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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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城镇化，集聚和经济发展[1]


  约翰·M·奎格利


  （John M.Quigley）


  2007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报告预测在未来的20年里快速上涨的城镇化水平，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它指出，2007年，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同年联合国人居署发表了一份报告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民窟和恶劣的生活条件。那份报告（UN-HABITAT，2007）估计，到2007年底将会有超过10亿贫民窟居民，他们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它声称在许多情况下城市移民的经济环境都不如农村的农民。2003年，联合国调查成员国政府对城镇化的态度，调查发现“大多数”政府很想把人口转回到农村地区并且抑制城镇化的浪潮。


  城镇化实际上不利于发展吗？如果生活在城市地区对居民来说比他们在落后地区的生活更差，他们大概会离开这个城市。所以对城镇化和发展为什么会如此大惊小怪呢？


  本章涉及提高城市经济效率的机制的研究，探讨了城市促进经济产出以及提高城市居民潜在的消费机会的情况。大量此类证据都是建立在对发达国家的调查的基础上，但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是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分析。这些证据明确支持了城市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者，它增加生产力，同样也增加了贫困和富裕国家的工资收入的结论。促进而不是抑制城镇化的政策可能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分析表明，各种各样的政策将改善这些国家的资源分配及增加收入。


  注释


  [1]作者感谢Patricia Annez，Robert Buckley，Vernon Henderson以及Stephen Malpezzi的意见。）


  为什么是城市？


  为什么人们和企业选择定位在城市？一个在空间上均匀分布的人口会减少位置的竞争，并且因此由住户和企业支付的租金会使两方都更好（Starrett，1974）。因此必须有城市定位的优惠政策——成本降低、产量提高、效用增加——来形成住户和企业的租金支付的理性选择。


  城镇化实用收益已成为很多非经济学家猜测和分析的话题。Jane Jacobs（1969）的散文形象地提出潜在的消费种类对消费者而言是有价值的。只要更高密度的城市有更多种类的人、商品及服务，这些有各种各样价值的资源就有相当的实用收益。这些收益部分或全部补偿了增加了的正式的租金。将一个不同偏好并入经济学家关于消费偏好的模型并不困难（Quigley在1998年和2001年探讨了一些这类模型）。


  与配置相关的生产率提高、成本降低及产量增加已成为经济学家们广泛分析的话题。城市形成及支付定位租金的合理性的历史原因强调排除其他因素的运输成本和内部经济规模（例如，Hoover，1975）。运输成本指的是包括递送投入（原材料和劳动力）到工业场所还有地方、国家及全球市场的产出（成品）递送成本。这绝非偶然，远洋船舶沿着世界航道将低成本的产品运送到遥远的市场上，或沿着贸易路线，在货物集散地建立大型港口城市（Rappaport and Sachs，2003）。工业革命后，工厂和生产设施产生的规模经济为城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原理。


  工厂系统取代了家庭手工业。劳动力新的分工需要更大的设备及更多在设备上工作的工人来生产商品。羊毛行业的生产规模决定了附近的大型钢铁厂及附近工人的密集程度。密集定居点的发展——工厂和公寓——允许企业操纵规模使平均成本降低。企业支付的总租金及支付给工人的更高的工资比增加产量带来的价值要多。在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发达国家的许多大城市（底特律，曼彻斯特，匹兹堡）反映了内部经济规模的重要性。


  城市和发展


  如果运输成本和内部规模经济是城市经济唯一的理由，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更普遍的影响将是有限的。城市的经济重要性会被用于运输和生产的技术严格限制。在20世纪，降低运输成本和“最佳实践”的生产工厂的规模肯定会使城市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再那么重要。


  事实上，城市对现代经济的重要性不主要体现在内部经济规模。相反，重点在于外部因素、人口溢出、外部经济规模以及随着产业化增长、技术进步及经济发展而已经变得更加重要的各种因素。


  这些外部效应可以根据不同维度来描述。专业化引起生产力提高可以从交易成本和生产互补性，教育、知识和模仿，相关的其他经济因素等加以区分。


  专业化



  专业化收益的产生是因为有更多生产接近的公司的城市社区（有卫星城的大都市）的密集聚合可以支持专业生产中间产品的公司。例如，当半成品的组件可被程序化生产或成品的组件可被机械化、自动化生产时，专业化可引起商品生产的成本减少的更多的可能性。专业化收益也适用于服务领域。例如，专业的法律服务，可以由集中于特定地区的公司更有效地提供（课税、版权法、担保交易等等）。在中间产品生产和服务领域，专业化增加了降低成本的机会。


  专业化的潜在收益被更大和更密集的城市地区的企业、要素之间分享，投入的要素进一步提高了。如果公司的密集度足够高，专业化服务——修理、印刷、广告、通信——可以被提供给一个更大范围的生产商。


  这些来自专业化的外部收益导致生产企业自我空间更集中于某一行业，促进地方性经济增长。但它们也可能因为公司因最终需求而生产多样化产品，使在空间上更密集，引起城镇化经济的增长。在这两种情况下，环境允许企业生产中间产品和服务，这导致成本降低。


  交易成本及互补性



  生产中由低交易成本和更好的互补性引起的外部性会出现，因为大的城市规模会加强工人技能和工作要求，或使中间商品和最终生产要求能更好地匹配。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好的技能匹配的机会会减少不同技术工人及对劳动力有不同需求的雇主的搜索成本。生产中物质和人力资本间的互补性表明当城市工人的共同资金有一个更大的人力资本存量时，希望雇用这些工人的企业将对实物资本投资更多。因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昂贵的搜索成本及不完美的匹配，一些低技能的工人到头来将会拥有更多实物资本，而这又会使他们变得更有效率和提高他们的收入。因此，即使当每个生产场所的生产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特征，工人们的人力资本和雇主的实物资本的回报也会随着城市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上升。


  同理，在更大的城市环境中由更好的匹配引起的外部性，适用于专业化生产中的机器及企业。更好的匹配也可以通过使转售设备变得更加容易来减少破产引起的潜在的损失。


  教育，知识和模仿



  劳动力市场匹配互补性的概念可以从密集城市地区具有相同教育和技术的工人配置引起的外部性中区分出来。城市地区学校总水平对生产总额的影响可以与个人区分开来。生产力溢出效应——受过教育或技术精湛的工人增加其他工人的生产率——不管城市产业结构是多元化还是专业化，它都可能在密集的空间环境里出现。技术在企业间的传播、风格的复制和创新、企业之间的专利全都是当地生产中由城市密度和熟练工人密集度促成的外部性的例子。这些经济体可能会产生空间集中化（地方化经济）或行业集中化（城镇化经济）。


  大数法则



  节省很大成本可能从大量经济因素的出现而产生。就需求波动与一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企业不完全相关来说，就业会是稳定的，因为一些企业将在其他企业解雇工人时雇用这些工人。就产品需求波动与买家不相关来说，企业不需要带太多存货，因为一些消费者会在其他人不买的时候买它。大量不完全相关的、很相似的经济因素的决定可以提供一种自然保险。


  大数定律的基本观点很简单：通过一个更大的样本量得到一个更好的分布的估计是可能的。这允许所有经济参与者根据更好的信息来做决定。这对购买投入、中间产品存储及销售产品的买方和卖方市场是真实的。


  城市规模限制


  以上描述的城市环境对生产率的外部影响表明了更大和更密集的住宿并指出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很强的正向关系。若有的话，城镇化的程度有什么限制呢？城市的有效规模是什么呢？至少有三个限制城市规模和影响城市规模效益的因素：土地及运输成本，无法估价的城市生活外部效应及更高的密度，还有影响城镇化效益的明确的公共政策。


  土地及运输成本



  限制城市规模的重要因素与考虑再生城市的技术因素相似。不断上涨的房价和地价意味着大城市对拿着固定不变工资的居民的吸引力下降。（当然，如果城市的消费外部性很大，城市吸引力的任何下降将会不太明显。）随着城市扩张，如果要选择在这些地方生活和工作，提供的工资必须有足够的增长才能抵消工人们必须承受的更高的成本。来自更高密度的生产中的效率收益必须至少与需要增加的工资支付一样多。与工资和产品价格一起，住房和土地价格限制了城市的有效规模。


  城市密度未被定价的外部性



  运输费用的上升和城市的高密度也许会带来它们自身的外部性。如果这些外部性足够大，它们也许会限制城镇化程度。当然，如果这些外部性是未被定价的，它们将不能充分地限制城镇化。在发达国家，机动车造成的空气污染通常被低估。直到最近，城市中的拥挤现象也很少被定价。来自机动车事故的外部性很少被定价。在发展中国家，生活在疾病、传染病、火灾的高发区，也许会有额外的外部成本，这些外部成本也是未被定价的。在城市里的这些因素被低估的情况下，潜在的农村移民没有看到城市生活的边际成本。因此，移民将会过度，城市扩张会大于其有效尺度。


  明确的政策



  明确的政策，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也许会在影响城镇化的范围及分布方面产生强大的间接诱因。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偏向于在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支持城市生产者和消费者（例如，制定低于市场价格的农产品产出价格和高于市场价格的城市产品价格）。自从20世纪80年代大大降低城镇化倾向的范围并减少在补贴上固有的被扭曲的迁移信号以来，结构调整政策被广泛地采用，但是有些政策仍然偏向于某些城市，尤其是首位城市。政策偏向于精英和官员的所在地会导致寻租行为和贪污。精英青睐于某些城市，使得不完善的政策也许包含了对工厂、设施或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直接公共投资；城市之间的投资有资本控制；对城市进入资本市场或取得许可和权限上强加了规则差异。在一些国家，例如中国，限制也包括对劳动力流动的明确限制。


  小结



  所有的因素都显示出为什么大城市的生产力要高于小城市。大城市允许在生产上有更深入的专业化和互补性。它们促进了溢出效应以及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学习，也通过它们的规模促进了风险共担。


  尽管给出了大城市潜在的负的外部效应，这些因素表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实际工资要高于小城市。城市的生产率要高于农村的生产率，并且这种差异会促使人们从有劳动力剩余的地方转移到生产率发达的城市工作和生活。


  从Kuznets开始的早期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模式表明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地区转移到城市的自由流动可以均衡工资，这也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强调了城市中最低工资制度的重要性以及跨部门预期工资均等化的趋势。起源于Harris and Todaro（1970）的这些模型调和了发展中国家城市的高水平工资和失业工人的生产率。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模型背后的推论，被一些人用来证明政府限制城市的流动性，而不是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壁垒的行为的合理性。的确，有着反城市偏见的土地浪漫主义者通常将高水平的官方失业率与来自农村地区的忽略了被掩盖的农村失业率的“官方”统计作比较（参见Lall，Selod，and Shalizi（2006）的文章，尤其是第47~48页的内容，对偏见问题更为平和的讨论也表明这种比较太夸张了）。


  有关生产率收益的经验证据


  尽管一直以来集聚经济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Marshall所作的观察），但是通过直接观察来证明生产率收益是很难的，即便运用发达国家的数据也是如此。许多估算总生产函数的早期研究十分具有参考价值，但大都缺乏主要数据（比如资本存量）的支撑，使得有关外部效应的重要推断值得商讨（Eberts and McMillen，1999；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


  运用美国企业和企业选址有关的微观数据进行研究的方法克服了这些度量难题。Henderson（2003a，2003b）分析了机械和高科技行业，通过估计全行业生产函数检验地方化经济（一个行业内的集聚）和城镇化经济（不同行业间的集聚）的存在。运用不同县城和大城市的工厂面板数据，更容易检验出影响工厂生产率及其产出水平等的当地问题。Henderson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受地方化经济的影响，在单一地点从事生产活动的企业生产率更高。


  然而，尽管存在合适的微观数据，但简单的统计模型也会产生容易让人误解的结论。如果集聚经济真的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那么明智的企业家就会尽力寻找这些生产率更高的地点。因而，需要用更复杂的统计方法来解释这种情况。在研究高技术行业和机械行业的过程中，Henderson运用了更合适的统计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但他所用的工具很弱（对当地环境的衡量），使得其统计结果也有比较大的争议。


  Greenstone，Hornbeck，and Moretti（2007）解决了这一识别问题。他们通过一组工厂的选址数据（这与Henderson所运用的数据来源相同）研究“价值百万的工厂”的产生对周围工厂生产率的影响。这些价值百万的工厂中的每个厂都收集了被选中的县城和进入总公司考虑范围但最后未被选中的县城的信息。他们发现，有证据表明，随着大工厂的产生，周围原有工厂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生了改变。“胜出”县城（而不是落选县城）已存在的工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证实了城镇化经济的存在。这一发现意义重大。


  学者们还通过很多间接方法来分析、推断集聚效应。其中，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对企业的选址做了研究。他们以新建企业为研究对象以防止和要素投入（包括沉没资本）数据相关的问题产生。这样，他们就可以自然地将现有区域经济地理因素作为外生变量。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产生的地方极有可能是同一产业企业集中的地方（Carlton，1983）。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更易被吸引到生产力更强的地方，上述结论强调了地方化经济的重要性。


  对工资和租金空间分布的研究为集聚经济的存在提供了间接证据。生产力更强的地方，劳动和工资的边际产品更高。同样，能够提供补偿性收益的地方，其产业租金也比较高。Wheaton and Lewis（2002）利用美国工资数据，Gabriel and Rosenthal（2004）利用美国租金数据，Dekle and Eaton（1999）利用日本的数据分别证实了集聚经济的存在。


  就业增长模式也能为集聚经济的重要性提供间接证据。如果集聚经济使生产率提高了，那么生产率更高的区域增长速度将快于生产率略低的区域。Glaeser and others（1992）通过美国大城市总就业数据证明了这些影响。Henderson，Kuncoro，and Turner（1995）通过制造业的就业数据对这些影响作了更加精确的检测。


  经济学家一直在研究城镇化和地方化效率的传导机制。教育和培训可能是本地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外部效应最明显的例子。Rauch（1993）早期的研究将美国城市作为观察对象，在由工资决定的面板模型中分析了受教育程度对工资的外部效应，对Lucas（1988）的假设进行了检验。Moretti（2004）更深入地研究了这种分析，解释了各个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纵向和横向的差异。


  来自Moretti（2004）对美国教育溢出和生产率的分析得到了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来分析教育外部性的重要作用。此研究以全要素生产率及教育对单个工厂或企业影响的估计为基础。


  Arzaghi and Henderson（2006）通过对服务行业的研究证实了这些有关生产率的发现。他们对曼哈顿的广告公司进行了分析，证实类似企业聚集在一起所带来的网络机会，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生产率。


  有研究表明，在美国，初始人力资本较高的城市收入增长更快（例如，参见Glaeser and others，1992）。该发现和通过与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工人的相互流通而得到的传播的观点相同。


  由于缺少对工人之间相互流通的直接观察，经济学家只能对其有根据的一面进行研究：有关专利申请和专利发明奖的数据。专利申请表上写了之前专利持有者的地址和现在专利申请人的地址。这样，就可以对专利产生地进行研究，并对专利引用失效（企业和发明者之间距离的函数）进行分析（Jaffe，Trajtenberg，and Henderson，1993）。该研究清楚地证明了地理溢出效应在新知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


  社会学家和相关人员的人类学研究观察了人口密集地工人之间的相互流动。Saxenian（1994）通过对加利福尼亚州圣塔克拉拉县（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园（高科技技术长廊）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学家们的定量调查结果相符合。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



  学者通过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对前文所述的很多模型进行了修改、扩展和应用。这项工作的领军人物是Vernon Henderson及其合作者们。Henderson（1988）利用详细的产业统计数据估计了巴西集聚经济的程度和重要性。他发现，二次产业分类法（two-digit industry level）下存在有关外部规模经济的明显证据（在有些城市，单一产业占主导就意味着要素价格和人口是内生决定的，这是有很大局限性的）。Henderson的这项研究与Greenstone等人（Greenston，Hornbeck，and Moretti，2007）运用美国的数据所作的研究类似（但要比后者更简单）。近来，Henderson等人对巴西城市增长做了研究，Da Mata等人（2007）分析了30多年（始于1970年）来巴西123个城市的总量数据。他们利用城市层面的产出供求模型，估计了巴西城市规模的发展和十年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当地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当地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链接，对城市的增长率有明显的影响。劳动力素质和初始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明显影响经济增长，这拓展了Glaeser等人（1992）的结论。


  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韩国开始了其他有关集聚和生产率的直接研究。Henderson，Lee，and Lee（2001）发现韩国产业（包括运输业和传统行业）存在地方化经济。他们分五个大组分析了1983—1993年间23个韩国产业的城市数据，这期间韩国将经济活动从首尔分散到稍小一些的城市。他们通过估计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检测韩国城市中潜在的城镇化和地方化经济的重要性，对韩国的总量生产函数进行了估计。得出的结论证实了韩国产业中地方化经济的重要性，尤其是重工业和运输业。他们还发现机械业和高科技产业也存在明显的地方化经济，但在传统的制造业，地方化经济程度较低。Lee and Zang（1998）运用相同的数据来源通过不同的统计模型，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Henderson and Kuncoro（1996）在对印度尼西亚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印度尼西亚的许多行业都有显著的地方化经济，但城镇化经济并不明显。他们对工厂选址和中小企业的设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工厂更可能选择具有成熟的相同或相关产业工厂的地方。这些结果与Rosenthal and Strange（2001）对美国企业产生地所作研究得出的结果相一致。他们在文章中指出，企业家会积极寻找可以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的地方化经济和集聚经济。


  Deichmann and others（2005）通过分析整个国家工厂的选址情况，进一步加深了Henderson等人的研究。他们的统计结果证明了地方化经济的重要性和相同行业中已有企业对新企业选址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与现有供应商的后向关联对工厂选址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城镇化经济本身并不重要。


  基于这些统计结果的模拟分析，可以看出落后地区在吸引新经济活动上有困难。Au and Henderson（2006）运用285个中国城市的总量数据（分三类，运用大都市的详细GDP数据）估计了城市集聚对生产率的影响。与估计的一样，城市总生产率与城市规模呈倒U形关系。从估计结果来看，城市集聚的收益很高，说明因为中国实施迁移控制，大部分中国城市的规模没有达到有效规模。这些结果与Chen（1996）的研究一致。这项研究的政策含义可参考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CERAP，2007）中的研究。


  Mitra（2000）提供的来自印度的证据包括对过去16年间城市人口与州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分析。或许更重要的是Lall，Koo，and Chakrovorty（2003）对工厂层面数据的分析，他们运用1998年印度产业调查中有关新建企业的微观数据估计了超对数成本函数（translog cost function）的相关参数。他们分别对八个产业组和三种规模的工厂内四种不同集聚的成本弹性进行了直接估计。估计结果强烈支持城镇化经济在降低单位产出成本方面的重要性。该结果对所有产业和所有规模的工厂都成立。这一事实表明，城镇化经济可能也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小结



  如果只从发达国家更容易得到长期可靠数据来看，上述发展中国家数据的质量可能没发达国家高。但是，对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研究得到的量化结果与利用发达国家数据获得的结果一致。但Collier（2007）认为缺少来自像非洲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可比证据。


  城镇化和地方化确实可以提高生产率。当然，这可能是由于模仿成功的案例或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经济回报很高造成的，但Hausmann and Rodrik发现，模仿只会导致更少的企业家活动。然而，并没有系统性证据表明，穷国模仿的潜在收益比富国高。如同专利引用有关的证据表明的一样，更密集和更专业化的地方经济可能只会导致更多的模仿。


  当然，这些证据并没有说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相关讨论参见Henderson，2003a，2003b）。不仅如此，Fay and Opal（2000）指出，来自其他地方的证据也表明，城镇化并非足以使经济发展。然而，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工业化国家，都有大量证据表明，强化城市的地方化和城镇化特点确实能够提高生产率。


  城市的有效规模


  考虑到前文所述的大城市具有生产率优势，人们自然就会期望发展中国家通过提高产出和福利水平可以产生城镇化。城市规模由两种对立力量决定：一方面是大城市提高了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是消费者面临较高的租金和通行成本。那些正打算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工人在做出决策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城市的拥挤、污染和流行病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将变得“过大”，但不会大太多。因为通过改善公共卫生领域的技术和投资，可以消除一部分这些外部性。


  令人惊奇的是，很少有文献研究发展中国家城镇化水平的外部性，经济学文献就更少了。Kopits and Cropper（2005）分析了交通事故死亡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至今仍没有对交通事故死亡率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或交通事故死亡带来的外部性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作研究。相比而言，估计健康问题和传染病（如腹泻和肺结核）与整个国家城镇化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或估计水和卫生设施的可得性与城镇化之间的相关性比较简单。Evans（2007）指出，发展中国家城市贫民窟的婴儿死亡率更高；更多相关性调查可以在网上查询（如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库）。虽然这些相关性研究几乎没有提及因果关系，但学者们对结果的阐释仿佛它们存在因果关系。由于缺少权威分析，我们只能推断，在扭曲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这一点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未被定价的外部性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显著。所有国家都可以通过直接定价或间接征税（如财产税）减少这类扭曲。


  政府的显性政策又怎样呢？发展中国家的显性政策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发展城市，这干扰了经济的正常发展。30多年前Lipton（1976；还可参见其1993年的研究）就直接指出了城市偏见政策的不合理之处。扭曲的价格信号和国家贸易政策能提高城市部门附加值（附加值通过当地价格计算得出），为无效率的高城镇化水平提供了激励。抬高城市产品的价格而压低农村产品的价格，就让人们产生了这样的错觉：生产率优势来自城市。


  Becker and Morrison（1999）指出如何衡量这些价格扭曲或如何直接检测城市偏见的含义还不明确。但较为明确的是，在国际组织提倡实施结构调整政策20年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放开了价格，使本地相对价格越来越接近反映经济稀缺性的世界价格。实际上，世界银行1991年关于城市政策的专题报告表明，结构调整政策不仅消除了发展中国家城市虚假价格优势，也恶化了城市贫穷人群的经济状况。


  对消除相对价格扭曲的政策的争议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发展政策中的“偏见”，比如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原因扶持特定城市或区域的政策，仍将受到重视。


  学者们对城市体系进行观察后总结出一条引人注目的规律，即位序—规模法则（the rank-size rule），根据这一法则，在研究城市规模分布时，假定城市的序数与城市人口乘积一般不变。这意味着一国第二大城市的规模只有第一大城市的一半，依此类推。Dobkins and Ioannides（1998）、Rosen and Resnick（1980）和Soo（2005）证明在美国这种关系（一般说是一种乘积关系）长时间内表现得非常稳定。对这种普遍发现的许多解释完全是机械化的。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描述了产生这种模式的“虚无主义的和过于简化的”模型。Gabaix（1999）指出，如果预期人口增长率与其变动和城市规模（城市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相独立，那么城市规模分布就会遵循一个简单的乘积关系。Puga（1998）指出，19世纪跨空间流动的高成本和缺乏弹性的劳动力供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居住在古老欧洲大城市的人口要比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人口少。正如Puga所强调的那样，从长期来看，城市规模递增和递减的收益决定了城市的规模分布。例如，存在强烈外部规模经济的城市，其规模分布将会更加不均。然而，仍然不清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与城市规模分布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大量证据表明，政治变量会影响城市的规模分布。Soo（2005）对73个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进行分析，在解释跟城市顺序和规模有关的一个常见指数关系的偏离时，政治变量（专制政府、政治权利和自由变量、一国独立的时间）要比经济变量更加重要。


  Ades and Glaeser（1995）对一国经济生活中的“首位城市”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Ades and Glaeser考察了过去15年间在不同国家的共85座最大城市中的人口变动。他们的实证分析表明，现在独裁国家的“首位城市”的规模比民主国家的大45%左右；以前独裁而如今民主的国家的“首位城市”的规模要比那些完全没有独裁历史的国家的大40%左右。这些以及类似的结论经过了各种不同因果关系的检验。


  经济学家对城市“过度”集中问题的讨论，大都限于对发展中国家一个或少数几个城市的极端重要性的研究上（参见Henderson（1999）及其参考文献）。奇怪的是，极少或根本就没有评论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外部性的经验评估之上。


  过度集中可能是因为政府政策的鼓励。然而，很难查证权威政府通过哪种机制来支持特定城市或区域。这些机制包括对基础设施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简单检验，扶持城市放宽许可制度，给扶持区域分配更多的信贷，采纳支持官僚部门和国家资本投资的决策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政府政策中可能存在城市偏见，这不仅对农村地区有负面影响，对大多数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很不利。


  一些结论


  相关文献资料综述和分析揭示了城镇化与经济生产率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显著相关性。对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大量数据的分析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相对少量数据的分析都表明，产业地方化和城镇化促成的特定机制能够影响生产率。现有证据并未确切表明，城镇化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或是提高其产出和福利水平的充分条件，但它们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因果关系也很明显。


  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资源（劳动力和资本）集中于城市是城镇化进程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些要素流动代表了理性对稀缺性市场信号的反应，所以没必要担心城市的规模或规模分布。由于城市的外部性（如污染和拥挤）都未被定价，大城市圈的规模将会过大，但也不会太大。公众对公路拥挤的定价、对水供给及降低传染病几率的公共卫生投入的关注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从这个角度看，对没有外部性的城市贫民窟和低质量住房条件的担忧就不那么重要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困问题不能成为限制城镇化进程的借口。


  目前还不清楚的是，腐败和反民主政策在抑制或引导要素向城市流动和在城市间流动的重要性有多大。它们同时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依靠市场力量来决定劳动力和资本的空间分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样做也能提高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无疑会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抑制城镇化进程的明确的政策肯定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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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空间不平等和经济发展：理论，事实与政策


  苏库·金


  （Sukkoo Kim）


  Kanbur等人（Kanbur and Venables，2005a，2005b；Kanbur，Venables，and Wan，2006）指出，虽然在发展中国家的空间不平等程度还比较缺乏系统的证据，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这种不平等的国家存在于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这几乎已经成为共识，然而，政策制定者应该通过某种方式回应空间不平等。


  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空间不平等可能是有益的或有害的。如果从区域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专业化、规模生产的结果来看，它可能是有益的，因为生产力会提高。然而，如果它是由没有内化外部经济造成的不平等，那就可能不是最优的。在大型首位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空间不平等可能会产生各种社会弊端。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如果它导致跨地区的社会不平等，那么它也许不受社会欢迎。如果经济福利和政治利益的区域差异导致社会不稳定，那么它是破坏性的。


  是什么造成空间不平等？对其原因进行解释的证据的特点是什么？空间不平等的最优水平是什么？经济快速增长加大了空间不平等吗？空间不平等的增加是发展的需要吗？到什么程度是其上升的短期或长期现象？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国家的空间不平等增加了吗？政府通过做什么来提高或降低空间不平等？


  本章揭示了这些重要的问题，并对理论知识的现状、实证研究、针对空间不平等与发展的政策进行了回顾。Henderson and Thisse（2004）指出，虽然对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差异的研究仍停留在初级阶段，但出现了对空间集聚的一般原因的理论与实证的爆炸性研究。在建立空间集聚的微观基础理论上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实证方法计算能力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集聚经济实证证据的质量。


  理论创新继续决定着经济学的学术话语；实证研究对政策或理论很少有决定性影响。尽管近年来经验数据的数量已经大幅度增加，但政策更容易被学者的理论观点和对证据的主观权重的判断所影响而不是被系统的经验证据的积累所影响。因为没有成熟的经验记录理论可以快速进入政策话语领域，政策制定者必须意识到偏好经济领域的固有理论。为了能够评估学者们提出的政策的优点，他们必须了解经济地理学的发展的基本知识。


  政策制定者也需要认识到区域与城市空间不平等的相互依存性。由于区域和城市经济学领域分开发展，有关空间不平等的文献将区域不平等和城市不平等作为两个独立的现象加以研究。Fujita，Krugman，and Venables（1999）指出，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制定一个统一的区域和城市的理论是极其困难的，这是造成这种分裂的最重要原因。在极端的情况下，城市是统一大小的并均匀分布在各个区域，城市不平等在区域不平等的影响上是有限的。在现实中，无论城市的规模还是地理分布都是很不平衡的。


  在某种程度上，工业革命和城镇化齐头并进，南北核心区域和外围区域的崛起可能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南北区域的收入和工业结构存在差异，伴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北方比南方发展得更快。在更多区域层面上，Cronon（1991）认为，19世纪末，芝加哥市如果没有一个富饶的农村腹地，那么它成为美国中西部的商业中心将是难以想象的。相反，对于一个给定的人口总量，城市规模经济的程度可能影响城市的数量以及它们跨区域的地理分配。Kim（1995，1998，2007a）认为，在美国，当区域不平等上升时城市密度明显增加，当区域不平等下降时城市密度降低，这可能不是一个巧合。


  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关于空间不平等的证据，它即使不是不可能但也是很难被评估的。有关空间不平等的重点问题方面和对测量方法的研究有很大差别，这两种通常是不可比较的。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问题更严重，研究者必须进行调查而不是使用政府人口普查数据。虽然总结这些文献极具挑战性，但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主题。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空间不平等的动态性质；他们必须能够评估对外贸易对空间不平等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了解在空间不平等方面政治制度的作用。


  本章的结构如下。下一部分回顾了区域与城市空间不平等理论的最新进展。除了研究空间集聚的标准理论，也注重分析了贸易和政治制度对空间不平等的影响。第二部分回顾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域和城市空间不平等的证据。第三部分概述了来自空间不平等相关文献的政策影响和教训。最后一部分总结了研究的结论，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空间不平等理论


  从理论的角度看，空间差异是由企业和家庭的所处位置决定的。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来确定位置，家庭根据就业最方便、效用最大化来确定位置。在企业和家庭普遍关心区域和城市的环境质量问题时，被广泛接受的可以通过统一的方式决定区域与城市的选址决策的空间位置的一般理论并没有出现。（参见Fujita，Krugman，and Venables，1999；Fujita and Thisse，2002；Berliant，2007。）Kim and Margo（2004）认为，经济地理学分为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两个领域。


  基于中心地理理论的传统的区域科学模型采用的是一个区域城镇化的视角，但是，由于缺乏严谨的理论基础，这些模型是不足信的。[1]在某种程度上，区域模型主要是基于国际或区际贸易的模型。


  虽然没有贸易交流的区域（国际）化城市是不可想象的，但国际贸易的相关文献研究了这样一个完全没有出现过的城市。[2]城市模型缺乏区域选址决策。在经典的亨德森模型中（Henderson，1974），城市只是规模不同的岛屿。忽略位置的城市规模的分布的研究，形成了城市经济学家研究的一个重要议程。


  经济地理学的各种理论提供了有关空间不平等的不同的因果解释并引出了对付不平等的不同的政策反应。在模拟不断增长的回报中的理论创新，已经导致了许多传统概念的形式化，比如马歇尔外部性（技术外溢，劳动市场共享，获得贸易中间投入）和领域的外部性（前向、后向联系和市场规模），这也阐明了空间集聚和扩散力。在一般情况下，由马歇尔外部性和区域外部性得出，空间不平等是集中与分散力量平衡的结果。从区域的角度看，地理集中的集聚力是先天的优势，在交通和通讯上的高成本导致生产要素和产品方面的离心力是不变的。从一个城市的视角看，就是在拥挤成本的情况下集中新的土地供给得到固定结果所需要的成本。城市集聚导致住房和通勤成本以及由大的犯罪、污染和疾病造成的成本增加。


  除了呈现区域差异理论，本节探讨了空间不平等的全球化和贸易的影响、空间不平等制度的影响以及家庭不平等和空间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它解决了三个重要的问题。首先，国内外贸易对确定企业和家庭位置的影响力是相同的，市民很少以类似的方式看国内外贸易对经济的影响。其次，政府机构的区域差异可能影响区域不平等。政治和财政权力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间的分配可能对城市的不平等产生影响。第三，家庭收入不平等是政策制定者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了解空间不平等对于了解家庭收入不平等是十分重要的。


  区域不平等理论



  两类区域经济学模型在处理区域差异上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第一类模型基于标准的新古典假设，即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政府的作用是限制影响商品、劳动和其他要素流动的基础设施投资。[3]政府也许没有能力去影响源于技术或资源的比较优势的向心力，但它也许可以通过降低要素流动来减少商品的流动进而提高区域专业化或不平等程度。


  第二类模型基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地理的新模型”，政府干预的潜在作用明显，主要有三个原因。[4]第一，由于“因果累积”存在潜在力量，小的补贴可能有显著的一阶效应。[5]第二，由于个人设施的收益递增性质，增加商品、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对空间不平等有重大影响。第三，因为市场均衡分配在这些模型中是低效的，所以没有政府的干预，市场不会达到最佳水平的空间差异。


  当规模报酬递增来源于前向和后向联系，而不是生产上的市场规模和内部规模经济时，有可能得出一个地理集中的倒U形模型，在模型里，区域不平等先升后降。[6]前向联系体现在，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提供了积极的外部性使生产增加。后向联系体现在，下游企业向上游企业提供了积极的外部性使生产增加。当劳动力不变时，最后货物的运输成本的初始下降导致地理集中和区域差异；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区域不平等会下降，制造公司的位置会更加分散。[7]因此，至少在原则上，大大降低了最终产品在一定条件下的可能运输成本，导致区域不平等长期减少。


  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些地理学上的标准化模型证明了在发展中国家对了解区域不平等没有足够的引导。这些模型大部分是静态的，没有包含经济活动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结构转变，而这是发展的一个标志。Puga（1999）指出，区域不平等的程度被制造企业从农业部门招聘职工的能力所限制。因此，集聚的潜力主要取决于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Murata（2002）指出，区域不平等的程度可以由消费者支出模式约束。[8]随着经济活动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区域不平等普遍上升；这种转变的程度也许取决于消费者在制造业增加支出股份的速度。


  城市不平等理论



  城市不平等和区域不平等是高度依存的。尽管城市不平等模型标明了区域不平等，但城市不平等在很多方面影响着区域不平等。首先，如果城镇化率存在地区差异，那么城乡工资差距会导致地区间的不平等；这种提高可能有助于区域不平等的增长。第二，如果区域拥有不同类型的城市，在不同产业的专业化可能会导致地区间的不平等。第三，城市规模分布影响区域不平等。如果城市大小均匀，城镇化可能对区域不平等的影响有限。但是，如果城市的大小不一致，城市不平等可能会对区域不平等有很大的影响。例如，首位城市或几个中心城市人口份额显著集中，将会导致地区间的不平等。减少城市首位的重要性的政策可能带来更大区域的平等。


  城市不平等理论和区域不平等在一个重要方面不同：土地处理。虽然对要素的区域性固定通过限制集聚经济约束了区域不平等，城市规模及不平等的最重要的限制因素是土地成本。为了利用集聚经济，企业和工人集中在同一个城市，它们抬高了土地租金。[9]最优城市规模是由集聚经济和拥挤成本之间的平衡来决定的。


  在Henderson（1974）的传统城市系统模型中，马歇尔外部性的向心力与土地租金、通勤成本的离心力的平衡决定了城市的规模分布。由于外部性被认为是特定于行业的（地方化经济），一个从事单一产业的城市和它的大小是由其马歇尔外部性强度来决定的。从这一理论视角来看，如果地方化经济在一些行业是特别强的，城市不平等可能上升；如果拥挤成本相对集聚力量更显著，城市不平等可能会下降。


  在近些年的城市模式中，Abdel-Rahman and Fujita（1990）指出，依据城市规模分布相似的结果来看，向心力从马歇尔外部性变为斯彭斯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类型的外部性，在他们的模型中城市规模和薪资与各种中间投入成正相关。与Henderson（1988）的模型不同，城市没有达到最佳规模。如果力量溢出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是有意义的且集中于少数行业，那么城市不平等可能会上升。


  这两个模型提出了城市专业化或不同产业的多元化的不同动机。在Henderson（1974）模型中，马歇尔外部性的性质决定了城市的类型。如果外部性是地方化的类型（具体到特定行业），城市很可能是专业化的；如果外部性是城镇化的类型（具体到城市），城市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在以斯彭斯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艾泽经济外部性为基础的城市模型中，Abdel-Rahman（1996）指出，城市专业化与多元化程度可能是一个关于城际运输成本的函数。当城市间交通成本低的时候，开始城市专业化，以便通过集聚经济获得大量多样的非贸易性投入；当城市间交通成本高的时候，城市开始多元化，目的是降低交通成本。因此，正如对区域专业化一样，城际交通和地方拥挤成本对城市专业化的影响也可能是有限的。


  像区域不平等的标准模型一样，这些城市不平等的模型对发展中国家城市不平等的政策制定者的引导是不够的。除了Puga（1998）的模型外，其他模型没有考虑农村和城市的相互作用或对由农村农业向城市制造业或服务业转变的结构调整的思考。因此这些城市模型与有关发展的经典城市模型并不衔接，比如Lewis（1954）及Harris and Todaro（1970）的模型。Lewis（1954）假设来自农村地区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弹性供给刺激了城市工业的发展。Harris and Todaro（1970）认为农村到城市的移民现象是由政策决定的城市最低工资所引起的。如果移民们没有在正规部门获得工作，而且在非正规部门失业，这可能会导致移民后的不良后果。


  在上述的标准模型中，城市—农村工资缺口决定于集聚经济和不经济的力量对比以及运输成本。在Harris-Todaro（1970）模型的基础上，Rauch（1993）针对城市—农村工资差距产生的原因提供了不同的理由。在他的模型中有两个城市部门（正规的和非正规的）以及一个农村部门。工资在城市正规部门最高，在城市非正规部门最低。如果城市预期收入较高，一个农民工将迁移到城市；如果他们从事之前的工作，他们会过得更好。劳动寻找过程的不确定性，也许有助于产生城市—农村工资差距。


  Rauch指出，在Kuznets（1955）的说法里，城市不平等可能遵循倒U形曲线。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当人口主要在农村时，农村收入相对较低。因此，农村经纪人愿意冒着在非正规部门不充分就业的风险，以期待在城市正规部门工作取得更高的工资。因为在正规和非正规的城市部门工作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比在正规的城市部门工作和农村工作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要高，初始城镇化的增加使收入不平等增加。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减少，城市—农村工资差异下降，城镇化速率也下降。农村经纪人不愿意承担非正规部门就业的风险，收入不平等下降。


  贸易和空间不平等



  全球化可能会增加或减少空间不平等。原则上，如上所述，对空间不平等的影响是和国内贸易一样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些地区可能在对外贸易方面比在其他方面可获得更多的利益，国际贸易可能会增加区域空间差异。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看，除非区域和其城市有相同点暴露出相同的贸易和比较优势，对外贸易可能增加空间不平等。有自然资源出口或自然优势的地区和城市，如接近河流、海岸和运输网络，可能从对外贸易中获益，而那些在偏远的地区则不会。


  从规模报酬递增的角度看，由于一些地区可能会获得外贸收益递增的好处，而另一些地区可能仍然更加依赖国内贸易，因此空间不平等很有可能上升。Puga and Venables（1999）指出，在一定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自由化可以在连续区间减少区域与城市空间的不平等。[10]最初，产业集中在一个地区。当这个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工资差异拉大时，产业转移向另一个贫困地区。随着集聚经济的产生，移民将集中在这些地区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过程的继续，更多的贫困地区将加入。Puga and Venables发现，进口取代政策（关税增加）和贸易自由化（关税减少）都可以用来吸引不发达工业区，但在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的福利水平更高。


  使用一个简单的三区位模型（两个国内城市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Krugman and Livas Elizondo（1996）指出国外贸易也许也会减少城市差异。在他们的模型中，城市力量不平等（后向和前向联系的向心力）抵消了通勤成本和土地租金的离心力。当关税非常高的时候，稳定的平衡是指一个首位城市的制造业的集中。在国内企业和工人集中的背景下产生了足够强大的、后向的联系可用来抵消城市拥挤成本。当贸易自由化时，向心力减少，导致制造业分散到其他城市。贸易自由化导致大的城市减少，并促进了城市平等。


  机构和空间不平等



  机构不仅影响着增长和发展的问题，也影响着空间不平等。当今许多学者都关注着机构对国家发展和增长的影响（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Acemoglu，Johnson，and Robinson，2001，2002，2004），但是机构质量的区域差异也许也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如Banerjee and Iyer（2005），Kapur and Kim（2006），Bruhn and Gallego（2007），Kim（2007b）所说。决定权力、联邦财政资源在州和地方政府间分配的政治机构，在决定空间差异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Henderson，2002；Kim，2008）。


  学者们对为什么国家和地区拥有不同的机构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它们涵盖了历史事件（North，1990）、要素禀赋（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气候和本地人口密度（Acemoglu，Johnson，and Robinson，2001，2002）。即使这些差异已被消除，但一个国家内部很多区域机构的差异也许很难维持在国际水平。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如果在城市中产权更容易建立和维护，那么政治体制可能有助于扩大城市不平等，在这些城市里，人们可以利用法律体系。如果靠近首位城市更容易保护自己免受暴力的威胁，使非法贿赂更容易隐藏或更容易获得信息和通信，那么政治腐败和不稳定也许会促进首位城市的城市差异。在一个简化的模型中，Ades and Glaeser（1995）指出，与民主制国家相比，独裁制国家政治至上的收益可能会更大。


  联邦制（联邦、州和当地司法管辖区的政治权力平衡）也会对空间差异有很大的影响。直到20世纪下半叶，美国联邦政府比较薄弱，它将重大的政治权力交给州和地方政府。Kim（2008）指出，这种美国式的联邦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有助于空间平等。[11]相比之下，Sokoloff and Zolt（2006）指出，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来源于有着强大联邦政府但地方政府薄弱的殖民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拉丁美洲风格的联邦制可能导致显著的空间不平等。


  家庭收入不平等对空间不平等的影响



  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利益的最重要的主题是收入不平等，但是很少有关于空间不平等和家庭收入不平等潜在关系的讨论。理论上，如果不平等的上升只发生在区域内部，那么在没有区域不平等的情况下家庭收入不平等会增加。实际上，空间不平等的增加可能有助于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增加。


  确实，Kuznets（1955）认为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倒U形曲线中存在一个强大的地理因素，并启发Williamson（1965）提出了区域不平等的倒U形模式。


  Kuznets认为，经济结构从农业到制造业的转变使得家庭收入不平等随着发展而上升。Kuznets确定了增加家庭收入不平等的两个因素。首先，储蓄不平等的上升，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收入不平等。其次，因为从事城市制造业的家庭收入不平等高于从事农村农业的，所以根据产业分解认同的逻辑，产业转移导致了更高的收入不平等。Kuznets认为，随着经济的成熟，经济增长的动力会成为影响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力量。这些机制包括各国政府减少富人的储蓄积累；人口因素，如移民，减少了顶端收入；资本主义的民主本质，有利于扩大创业队伍；收入，逐步转移到服务业。


  Lindert and Williamson（1985）讨论了一些与长期收入平等相关的因素。最有趣的是以下的人口理论。Lewis（1954）指出，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工人劳动力供给的高弹性抑制了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在工业初期，移民导致了高生育率、低婴儿死亡率，也可能降低了非熟练工人的工资。随着技术工人的收入增加，收入不平等也增加。后来，随着工业革命的成熟和每个劳动力成员的技能水平的上升，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均等化，收入不平等下降。


  注释


  [1]Christaller（1993）和Losch（1954）的中心位置理论试图解释城市和农村市场的乡镇的层次。它不是基于企业和家庭的行为的最优化和均衡的经济模型，而是一个有用的描述性的分类方案，正如Fujita，Krugman，and Venables（1999）所指出的一样。）


  [2]由于基于比较优势的新古典模型不能很容易地适应城市的形成过程，国际和区际贸易模型通常不标明城市。Starrett（1974）表明，区域分工、城市和贸易在标准的新古典假设下不能产生均衡的结果（参见Fujita and Thisse，2002）。）


  [3]贸易的两个重要新古典模型，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基于比较优势的区域不平等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在李嘉图的模型中，区域比较优势来源于不同的技术；在赫克歇尔的模型中，其源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如果商品流动但要素不动，两个模型都预测基于比较优势区域空间不平等会上升。在李嘉图的模型中，如果一个地区拥有绝对的技术优势，工人将在经济一体化前后获得更高的工资；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意味着收入的地区差异只能在区域产业结构差异中产生。如果要素是流动的，所有的工人都将迁移到有绝对优势的地区，导致区域趋于相同。）


  [4]这些模型，通常与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有关，包含五个基本成分：公司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通常是斯彭斯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贸易成本（萨缪尔森的“冰山的形式”，商品因距离融化）；内源性的企业定位；最重要的是，需求的内生位置（Spence，1976；Dixit and Stiglitz，1977；Samuelsen，1952）。根据前面所述和Mayer（2004）所说，前四个因素引起国内市场的集聚经济效应；最后一个成分，需求的内生位置，创造循环的导致周边核心地区出现最初的对称区域的因果关系过程。Krugman（1991a，1991b）模型包含两个区域（南和北）、两种产品（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农产品是在同质产品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制造业产品是在有区别的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条件下生产的产品。生产的唯一投入是劳动；农业工人是固定的，而制造业工人是流动的。农产品的运输成本是不花钱的，那些商品的制造成本是昂贵的。当制造业产品的运输成本高的时候，区域是对称的并且制造分散在这两个地区。随着运输成本的提高，制造业集中在一个地区（北部），其他地区（南部）成为农业外围地区。道理很简单，北方制造业工人的集中造成更大的市场，由于规模经济，这反过来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5]因为模型通常包含多个平衡点，对一个给定的区域的工业产业的补贴造成的轻微的扰动可能会戏剧性地增加空间不平等。即使两地区最初是相同的，通过税收补贴给予一个地区微弱的优势，可能引发地区间空间不平等急剧上升。因为报酬递增，在理论上累积的因果关系会使得外围地区崛起（Krugman，1991a，1991b）。这种假设缺乏实证的支持。）


  [6]参见Krugman and Venables（1995），Venables（1996），Puga（1999）的论文。Puga（1999）介绍了该模型的最基本的版本；Krugman and Venables（1995）、Venables（1996）的这两篇论文是派生的特殊情况。Puga的模型和Krugman（1991）的模型类似，它有两个区域、两种产品（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农产品是同质的，在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用劳动和土地进行生产，土地是不动的，农产品自由流动。在众多品种里，消费者对不同品种有斯彭斯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偏好。产品随着规模经济而产生，在相同的行业既可被用作最终消费品也可被用作中间产品，正如Ethier（1982）所说。在Hirschman（1958）看来，这个说法体现了前向和后向相联系。）


  [7]如Puga（1999，p.324）所写，在贸易成本较高时，企业想在最终需求所在地建厂，所以它们在地区间分裂。在贸易成本中等时，企业群聚以利用成本和需求之间的联系。然而，没有区域间劳动力流动，集聚形成了工资差异。在贸易成本较低时，企业想要获得便宜的可流动要素，所以它们又分布在各个区域。）


  [8]Murata的模型，通过引入消费者偏好和恩格尔定律，将结构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消费者的需求从农产品转向制造业产品。在这个模型中，工业化前是否经济是通过抑制区域间运输成本定义的。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与行业的发展，制造业产品的市场份额上升，同时消费者的购买力随着价格的下降而上升。最初，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低（由于低集聚经济），制造业仍然是分散的。随着运输成本继续进一步下跌，在制造业中的支出份额的增加导致集聚力更大，足以创造一个核心外围模式。）


  [9]Duranton and Puga（2004）基于经济的共享、匹配和学习，列出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城市集聚经济种类的清单。共享类包括共享不可分割的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品种多样化的收益、来自个体专业化与风险的收益等。匹配类包括提高匹配的质量和机会。学习类包括知识的产生、扩散和积累。）


  [10]Puga and Venables（1999）的模型是在Krugman and Venables（1995）和Puga（1999）的收益递增模型下建立的。）


  [11]随着宪法的签署，美国形成了一个比较薄弱的联邦政府而不是强大的政府，并且强调国家权力。在1850—1900年之间，由当地政府来控制政府支出。在20世纪，州和联邦政府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重要。Kim（2008）指出，美式联邦制依然给地方和州政府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空间不平等的证据


  区域与城市空间不平等的证据显示什么？该部分首先简要阐述了区域和城市空间不平等的测量方法，提出了有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区域空间不平等、城市空间不平等、区域与城市空间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以及其长期趋势的证据。最后的三部分是有关贸易影响的实证证明、空间上的不平等制度、家庭收入不平等和空间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测量空间不平等



  Krugman（1991a）指出，区域基尼系数是最简单和最广泛使用的用来测量区域不平等的指标。就像基尼系数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区域基尼系数反映了地理活动集中的程度。[1]Ray（1998）


  近年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替代措施。Ellison and Glaeser（1997）认为如果一个行业包含少数几个规模较大的公司，那么，它可能会随机地在地理位置上集中，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用来修正产业的规模经济的替代措施（参见Maurel and Sédillot，1999）。由于区域单位是地理上粗略观察的单位，Duranton and Overman（2005）开发了一个采用欧氏距离对每对场所之间进行距离测量的方法。Brülhart and Traeger（2005）建议使用熵指数测算，因为它可分解为区域内和区域间两个成分。


  为了测量城市不平等，学者专注于研究城市生产力和规模分布。由于工资和生产率通常是与城市规模成正相关，所以工资和生产率的差异可以测度城市不平等。城市不平等也经常利用城市规模等级分布来测量。首位城市或者大城市的人口集中情况，经常被用来衡量城市不平等。遗憾的是，没有措施把城市不平等与区域不平等联系起来测量。


  区域空间不平等的证明



  总结区域不平等的研究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它们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如衡量地理集中和地理单元的指标，以及它们的理论依据和实证规范。此外，若没有类似于城市不平等（见下文）或家庭收入文献中对国际面板数据进行的分析，通过多个国家给出构造区域不平等的措施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区域不平等的相关文献以特定国家的研究为主。


  由于缺乏可靠的统计数据，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证据通常是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也许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情况下，数据质量差、差异大，不同国家的空间不平等数据差别很大。相比之下，虽然空间不平等水平有重要的差异，但在许多发达国家空间定位的产业模式是非常相似的。


  发展中国家的区域不平等


  发展中国家的空间不平等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模式是它的多样性。在发展中国家，国家特定的地理和政治因素在塑造空间不平等模式上起到了不成比例的巨大的作用。[2]


  在中国和墨西哥等多元化的国家，空间不平等趋势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波动，这种情况持续到了20世纪末，在那时这两个国家的不平等急剧上升。在“大跃进”和大饥荒时期（1952—1960年），中国的不平等有明显的上升，在恢复期下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上升（1967—1976年），在农村改革时期再次下降。Kanbur and Zhang（2005）指出，随着分权改革，不平等上升，并在1984—2000年时期国际贸易大幅度上升。Knight，Shi，and Renwei（2006）等人指出，在这段时间，家庭收入和工资不平等情况也有所上升。


  Rodriguez-Pose and Sanchez-Reaza（2005）指出，在1970年，墨西哥南北区域差异是相当高的，在1970—1985年之间有所下降，在1985—1990年之间大幅度上升。当墨西哥政府将提高贸易壁垒作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一部分时，工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墨西哥市。Hanson（2007）指出，随着贸易自由化，工业活动转移到美国—墨西哥边境。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美国高收入的实现得益于贸易消退和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的增加。


  许多国家区域内的不平等和区域间的不平等同样显著。Forster，Jesuit，and Smeeding（2005）等人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区域不平等在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俄罗斯有所上升，俄罗斯最高，波兰最低。数据表明不平等主要来自区域内不平等而不是区域间不平等。在厄瓜多尔、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社区或区域内的不平等与社区或区域间的不平等是一样重要的。Elbers（2005）和其他一些人发现，在这些国家各社区之间的不平等有相当大的差异，而且地理位置是地级不平等的一个很好的预测指标，甚至是在对一些基本的人口和经济特点进行控制之后。


  Azzoni，Menezes-Filho，and Menezes（2005）等人指出，在一些国家，比如巴西，区域间差异很明显，在1981—1997年之间有所下降；在其他国家，区域间的不平等稳定在相对较低的水平。Escobal and Torero（2005）指出，在秘鲁，用支出和文盲率测量的区域不平等是比较低的，并在1972—1993年之间保持较低水平。Balisacan and Fuwa（2006）指出，菲律宾的区域空间不平等似乎在1985—2000年之间下降，Friedman（2005）指出，印度尼西亚的该指标在1984—1999年之间下降，Naude and Krugell（2003）指出，南非的该指标在1990—2000年之间下降。


  发达国家的区域不平等


  发达国家区域空间不平等的跨国证据是明显且一致的，空间不平等的主要来源是产业集中的地理差异。因为比起食品、电气机械行业，有些行业，如纺织业，在地理位置上更集中，空间不平等是由集中的产业的空间变化引起的。其他产业，如农业和采矿业，往往有助于空间不平等（因为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匀）。相反，大多数服务业，尤其是那些服务于当地市场的，往往有助于减少空间不平等。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美国的区域不平等是长期倒U形的情况，尤其是在制造业。Kim（1995）发现，美国一些地区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专业化和不平等加剧。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定位模式得到了类似的结果。Kim（1995）发现，制造业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之间变得更加地方化，但在20世纪下半叶变得更加分散。[3]在每一个时间点，传统的低技术产业，如纺织、服装和烟草，比中高科技产业，如电力和运输业，更地方化。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从低技术含量的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变有助于制造业的扩散。


  对于经济总量，有一些针对早一点达到顶峰的倒U形模式的证据。Kim（1998）调查了所有部门的地区专业化的模式（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农业上作物的区域专业化随时间攀升，但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经济活动转变推动了区域产业结构的收敛。北方专业于制造业，南方专业于农业，南北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导致了大约一半的工资区域差异。工资区域收敛与产业结构区域收敛明显相关。


  最近的一个时期，Ellison and Glaeser（1997）指出，即使控制了植物的分布规模和地理区域的分布规模，但产业选址仍是大多数产业普遍存在的。在四位数行业，他们发现如烟草、纺织、皮革等产业是最地方化的，而像家具和设备制造业，造纸、印刷和出版业，煤炭业，石油业，橡胶和塑料业，石料、黏土和玻璃业，工业机械业和工具制造业，是分散的。尽管Ellison和Glaeser用的指标不同，但他们所发现的产业地方化模式都与Kim（1995）发现的相同。在更高的总水平上，Holmes and Stevens（2004）发现，采矿业是最地方化的，其次是建筑业和制造业；服务业，如批发、零售贸易、金融、保险、房地产，是最少地方化的。服务业的增长也可能导致收入的跨区域的大融合。


  产业地方化模式的表面稳定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掩盖了空间经济的动态特性。新企业产生，老企业倒下，现存企业扩大、开新厂，或者合并、关闭旧厂。Dumais，Ellison，and Glaeser（2002）指出，地理集中度从1972年的0.039下降到1992年的0.034（由Ellison-Glaeser指标测量）。在这一时期，植物的生命周期的变化对美国制造业地理集中度的变化有着极大的影响。在20年的时间里，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建立在远离工业中心的地方，新公司的产生解释了地理分散四分之三的原因。由于周边企业倒闭率更高，企业的倒闭增加了地理集中程度。


  Duranton and Overman（2005）指出，英国的地方化程度取决于定位的计算方法。用Ellison-Glaeser方法测量，英国有94%的产业是地方化的；用距离来测量，他们发现，51%的行业是地方化的，26%是分散的，23%没有显著偏离随机性。四位数行业水平的产业定位模式在英国与美国略有不同。纺织业、出版业、仪器制造业、电器业是最地方化的，而食品业和饮料业、木材业、石油业、矿产业是最分散的。Crafts and Mulatu（2006）发现，英国的产业定位和区域分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都保持着相对稳定（1841—1911年）。[4]


  Maurel and Sédillot（1999）用一个经过略加调整的Ellison-Glaeser指标调查1993年法国的地理集中趋势。他们发现在四位数行业水平的产业，27%是非常地方化的，23%是适度地方化的，大约有一半集中度比较低。最地方化的产业是采掘业（如铁矿石，煤炭，造船）和传统产业（如皮革，纺织，印刷和出版）。最少地方化的产业是汽车、录音及音响设备、农业机械、电子元件、橡胶制品、建筑金属制品、有色金属。令人惊讶的是，Maurel and Sédillot发现美国和法国产业定位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0。主要不同在于家具和运输业在美国区域化严重。印刷业和出版业在法国区域化严重。


  Midelfart-Knarvik and others（2000）为欧洲1970—1995年整个时期的区域差异和产业定位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总结。与美国相比，欧洲展现了较少的区域专业化和不平等，欧洲的行业一般都比较分散。然而，令人惊讶的是，Puga（2002）指出，欧洲的人均收入的区域不平等较高，其原因尚不清楚。


  欧洲地区的工业不平等的趋势似乎与这些地区的收入不平等有所不同。在很多欧洲国家，产业结构融合在20世纪70年代，扭转这一趋势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明显分歧。欧洲在1950—1980年之间地区人均收入均衡，在1980—1995年之间停止收敛。Puga（2002）指出，当区域收入分解更详细的时候，区域不平等关系在1980—1995年之间明显扩大，但这个不平等被国家间的收敛性稳定了下来。


  Midelfart-Knarvik and others（2002）发现许多行业的位置在1970—1995年之间变化显著。许多慢增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分散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外围低工资的地方变得更集中化。大约一半的地理集中的产业仍然集中，但高增长行业的中等或高等技术产业在整个欧洲变得更加分散。在美国，服务业一般比制造业更分散，所以，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变为欧洲区域不平等的降低做出了贡献。


  城市空间不平等的证据



  城市不平等的一个最基本的检测标准是城市—农村工资差距。由于城市工资一般高于农村，城镇化在城市与农村以及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的工资和收入上导致了空间不平等。从众多的研究中总结证据以估计城镇化经济水平，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推断，生产力提高3%~8%，城市规模会扩大一倍。Glaeser and Maré（2001）发现，美国城市工作者比农村工作者多获得1/3的收入。Wheeler（2004）和Kim（2006）也发现城市工资高。


  鉴于这些研究结果，最近在非洲城市的经验出现了一个难题。Fay and Opel（2000）指出，因为城市伴随着更高的工资和生产力，城镇化通常伴随着收入的增长。[5]然而，在1970—1995年之间，非洲的人均GDP一年降低了0.66%，而城市人口一年却增加了5.3%。非洲城镇化是由非经济因素所致，如战争、种族冲突及城市生活差异，而不是由城市经济集中或更高的生产率所致的吗？


  Fay and Opal（2000）提出，非洲的城镇化水平并不完全等同于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他们指出，因为非洲是在殖民时期开始城镇化的，最近的城镇化没有增长，这可能由一个追赶假说解释。Kessides（2005）也认为，非洲的城镇化是不过度和不均衡的，但某些地区的城镇化（如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中东，北非，南亚）似乎与工业化只有一点点关系。在这些地区，城镇化似乎是被非正规的服务业部门的增长所推动的。


  Barrios，Bertinelli，and Strobl（2006）发现，人们从农村到城市，不是城市的工作将他们拉过来的，而是农村的工作将他们推过来的。1960—1990年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村缺乏降雨，抑制了农业生产，使得农民进入城市。McCormick and Wahba（2003）发现，返回的国际移民将更多的储蓄带回埃及城市而不是农村，进一步扩大了空间不平等。


  人口城市规模的分布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衡量城市空间不平等的替代措施。[6]当人口密度集中在国家少数几个大城市时，城市不平等严重；如果在大小城市都有集中人口，不平等就会降低。然而估计结果对城市的定义是敏感的。Rosen and Resnick（1980）发现，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分布规模有利于小城市；城市不平等在大多数城市似乎不严重。然而，有一些证据表明，城市不平等在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Soo（2005）发现，在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约旦、肯尼亚、韩国、马来西亚、摩洛哥、莫桑比克、沙特阿拉伯等地区分布明显偏向于大城市；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例如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英国和美国，分布明显偏向于小城市。


  在发展中国家以首位城市对城市不平等进行测量所得的不平等可能更高，并且它的关系可能不是线性的。Wheaton and Shishido（1981）研究的城市集中在38个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他们基于两种不同的测量方法——Hirfindel指数和城市首位，得出的结论为大都会城市占人口总数的70%。他们发现人均GNP开始上升，直到人均收入超过2000美元，城市不平等才开始上升，在这之后，它又开始下降。Rosen and Resnick（1980）指出，城市不平等可以通过城市的大小分布和各种各样的首要措施进行持续测量。


  区域化与城市经济结构的比较



  Alexandersson（1959）和Bergsman，Greenston，and Healy（1975）指出，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城市发展与区域发展息息相关。城市在少数可识别的产业高度专业化，进而形成它们的出口基地。在1970年，Henderson（1988）基于229个美国工业公司的聚类分析，发现了汽车、纺织品、食品加工、飞机、服装、钢、皮革、机械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城市专业化的证据。Black and Henderson（2003）在1992年运用两位数的行业将城市专业化进行分类。他们发现，大概有65%的当地劳动力明显地从事“非贸易”活动，剩余的劳动力专门从事55个不同行业，已经形成市场中心的大城市则更加多样化。


  同一个区域的城市更可能从事相同的产业。Henderson（1988）研究的所有12座汽车工业化的城市都位于东、北、中部，6个以纺织为主的城市都在南部各州。Kim（2000）通过美国早期（1880—1920年）工业时期的数据发现，特定区域的工业化城市在同一工业上专业化，表明了城市间的强区域位置关系。然而，在任何给定的区域，越大的城市专业化程度越高，并且在贸易行业有着不成正比的就业率，这些大城市担当了此区域的金融贸易中心的角色。


  区域和城市空间不平等的长期趋势



  空间不平等水平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基于小的跨国样本，有一些关于空间库兹涅茨曲线的证据：区域与城市空间的不平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然后随着它们的成长和成熟而减少。Williamson（1965）发现，比起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有着较高的区域收入不平等。Wheaton and Shishido（1981）指出，城市集中的顶峰约在2000万人口，年人均收入上升到2000美元（按1976年美元计算），但随着收入的增长超过这一水平，城市开始分散。运用更大的国家面板数据，Henderson（2002）猜测，首位城市人均收入上升到5300美元，近似于1990年世界人均GDP，在此后开始下降。


  基于城市规模分布的研究似乎表明，在城市不平等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城市生长和发展经常发生（Gabaix and Ioannides，2004）。Eaton and Eckstein（1997）研究了工业革命时期法国和日本的城市分布规模。尽管城市工业化大量增加，但在这两个国家的城市等级规模分布仍保持稳定。Eaton and Eckstein认为，因为所有的大小城市似乎同步增长，它们最初的人口比例展现了工业化的驱动力。Dobkins and Ioannides（2000）发现美国在1900—1990年期间有类似的结果（参见Black and Henderson，2003）。发展中国家类似的研究没有出现。


  贸易和空间不平等的证据



  要证明对外贸易对国内区域与城市不平等的影响是复杂的。尽管需要更多的证据，但似乎有一些证据已经表明，贸易开放有助于提高区域不平等。Kanbur and Zhang（2005）发现，近期中国不平等的大幅增加可能部分反映了贸易增长；Rodriquez-Pose and Sanchez-Reaza（2005）也在墨西哥发现了相似的证据。


  基于来自5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Kanbur and Venables（2005a，2005b）认为，近年来，在发展中国家，贸易不均匀的空间影响和全球化在对区域和城市空间不平等的增加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认为，除了地理隔离外，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遭受了不公平的分配，公共服务和政策限制了落后地方人们的自由迁移。


  众多学者觉得，非洲的发展明显受到地理隔离的影响。事实上，许多非洲国家是内陆的和孤立的，具有崎岖的地形，高运输成本阻碍了贸易和生产活动。[7]


  一些证据似乎表明，至少从首位城市的测量来看，开放的贸易减少了城市的不平等。基于85个国家和5个案例研究的面板数据，Ades and Glaeser（1995）发现，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增加了首位城市，贸易的开放和交通运输发展了首位城市，Krugman and Livas Elizondo（1996）也这样认为。利用85个国家1960—1990年的面板数据，Henderson（2002）也发现，首位城市与贸易的开放、运输、通信基础设施网络（水路，公路和电话密度）成负相关。


  机构和空间不平等的证据



  有关区域和城市机构不平等的证据是有限的但在不断增长。Kim and Margo（2004）指出，在美国，尤其是在北方和南方之间，空间不平等在1840—1920年间有所增长，并在1920—2000年间有所下降。而南北核心外围地区的上升往往被视为一种经济因素的后果（Krugman，1991a，1991b）。Acemoglu，Johnson，and Robinson（2004）认为，制度因素在美国南部和北部的发散和后来的收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区域分析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Kim，2007b），Mitchener and Mclean（2003）发现，与奴隶制有关的地方制度障碍持续有害地影响着生产力，直到20世纪。内战之后，政治制度融合，主要的政府干预也可能促成了两地之间的经济融合。在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内，机构从殖民地时期开始似乎继续产生相当大的影响。Banerjee and Iyer（2005）认为，在1960—1990年间，英国的殖民机构在印度历史上的地主（柴明达尔）和非地主（莱特瓦尔）之间农业生产力的分化中发挥主要作用。[8]Kapur and Kim（2006）说道，在英国殖民时期，英国的土地税制度对印度的区域经济差异也有影响。以美洲八个国家作为样本，Bruhn and Gallego（2007）发现拥有殖民地采掘业和甘蔗种植业的地区的人均GDP降低了18%。


  有一些证据表明，分散的联邦制促进了区域和城乡平等。比起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更容易有一个分散的联邦系统。Henderson（2002）发现，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更分散。财政分权也与人口规模和用地面积成正相关。Oats（1985）和Epple and Nechyba（2004）指出，财政分权与穆斯林的人口比例成负相关。联邦制度系统的性质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收的性质。Sokoloff and Zolt（2006）指出，比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更容易通过国家而不是州和地方来征税。


  在中国省级的强大的政治权力可能促成空间过度平等。Henderson（1988）和Fujita and others（2004）指出，中国的地方政策、强大的省级政府、严厉的移民限制（户口制度）与行政空间层次在确定区域与城市空间不平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这些政治体制，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区域不平等并没有太严重。此外，限制城市发展的政策，如移民的限制和国家城市规划，让中国的城市保持太小的状态。Fujita and others（2004）指出，相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的城市小且分布更均匀。Kim（2008）指出，一个分散的联邦系统可能增加美国空间和城市的平等，但与中国的政策相比，其程度较小。拉丁美洲的联邦系统和地方政府通常很弱，这可能导致过大的区域城乡不平等。


  首位城市的经验证据表明，政治因素可能是其居于首位的主要因素。Ades and Glaeser（1995）发现，独裁统治和政治不稳定会导致首位城市人口的浓度显著增加。Henderson（2002）发现，首位城市与首都地位和中央政府消费成正相关。他也发现，与其他地方的城市相比，亚洲、拉丁美洲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其首都城市有着较高的人口群体，表明了有关城市集聚的政治体系的主要影响。


  家庭收入不平等和空间不平等



  Ray（1998）指出，尽管收入不平等是发展经济学的一大重点，但很少有系统的证据来证明家庭收入不平等与空间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Kuznets（1995）有关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倒U形模式好像与Williamson（1965）的区域收入不平等的倒U形模式相关。然而，根据Deininger and Squire（1996）的有关收入不平等的跨区域大数据，库兹涅茨曲线出现了问题。[9]确实，一些学者，比如Persson and Tabellini（1994）、Alesina and Rodrik（1994），相信因果关系是逆转的。Ferreira（1999）认为，作为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不平等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增长。收入不平等和空间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澄清。


  注释


  [1]对家庭收入不平等背景下的基尼系数的特点进行了详细讨论。）


  [2]世界研究所为美国国家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表题为《人类发展区域差异》的文章，由Ravi Kanbur与Anthony Venables指导，为50个发展中国家的空间不平等提供证据（Kanbur and Venables，2005a，2005b）。证据表明，近年来空间不平等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有所增加。）


  [3]Kim（1995）指出，产业细分有助于地方化。）


  [4]Tirado，Paluzie，and Pons（2002）发现西班牙的产业地理集中度在其工业时期（1856—1893年）显著上升，导致区域不平等急剧上升。）


  [5]Henderson（2002）发现，人均GDP的变化解释了国家间城镇化的70%的因素（参见Fay and Opal，2000）。）


  [6]城市空间不平等有两个衡量标准：等级规模分布（或Zipf定律）和城市首位。最常见的分布为帕累托分布：R=αC-β，R是城市等级或城市地区人口数量，C是城市地区的人口，α和β是常数。分布估计通常是以下形式：log（R）=log（α）-βlog（C）。如果β等于1，则城市是均匀分布的；如果β大于或小于1，那么城市偏小或者偏大。城市人口在最大城市的比重或城市人口与最大的城市的前5名或前50名的人口总和之比用来衡量城市首位水平。）


  [7]Nunn and Puga（2007）提出了人口为什么可能集中在非洲偏远崎岖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他们认为，这些地区为当地人提供保护使得免受奴隶制的摧残。通过鼓励偏远崎岖地区人口集中获得的这种短期的利益可能会增加非洲的长期成本。）


  [8]在18—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兼并了印度的很多地区，它们实施两大地税系统：柴明达尔（地主）和莱特瓦尔（非地主）。在应用柴明达尔系统的孟加拉国、比哈尔、普罗旺斯、奥里萨邦和金奈的部分地区，土地税和产权被分给地主。在这些地方，非居民地主通常拥有许多住房的产权，并发展广泛的官僚主义组织，使用治安部队，在分成或工资合约下管理当地村民耕种土地。与之相比，在莱特瓦尔地区，土地税和财产权被分配到阿萨姆邦、孟买的村民个体、金奈大多数地区或者旁遮普马哈尔瓦里体系下的整个村庄。在这些地区，当地居民可以耕种自己的土地或在劳动者分成或工资合约下雇用下层社会的农村劳动者。）


  [9]Banerjee and Duflo（2003）对收入不平等与发展提出了一种警示，也可能是与空间不平等研究相关的文献批判。虽然利用跨区域面板数据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的结果显示家庭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成负相关关系，但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显示成正相关关系。此外，大多数的不平等研究是假设不平等为线性结构。Banerjee and Duflo发现，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非线性的，这是引起OLS、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变化的原因。）


  政策教训


  虽然文字资料上没有提供有关减少“过度”空间不平等或增加“有益”空间不平等的具体政策建议，但其的确提供了一些一般准则和教训。


  产业定位



  通过研究区域工业经济趋势可能找出导致空间不平等的直接原因。文字信息中关于空间不平等的调查结果最一致的是本地化和分散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似乎存在相当稳定和统一的空间集聚或空间不平等的产业格局。通常本地产业经济（行业内溢出）比城市经济（跨行业溢出）更重要，这是与此发现相符合的观点。因此，至少从原则上来说，决策者可能通过特定行业补贴或基建投资来影响空间不平等。


  从广泛的部门视角看，地理位置最集中的行业通常是采掘垦殖业（农业和矿业），与此同时，制造业和服务业将变得分散。对美国、英国、法国、欧盟以及诸多发展传统产业（例如纺织业和服装业）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定位的研究表明，制造业更容易地方化，相比而言，高科技产业则更可能分散化。Henderson（1988，2003）、Wheaton and Lewis（2002）、Rosenthal and Strange（2003）发现，大量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都更易于地方化而非城镇化。[1]


  但最重要的是对集聚经济的来源没有达成共识（参见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Overman and Venables，2005），文献没有为政策制定者在哪个政策对促进或者减少空间不平等最有效方面提供指导。[2]如果技术溢出或劳动匹配的经济是重要的，政策制定者可能采取鼓励在思想或工作上进行信息交流的政策。如果市场规模是重要的，那么它可能在执行政策、促进市场增长上更有效。


  虽然有些证据性质不同，但貌似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集聚经济是持久的和动态的。因此，如果政策成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持续影响力。在美国，Glaeser and Maré（2001）发现，城市工资对于常住居民溢价更高。Henderson（2003）发现美国高科技企业受益于过去活动的规模化。Dekle（2002）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态外部性的证据反映了日本在1975—1995年间金融、服务、批发、零售贸易产业的水平，而不是制造业。


  长期视角



  空间不平等的模式很可能随时间变化。尽管证据不充分，但有些证据表明存在区域的倒U形模式和城市不平等：空间不平等似乎随着发展起起落落。工业的本土数据给出了部分解释。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国家倾向于专门的采掘业和低技术产业，例如在地理位置上比较集中的纺织业和服装业。随着发展，经济转向了在地理上更为分散的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却没有接受空间不平等的倒U形理论。这个被Kuznets（1955）、Williamson（1965）、Kim（1995）提出来的解释是特别的。虽然Krugman and Venable（1995）基于不断下降的交通成本的理论是简洁的，但没有证据表明空间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和模型一致。


  全球化和外贸



  全球化和外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内区域和城市的不平等。但是，无论理论还是实证都不能对影响方向提供很好的指南。从理论层面看，外贸，例如国内的贸易，可以增加或减少空间的不平等。上述实证研究发现了两个实例。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开放会成为其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仔细对外贸对国内不平等的影响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机构



  政府机构在确定区域和城市不平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区域机构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区域经济的分歧。独裁、政治乏力、集中力量似乎有助于城市人口集中。通常来说，政策和财政权力的分布通过联邦、州和当地政府可以显著影响区域以及城市空间不平等。各国政府不同的政治动机及对不同层次公共产品的青睐影响了空间不平等。经验证据表明，具有强大的州和地方政府的国家可能比联邦政府国家有更大的空间平等。


  基础设施



  一些证据表明，对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与空间不平等的下降有关。一些研究发现，基础设施的投资可能有助于减少城市集中。对国家航道（Gallup，Sachs，and Mellinger，1999）、铁道（Rosen and Resnick，1980）、国道和高速公路（Henderson，2002；Baum-Snow，2007）的投资好像都对减少空间不平等有贡献。


  警示事例



  几乎没有政策在减少空间不平等方面取得成功。降低欧盟区域不平等的政策已被证实是无效的，这些政策旨在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支持面临结构性困难的领域，制定系统的教育、培训和就业政策（Puga，2002）。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欧盟在2000—2006年间投入了1950亿欧元——超过欧盟总开支的30%。此外，旨在减少经济和社会差距的凝聚力基金也增加了180亿欧元。尽管有这个庞大的资源配置，但区域不平等并没有减少，据说甚至有所扩大。


  韩国的分散政策一直被视为打击过度集中弊病的一个罕见的成功案例。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业化，人口越来越集中在汉城（现更名为首尔），到了1970年汉城已拥有韩国41%的居住人口。在1970—1990年之间，这个趋势反过来了，汉城承担的人口比率降低至33%（Lee，1997）。汉城人口分散的原因有一部分是由于从汉城到边远地区的制造业大量分散。Henderson，Lee，and Lee（2001）和Henderson（2002）认为分散是由两个主要原因导致的：一个是经济自由化，减少为接近政治官僚而定位于汉城的重要性（Kwon，1985）；另一个是在道路和交通上的大规模投资覆盖整个韩国并提供重要的交通及通讯基础设施。尽管有这些变化，但汉城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比东京人口还多并且是纽约密集度的两倍。密集度分散到卫星城市主要是为了发展分支。


  注释


  [1]Henderson（1988）为巴西产业提供了地方化经济的证据；Chen（1996）研究了中国的机械、食品产业；Henderson and Kuncoro（1996）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的服装业（包括纺织业）、非金属矿物业和机械产业；Henderson，Lee，and Lee（2001）研究了韩国的传统产业、重工业、交通业和机械产业；Lee and Zang（1998）研究了韩国的19个产业。Mitra（2000）为印度17个产业中的11个提供了城镇化经济的证据；Lall and Chakravorty（2005）研究了印度的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皮革业、造纸业、化工业、基础金属产业、机械产业和电器产业；Henderson，Lee，and Lee（2001）研究了韩国的高等教育产业。参见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和Overman and Venables（2005）的优秀论文概述。）


  [2]许多层面都已经有了实证研究，无论是粗放型还是集约型。很多研究已经超越了总体分析行业以及市、县、州、区域数据或工厂数据，并采用更精细的地理位置如ZIP（邮政）编码进行分析。与此同时，大量的研究已经扩展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确，从美国城市和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来看，不仅仅是欧洲和日本，众多发展中国家也有重大改变。忽略这些大的进展，学者们并没有减少对空间不平等原因的探寻。研究领域包括自然禀赋（Kim，1995，1999；Ellison and Glaeser，1997）；技术溢出（Jaffe，Trajtenberg，and Henderson，1993）；劳动市场共享（Dumais，Ellison，and Glaeser，2002）；投入联系（Holmes 1999；Amiti and Cameron，2007）；市场范围（Hanson，1997，2005）；设施（Tabuchi and Yoshida，2000）；寻租（Ades and Glaeser，1995）。因为集聚经济由于距离迅速衰减，因此可能地理上的局限性影响了政策（Rosenthal and Strange，2003）。此外，由于集聚经济可能因企业的产生和消亡、工业厂房的大小和竞争水平而变化，因此政策制定者还需要考虑工业产业组织。）


  总结


  为什么会出现空间不平等？这一文献综述基于地理的第一特性和第二特性突出了两类解释。新古典模型强调诸如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靠近河流和港口的第一特性作用，而越来越多的反馈模型则强调由人口流动密集所创造的第二特性作用。经济发展允许区域利用地理上的第一和第二特性，所以随着经济增长，对空间不平等可能有利。但是，因为拥挤成本不可能由个人内部化，空间不平等过度集中在城市或首都的情况可能是有害的。因此，理论表明，空间不平等存在一个最佳水平。


  决策者关心空间不平等的原因有很多。从效率的角度看，决策者想获取空间不平等的最佳水平。因为大多数第二特性的解释意味着市场缺陷和效率低下，决策者可能要采取一些政策来纠正错误。从一个公平的平等主义角度看，即使空间不平等是有利的，但决策者仍可能要减少空间发展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决策者可能关心的是，不同地区经济命运的巨大分歧可能导致深刻的政治分歧，而这些分歧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


  为培养或减少空间不平等而实施有效政策很可能比提出标准文献更具有挑战性。经济发展往往涉及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社会的成功转变很可能涉及从一个基于个人交流的传统小型社会向一个以非人格化交流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成功过渡。因为从传统家庭中的继承制以及性别差异的发展过渡中取得成功的过程比通过调查所构造的模型更具有挑战性。


  更重要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可能获得与他们治理空间不平等问题成效多少相匹配的奖励。在中国，地方政府机构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激励措施来取消对流动性工人的限制。同样，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如果政治领袖们仅仅得益于政治腐败和任免权，可能他们也很少会去解决与城市相关联的首要问题。因此，由政府机构从根本上推动空间差异，进而执行困难的政治改革可能是解决空间不平等相关问题的必要一步。


  研究者需要做什么？尽管近年来我们对经济地理学的决定因素的了解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我们的知识在很多方面仍有欠缺，特别是在了解发展中国家空间不平等问题的本质上。


  基于实证的角度，如Overman and Venables（2005）所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和城市不平等。虽然来自发达国家的证据是有用的，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式有史以来就不同于发达国家。例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的服务业在城市活动中占很大比例，但对于它们集聚经济的本质却鲜有证据。此外，虽然大多数模型可以预测城市市场失灵，但却很难估计出最佳城市的大小。虽然Au and Henderson（2004）提供的对中国的估计是有用的，但对于这些估计数据是否可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仍悬而未决。


  从理论上看，某种程度上说空间不平等倒U形模式的存在，仍然不能被人们所充分理解。除了Krugman and Venables（1995）的理论外，空间不平等倒U形模式的大多理论是特设的，并且地理经济学的大多数模型与长期发展的过程无紧密联系。


  此外，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家庭收入不平等与空间收入不平等之间的联系。我们还需要了解地区和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地区可能因自身资源或其市场的大小影响其本地的城市发展；城市也有可能影响地区的发展，为它们提供金融交易服务，减少资本和贸易的区域成本。对其相互作用的了解有可能提供更一致的方式以减少与空间不平等相关的成本。


  从政治体制来看，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政治历史。如Benabou（2000）所说，经济不平等和相关政策可能共同确定，这表明政策工具不能视为完全的外生变量。如果一个社会随着高程度的不平等和低程度的社会再分配的相互加强，选择一个平衡的路径，然后尝试推出平等政策，这可能是徒劳无功的。Benabou的分析产生于民主化社会中，策略约束可能在不民主的社会更为重要。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过程可能包含一般的共同因素，而每个国家拥有不同的地理、制度和政治条件，这最终可能决定了用来解决空间不平等相关问题的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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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发展中国家的住房政策：非正规经济的重要性


  理查德·阿诺特


  （Richard Arnott）


  引言


  由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出版的《贫民窟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Slums，2003）的前言由Kofi Annan所写：


  有近10亿人口即32%的世界城镇人口生活在贫民窟里，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发展中国家。此外，全球贫困的轨迹正在向城市转移，这个过程现在已经被公认为“贫困的城镇化”。如果市政当局、部分国家的政府、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没有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那么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贫民窟居民人数可能增加。如果不采取认真的行动，全球的贫民窟居民人数预计在未来30年上升到20亿人口。[1]


  根据对社会病理学的理解，虽然一个人可以怀疑这些数字并且质疑“贫民窟”一词的使用，但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的住房层次问题是存在的。理想的状态是对无产者的超前消费大规模再分配，从而消除贫困。但那是不可能实现的。鉴于它们的稀缺资源，发展中国家需要针对它们的住房问题采取什么对策，除了从富裕国家到贫穷国家的重新分配，国际社会能做什么？


  尽管最近几年发展中国家针对住房经济研究的步伐已经迅速加快[2]，但在发展中国家应用计量经济学的、按现代标准来说的、有说服力的住房政策分析的研究经验仍然比较少。无论数据是否可靠或丰富，实证分析存在明显的缺陷。案例研究有提示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发达国家的住房政策经验被相当好地记录和分析。除了需要反映两类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异的调整外，发达国家积累的好的住房政策经验可以被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吗？发达国家有效的住房政策可以在发展中国家起作用吗？


  本章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非正规部门[3]的大体量经济以及非正规住房的高比例，基本上改变了住房政策的设计问题，以至于在发达国家成功的住房政策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表6.1是2003年联合国人居署报告中的部分数据，反映了不同城市发展指标（CDI）层次下人均GNP和非正规就业[4]的比例。在两个低层次，分别有大约50%的工人是非正规就业，这是两个最高层次各自所占比例的两倍以上。在发展中国家，穷人大部分在非正规部门工作。


  
  表6.1　不同城市发展指标层次下人均GNP和非正规就业的比例，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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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正规就业是非正规经济的一个方面，非正规住房是另一个方面。Angel（2000）定义了“未经授权的住房”的概念，即不符合关于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分区或建设的现行法规的住房和使用非法占用的土地建造的棚户区住房。[5]本章中的“非正规住房”是Angel“未经授权的住房”的定义的近义词。


  表6.2再现了Angel（2000）的表23.2的部分，按照收入提出了4种国家类型的住房使用权的相关数据。表中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1990年在低收入国家仍有未经授权的住房，而在高收入国家基本上没有了。


  
  表6.2　按收入分组国家的业主入住率、未经授权的住房率和棚户区住房率，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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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主要体现的主题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政策规定严重限制了非正规经济的发展，而在发达国家已经没有这种现象了。


  这些制约因素显著影响健全住房政策的形成，并且破坏了在发达国家已经取得成功的住房政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性。争论的要点如下：


  1.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非正规部门从事大量的工作，政府不能准确地衡量他们的收入。这严重影响了广泛的与收入有关的转移计划和再分配计划的有效性。


  2.至少在低收入国家，很多贫困家庭生活在未经授权的住房中。政府不愿意补贴未经授权的住房，它们的住房计划，除了公共住房和贫民窟改造项目外，偏向于授权了的住房，因此对最贫困家庭不利。此外，无法通过准确有效地衡量家庭收入来解决住房援助计划的广泛性问题。


  3.若一个经济体的实际收入为固定值，则非正规部门越大，其财政能力越低——政府可以在持续的基础上收集税收收入以达到最大量。为了满足需求，面对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降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正规部门的收入采用高税率，然后再转向低效的其他收入来源，导致了扭曲性的财政政策。这减少了相对于经济规模的收入提高能力，限制了政府可以而且应该承担的支出项目的规模和范围，并鼓励政府使用监管制度，无论是对直接的经济收入还是对收取手续费收入。


  4.目前的共识是，发达国家的中央政府最好采取再分配政策，因为这样做会减少因福利诱导的迁移。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比起中央政府，当地政府和组织更善于识别人们真正的需要，这种情况导致需要更分散的再分配政策。


  以上的论证是静态的，将非正规程度作为外生因素。然而，在中长期中，相对于正规的经济规模，非正规经济以及住房的比例，是内生的。企业和个人决定是否在感知利益的基础上参与正规或非正规经济。和其他所有条件相同，政府希望经济增长的比例来自正规的房地产市场，因为这样可以提供更强的控制和扩大财政能力。通过制定更加有吸引力的正规的参与或者更少的不正规参与，来增加正规的程度，但可能要舍弃一些短期的效益。例如，在短期，政府更偏向于调整非正规住房而不是控制税收或者扩大对住房交易的控制，但也会支持对贫困者的服务条款。然而这样做会鼓励新的非法定居点形成，这与其增加住房部门正规程度的目标相冲突。可以将这种折中作为短期和长期目标之间的冲突，但解决问题的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可能是探索更好的最优转型路径，动态地分析政策设定的问题。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是有区别的。当我们把发展中国家看作一个集体时，心目中默认了发展中国家比较贫穷。我们的一些想法需要适合于即将发达的国家如墨西哥，巴西，中国，或是之前发达的国家如苏联的情况。


  本章其余部分组成如下。下一部分将讨论发达国家住房政策的福利经济学，第三部分讨论发展中国家住房政策的福利经济学。第四部分给出了一个发达国家住房政策的历史经验的缩略图。第五部分简要回顾了发展中国家住房政策的经验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非正规政策经验的差异。最后一部分汇集了论点并提供了结论性意见。


  本部分主要的主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央政府在住房领域上应承担起协助者的角色，中央政府应使房地产市场发挥市场作用且相对于政策而言发挥主导作用。在帮助低收入家庭获得适当的住房方面，政府应避免昂贵的和广泛的住房计划，反而应该帮助地方政府和社区组织为贫困家庭提供住房援助。副主题是：帮助发展中国家为城市基础设施融资的来自国际社会的贷款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它们的快速城镇化所带来的压力。


  注释


  [1]我要感谢Patricia Annez在此前的草案中进行的详细的注释以及Santiago Pinto进行的有益的探讨。）


  [2]参见Buckley and Kalarickal（2005）的有启发性的、告知性的报告。）


  [3]Guha-Khasnobis，Kanbur，and Ostrom（2006）专注于非正规形式部门二分法的差异性研究，以及如何定义非正式部门的变化特征。）


  [4]“非正规就业”是不精确的定义。一个非正规的员工的不精确的定义是“一个未注册的企业员工”。注意到表6.1规定：“非正规就业与失业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它们都在积极寻求在正规部门工作。通常，正式失业的人会在非正规部门工作。”数据是由Stephen Mayo和Shlomo Angel从世界银行住房指标项目收集的，并已由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居署连续收集。这个数据收集自57个样本国家中每个国家最大的一个城市。）


  [5]对棚户区的定义，Angel加入了如下补充说明：“这个定义不包括被非法占用的建筑。棚户区住房被当局作为永久定居点，是有文档记录的，这种情况不包含在定义内。”）


  发达国家住房政策的福利经济学


  在几乎所有的住房政策的商讨上，与其他专家相比，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减少对住房领域的干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同市场效率并主张使市场机制更好发挥作用的政府干预。在房地产领域他们也赞同这种观点，即认为政府在住房方面的主要作用是使房地产市场运转，确保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一个公共产品问题。发达国家的住房政策是再分配的问题，应理想化地提供“体面和负担得起”的住房。经济学家倾向于尊重消费者主权（住房拥有者最了解怎么花费自己的收入），因此倾向于收入再分配（Tobin（1970）称为一般平等主义）而不是实物分配（具体的平均主义），虽然许多人认为社会正义必须确保所有家庭享受至少达到基本水平的“福利品”——体面的住房、足够的营养、服装、卫生和健康服务、安全和健康的环境以及孩子们至少有一个像样的基础教育。也许有人会问，无家可归与人类尊严是否相关，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也会理所应当地认为，政府应作为最后的房东承担相应的责任。


  经济学家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信仰，表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竞争的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效的，即它是不可能让一个人的境况更好而不损害另一个人的境况的。由于完全竞争的条件是不现实地严格的，所以该定理只是提供了一个基准。由于现实世界经济偏离了完全竞争的假设，因此政府干预以提高市场的效率可能是合理的。


  许多年来，在不同经济学家关于政府角色的观点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基于市场失灵的经典理论（例如，Bator，1958）。这个理论有两个核心要素。第一，市场失灵有三个主要来源——自然垄断（规模报酬递增）、外部性、公共产品。政府干预可能有效率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二是公平和社会公正应该通过收入再分配实现。由于自然垄断，公共商品住房部门本身是不重要的，因为房地产相关的外部性可以在一个宽泛的基础上处理（例如，土地利用的外部性通过分区处理，社会资本外部性部分通过购房补贴处理），对政府角色定位的传统理念认为市场失灵的追随者觉得有限的政府干预可以使住房市场更加高效地实现收入转移，而不是通过住房援助来完善股权。[1]然而，从这个角度看，政府确实在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包括城市的住房基础设施，因为它具有公共产品和自然垄断的特点。


  虽然许多住房经济学家基于市场失灵的经典理论继续发展他们的政策主张，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强调有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比起效率或公平，政治家们可能更关心的是获得连任；拉拢政府官员，以增加他们部门的人数，对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的社会价值觉得无所谓；不满足于政府权力；等等。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下，不能推断市场失灵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政府干预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这取决于经济和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在经济理论的发展上，特别是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最优经济政策理论，可能主张扩大政府的作用。


  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最优经济政策理论是本章的中心论点。在市场失灵的理论中，效率是通过纠正市场失灵和一次次的再分配来实现的。如果政府可以直接觉察到社会需求，一次性的再分配是可行的。但政府做不到，而是需要在一定的观测基础上推断出需求。假设个体间只有能力不同，一个贫困的个体只是一个能力差的个体，也有着普通的消费水平。再假设，认为政府可以观察一个人的收入，而不是他的能力大小，也不是可以工作多少小时，也不是他工作多么努力（因为比起政府，自己更了解自己的工作能力、工作时间和努力程度，这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那么政府必须通过所得税重新进行收入分配。当边际税率为正时，鼓励人们工作更短的时间和付出更少的努力[2]，这会导致效率低下。因此，完美有效的重新分配是不可能的。次优[3]的所得税体系有这种特点，从富人转向穷人的一美元的边际社会效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即转移造成的效率损失。[4]


  模型的拓展包括了两种消费品，其中之一是休闲品。向这种物品征税，降低了由于所得税造成的劳动休闲失真。现在将模型扩展到其他种类的需求上，例如健康状况。政府不能直接判断个人的健康情况，但可以知道他在医疗保健上的消费。次优再分配政策调整了应付的税款，再加上商品税和补贴，改变了在医疗保健上的转移支付。通常认为，当考虑到信息的有限性时，政府相关的再分配可能是复杂的，不仅要扣减所得税、进行免税、提高信用度，还要对某些商品征税并提供资助和其他配给。模型可以进一步扩展公共服务。在决定各种公共服务水平时，政府应考虑对它们的需求进行隐性再分配。免费为饮用水提供清洁和安全维护等行为是次优的税收或支出计划。


  次优再分配政策可能包括住房补贴计划，考虑到信息不对称，政府将扩大在住房领域提供支持的潜在基础，这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经典。但这个论据太狭窄了，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住房是一种充分有效的重新分配吗？低收入和高医疗支出与住房消费需求成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吗？与提供住房援助有关的不良动机有多么强大？许多发达国家试图通过这些问题设计它们的住房津贴计划。住房需求通常是通过测量住房支出超过收入的比例得到的。通过给予一个特定的人口群体的基本住房市场租金来开展可能促进需求的住房补贴。


  大部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不会特别去解决孩童问题，但它确实应该被解决。成年人可能应该为贫困承担一些责任，但孩子不应该。每一个社会体系的目的是要保证孩子有良好的健康、有安全感和受教育的机会。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制度都以家庭为基础，包括儿童和一些其他家庭成员的基本需要。


  与提供干净的水、健康卫生和污水净化的条件、教育机会、充足的营养和服装相比，应该优先提供体面和经济适用的房子吗？一个常见的反应是，这些其他的需要应优先提供，因为这些关乎着孩子们的幸福。一个回答是，体面和经济适用的住房是健康生活和有助于儿童成长的必要条件。[5]另一个回答是，尊重消费者主权必须允许住户在各种好房子之间自己衡量。


  虽然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最优经济政策理论并没有产生明确的再分配政策，但它强烈影响了公共政策。它强调了非扭曲性税收可以造成多大的效率损失。公共政策的制定者现在意识到通过提高一美元的收入所增加的社会成本（社会边际成本）可能大大超过一美元[6]，这种观点主张减少收入密集型政策干预。这成为在受管制的私有化和公共服务外包过程中公私伙伴关系建立的巨大推动力，在缺少社会福利的国家普遍推动了市场工作。[7]另一个与住房政策的福利经济学相关的问题是政府应该承担的水平。来自有关财政联邦制的文献的标准说法是中央政府应实施广泛的再分配政策，它这样做产生较少福利迁移，根据一些标准，这是公平的。有个论点是相反的，认为地方政府能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情况，能够更好地判断哪家是最贫困的。在美国，由中央政府出资设立广泛的住房项目，但由地方政府执行。


  有关住房政策的文献忽略了空间方面的问题。一个家庭在哪里生活决定了公共服务的获得，包括教育和工作以及周围的状况。[8]一个精心设计的房地产项目可能会导致其受益者被社会孤立并且获得工作机会很困难。一般来说，住房政策会对城市空间结构有一个长期的影响[9]，特别是影响社区的社会构成。


  本节讨论到目前为止，倾向于抽象的住房政策。但最实际的住房政策针对的是承租人或业主以及面向任何供应方或需求方的市场。各国政府几乎都偏向于所有权制度，认为它会促进社会稳定，尽管最近迅速崛起的美国次级抵押货款已证明，穷人家庭的所有权是高度危险的。因为大部分贫困家庭是承租人，再分配的住房政策应主要针对住房租赁市场。无论再分配的住房政策的目标是在需求方面还是在住房市场的供给方面，不久都会实现。


  注释


  [1]大多数经济学原理教材部分包含一个“证明”，收入分配比相关的住房补贴收入更有效。他们通过假设收入再分配是一次性的，住房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2]低效率与替代效应有关。所得税产生的替代效应是从劳动转向休闲和较少的努力。）


  [3]当有一些不变的约束阻碍了最佳方案的达成时，次优的方案就会被采用。这里的约束是政府无法观察到个人的工作能力、工作时间和努力程度。）


  [4]最优所得税问题是由Vickrey（1945）首次制定、Mirrlees（1971）后来重新解决的。他们一致认为信息不对称是最优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特征，他们在199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5]有许多文献探讨过住房拥挤对成人和儿童的健康状况及对儿童的教育成就的影响，结果发现过度拥挤与不良后果相关。一般来说，因为文献并不足以控制其他因素，所以它不能建立因果关系，如过去的贫穷可能会导致过度拥挤和不良后果。


  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Cattaneo et al.（2007）分析的墨西哥住房计划Piso Firme的影响。在这项计划中，政府参与替换所有有污垢的混凝土地板，且不收取费用。在一个明确地理区域内的、住房有污垢地板的家庭有资格参加。研究发现在安装地板后，寄生虫感染、腹泻和贫血的患病率明显下降，儿童的认知发展和家庭幸福程度有了一个显著的改善（第2页）。研究还发现，这个计划比墨西哥的知名度计划、反贫困计划、现在称为“机会”以前称为“进步”的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效益更高。Piso Firme的成功表明了目标明确的住房计划的特定的潜在价值，但没有表明对穷人的一般住房补贴的价值。）


  [6]当政府可以从经济上提取足够多的税收收入，鉴于其有限的信息，公共资金的边际成本是无限的。如果政府税率超过了某一值，那么经济就在拉弗曲线错误的一面上了，会导致税率扭曲性增加以及税收收入变少。）


  [7]对不对称信息的认识已经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政府的政策。例如，银行在抵押贷款市场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现在是公认的，更一般的金融机构在初级和次级信贷市场导致市场失灵，证明广泛的信用市场监管。）


  [8]这个说法是在De Souza Briggs（2005）的论文集中提出的。）


  [9]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提供有效空间发展的正确信号。市场失灵，如未标价的交通拥挤和引入非扭曲性的政策，可能会导致无效的空间发展，其社会成本可能会相当大。棚户区形成的地点可能是更适合其他用途的土地，且在不同密度已经有效开发。例如，它们可能是黄金地段，更适合写字楼，或是对工作来说交通不便利的地方。但不明智的分区会导致无效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市场提供了错误的矫正信号。业主应通过增加人口密度来增加位于市中心的棚户区的租金；非正规企业可以使有着较少工作机会的居民重新安置住处；如果土地的使用效率不高，市场可以改变它的使用方式，使其有利可图。由于非正规部门的开发商可能比政策制定者对市场压力更敏感，城市发展空间格局可能会随着非正规部门的增加而增加。）


  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经济和住房的福利经济学


  在最优的经济政策理论中，仁慈的政府选择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这将会受到各种约束。这些约束不仅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也反映了政府信息的缺乏怎样限制了其政策选择。


  非正规经济



  非正规部门越大，政府就越不能很好地掌握经济信息，这限制了它的政策选择。在上一节中介绍的有关最优所得税的问题中，假设政府不能观察到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努力程度或者工作时间，但可以观察到他的收入。这些信息的假设是合理的，因为发达国家只有一个小小的非正规部门。但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是更重要的，政府不能观察到非正规的工资和资本收益，最优政策需要考虑到这一点。政府可以仅仅将所得税运用到正规的工资和资本收益上，这个是无效且不公平的——低效是因为它鼓励个人和企业在非正规部门工作，不公平是因为收入较低的公务员比富人及非正规部门的企业家缴纳更多的税。大型非正规部门的存在也大大减小了按收入比例实行的实物转移分配计划的效果，如作为再分配政策设置的食品券和住房补贴。


  一个庞大的非正规部门会影响最优政策的其他方面。首先，由于所得税是从一小部分人口中收集的，因此政府必须将收入来源转向其他方面。许多其他的收入来源的税基将会被对非正规部门的交易侵蚀。政府应该通过可能引起逃税最少的税源来提高收入。进出口税是有效的，因为大量商品是进口的，出口也是合法的。同样的，增值税适用于注册企业和政府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因为其鼓励从其他注册企业购买它们的进口产品。Gordon and Li（2005）采用以上观点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令人费解”的财政结构。


  第二，由于所得税和收入的有效性，一个庞大的非正规部门和其他税收政策工具以及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计划，使得用来实现分布目标的实物转移方案作为再分配的工具受损严重。最优商品税理论研究了当没有所得税时商品的最优税率。[1]一般认为，必需品应该给予补贴而奢侈品应该征税，品上达到更高。[2]在发展中国家，这些规则必须考虑到发生在非正规部门的逃税。明显但重要的一点是，税收会被设法逃避但补贴不会。这些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量补贴主食。主食是一种非弹性的必需品且资助它不会产生逃避行为。最优商品税理论也被扩展到优化公共服务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改变贫困者获得利益的公共服务的结构来提高贫困者的生活，例如，通过对不同程度受益的富人收费，如对高速公路收费，提供免费的诊所。[3]


  第三，非正规部门的存在降低了财政能力。考虑到以下行为。提高一个国家的非正规部门的规模，同时减少正规部门的规模。因为非正规部门的偷税漏税使得国家的财政能力下降。需要缴税的工作的数量是固定的，提高税收需要更高的税率。税收可达到一个额外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这个点。由于当财政能力减弱的时候边际成本曲线提高，最佳的收入金额和政府预算规模下降。此外，由于边际成本高于最优点，最优税收系统需要更高的税率且更加扭曲。面对一个更大的非正规部门，政府不应该仅仅在传统的税基上使用较高的税率，也应该扩大税源。发达国家避免这样做，是因为这样带来了内在的高度失真。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设置高于处理成本的许可证费用，即使这样做不利于创业（参见De Soto，2000）以及鼓励非正规企业。


  我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政府面临的最优税收结构的设置问题分不同的复杂性水平来考虑。在最简单的模型中，非正规的各种类型的经济交易的比例被当作外生变量，同时政府必须以最优的方式筹集一定数量的收入。在更复杂的模型中，政府预算是内生的。政府同时决定税收结构和政府支出的水平和成分。如上所述，非正规所占比例的提高降低了政府预算和政府支出的最优（或次优）规模，提高了适用于正规税基的最优税率，并鼓励更高的许可费。在一个更复杂的模型中，非正规的程度被当作内生变量。[4]每个代理人决定是否参与到经济的正规或非正规部门，或者怎样在两者之间分配他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他必须牢记正规部门的经济活动的税率和许可证费用的大小。如果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有利于正规部门，一些代理人将从非正规部门切换到正规部门，减少非正规部门对税基的侵蚀影响。


  政府过度的和不正常的监管是发展经济学文献研究的一个普遍主题。官员似乎偏向于过度监管。然而，对于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监管更过分似乎没有明确的解释。原因之一也许是官员在面对一个他们无法掌控的非正规部门时抱有一厢情愿的想法——非理性地希望按某个目标进行监管会使这个目标实现。他们推出最低住房质量标准并且神奇的是所有住房都将根据这些标准建设。另外更理性的一个原因是官员认为监管是提高收入的一种方式，因为资金短缺部门可以通过收费和罚款获得收入。如果政府是一个单一的决策主体，设置过高的收费和罚款是不合理的，此时收费和罚款所得的收入减去执法成本是在拉弗曲线错误的另一边。但如果有多个级别的政府，或在一级政府有许多部门，每一个都竞争去获得一点利益，那么一个功能失调的结果是可能的。因此过度监管从单个部门来说是理性的，但从把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视角来说是功能失调的。


  上面讨论了公共资金的成本过高，鼓励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从发达国家不会用的税源征税，发达国家不会这样是因为它们是扭曲性财政。你可以延伸这条线的推理，比较有争议的是，解释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腐败程度如此之高。在公务员得到信息的基础上“税费扭曲”可以被行使。公务员的低工资使得他通过接受贿赂来隐形提高薪水。为避免被审计，加快许可证申请的处理或防止非法活动的起诉都可能引起贿赂。根据经验，公务员可以根据行贿者的支付意愿得到不同的贿赂。这相当于免于定罪费用。从政府的角度看，对公共腐败视而不见有利有弊。一方面，现金拮据的政府可以支付较低的公务员工资，通过税收和收费的区别，公共部门（包括公务员）能够从私人部门获得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腐败削弱了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恶化外资的投资气候，并可能不利于创业。


  可以说，政府已陷入了一个非帕累托均衡。如果经济活动的每个人都被形式化，每个人的境况都能变得更好。税基的扩展将允许税率和收费降低，政府征收到的收入同时增加。这将允许政府升级公共服务和进行收入再分配。贫困家庭将受益于改善公共服务和通过所得税制度进行的再分配。富裕家庭将受益于降低税率和经营环境的改善。但这种看问题的角度是错误的。除了之前一些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以外，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非正规经济。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贸易的增加，鼓励了一些非正规的企业为进入国际市场而正规化它们的活动，同时其他企业跟风为这些出口企业提供服务。城镇化弱化了信托债券和经济关系中的声誉的秩序，增加了来自正规合同的好处。因此，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看作处在向正规化转型的道路上是合理的。政府可以通过降低正规收入的税率、集中有利于正规企业的服务支出、制定宽松的政策、减少收费、提供给正规公司更多的优惠信贷、控制非正规活动、鼓励私人代理人参加正规的经济活动，来促进正式部门的投资。遗憾的是，这个政策可能在牺牲穷人的基础上帮助富人，在牺牲小企业的基础上帮助大企业。政策上的最优时间路径的设计显然是脆弱的。


  住房



  首先开始讨论非正规住房的一些特征，它将有用处。


  在许多方面，正规与非正规住房之间的区别类似于我们更熟悉的正规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的区别。土地和住房的业主类似于非正规企业的业主和工人的房东。业主决定是否正规地发展他们的财产。正规发展的优势包括进入信贷市场，优先提供公共服务和减少不确定性。缺点包括支付房地产税和遵守繁重的和使利润减少的监管。租房者也决定是参加正规还是非正规的市场。非正规住房租金低，租赁安排更灵活，但是缺乏安全保障，享有的可能是低质量的公共服务。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差异。棚户区住房需要非法占用土地，这比逃税和违规更严重。同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家庭不能承受住在正规住房中的费用，因此，相比非正规就业而言，非正规住房在更大程度上是为穷人准备的。因此，关于非正规住房政策中的贫困问题的讨论比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讨论更多。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正规住房监管过度。De Soto（2000）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参见，例如，World Bank，1993；Angel，2000）。获得建筑许可的过程是漫长的，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鉴于中国的发展状况，建设和规划的标准是不现实的。一个原因是，现金短缺的地方政府使用许可来获得收入，另一个原因是，许多规划者徒劳地努力来加强他们的城市愿景。不管是什么原因，过度监管使贫困者和中产阶级没有能力购房。通过鼓励符合要求的住房建设规划而降低了规划者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这也是不正常的。


  即使合约的可执行性受限，非正规的房地产市场所发挥的功能与正规的房地产市场是一样的。[5]单元房的买卖和租赁市场都是非常活跃的。然而，重要的是非正规的房地产市场不同于正规的房地产市场。正规的房地产市场是建立在土地使用权之上的符合建筑规范的住房市场。多年来，由于法律内容的不断补充和完善，拆迁和重建也变得更为频繁。地域性的非正规住房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普遍，数量不断上升。最初的房屋大小通常不超过一个棚屋。房屋的主人通过不断地积累资金来扩建房屋，这样就可以通过出租部分房屋来获得资金。棚户区的住房不同于其他以非法占用土地的方式来建造的非正规住房。在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禁止棚户区和贫民窟的出现。原因之一是这样可以阻碍农村人口过多地向城市迁移，另一个原因是阻止居民非法占有土地，避免出现未经授权而修建住房。这种趋势已经逐渐改变了。当前的经济形势与政府最初试图通过宏观调控来引导和控制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不一致，城市的发展被广泛地认为是当今经济增长的动力。[6]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目前是把棚户区看作非正规住房，虽然不是很受欢迎但也希望它们的存在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事实证明，越来越多有远见的开发商逐步将棚户区发展成新兴的开发区。[7]


  前面的小节讨论了大型非正规部门如何约束政府的政策。大量非正规住房的出现进一步制约了政府处理城市住房及相关问题的能力。


  官方不会公布非正规住房社区的相关信息，因为它们大多是非法建造的，在收入、人口规模和住房条件等方面，以及拥挤的程度和卫生条件等方面没有一个详细的信息，这些问题的存在给满足住房需求和提出行之有效的住房政策造成了更大的挑战。政府的信息缺失也降低了政策的目标效率。虽然地方政府会计划来解决相对贫困和住房条件不同的社区问题，但是它们没有对家庭需求的相关信息进行披露，因此，必须调整政策，要以社区为单位而不是家庭。


  非正规住房违反了土地所有权的区域性法规、建筑法规以及房地产相关税收等法律。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方政府当局对非正规住房在税收和监管方面的影响是有限的。此外，正如非正规生产活动违反了所得税、商品税和增值税的税基，非正规住房则影响了房地产相关税收的税基。在许多国家，中央政府让地方政府征收房地产的相关费用和税收，因为这些费用和税收适合当地政府进行管理。因为，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能够清楚了解当地的住房需求，因此可以更好地实施住房再分配政策，但是地方政府要实施这些政策所需的财政资金是有限的。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的财政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使得在提供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如包括交通、水、电、固体废物处置、污水处理、消防、社会治安、教育和医疗设施等方面会更加困难。政府当前的管理水平和能力无法控制非正规住房未来的发展情况，这样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此外，一个好的政府还会面临保证基础设施的质量还是提供非正规住房的政策抉择。一方面，如果对违法行为置若罔闻，还给非正规住房提供与正规住房相同的服务水平，这样就是放任更多的非正规住房在未来发展。棚户区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因为政府禁止那些通过侵占政府的或者私人的财产来建造的非正规定居点。另一方面，非正规定居点内包含很多贫困家庭，他们都要同等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此外，在未来几年内，还未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的非正规定居点会导致犯罪和疾病蔓延，伤害到附近所有的居民和社区。


  在过去50年里，西欧国家核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压力有所下降。它们趋于平稳的城镇化水平，人口迁移的完成以及不断上升的汽车拥有率导致了政府将控制居住形式和就业的权力下放。同样可以预测，在适当的时候这种情况也会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但在未来50年，它们的核心城市的基础设施不足的情况将会十分严峻。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以一个前所未有的比例在增长（Williamson，1990，表1.1）。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它们的人口转变，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仍在进行之中，人均收入也在继续稳步增长，但是目前拥有汽车的人口只有一小部分，因此我们相信，核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压力会在未来50年内继续快速增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目前的交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道路拥挤状况时有发生，环境污染现象也很严重，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除非在基础设施政策上彻底改变，否则它们将提供很差的生活质量，这样的情况将进一步加剧、恶化。为什么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才可能拥有一个繁荣昌盛的未来呢？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和那些经过工业革命的西欧国家是类似的，都相对偏高。西欧国家是如何满足在工业革命时期迅速增长的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的呢？它们的历史经验给当今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英国的经验已经被完整地记录了下来。为了适应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发展需求，Jeffrey Williamson根据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较低的社会投资水平[8]，对18世纪30年代和18世纪40年代的社会投资回报率进行预测，发现该比率比同期的私人投资回报率要高，最后提出了为什么在投资水平如此低的情况下，社会回报率会如此高的疑问。他支持由Wohl（1983）提出的一个假设，即“公共政策的失败是因为低效率和不公平的税收制度”（第295页），并认为在19世纪60年代会有转机发生，中央政府提供的直辖市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当今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在许多方面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存在差异：在发展中国家，平均而言，尽管城市有很多问题，但是在城市比在农村生活更健康；同时，城镇化的资本密集度一直较高。但是，从英国的主要经验来看，这是因为低效的税收制度未能筹集足够的资金来满足迫切的城市基础设施需求。但贴息贷款政策的成功是合理的。从代际公平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城镇化进程，将所需的基础设施成本全部强加于现在的这一代人，而后代子孙不需要付出代价或成本就能从中受益，这样做是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为了合理保证生活质量，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将需要增加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在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这种投资对应的债务融资。那么谁来提供这些债务呢？与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经验相反，在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的公共财政状况并不比地方政府更健康，主要是因为一定程度上的偷税、漏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通过国际贷款进行融资。然而，正如下文中所说的对发展中国家住房政策的经验的评论一样，捐助国的援助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不够等这些情况都需要进一步改善。


  在大多数房屋附近提供基本的城市基础设施是非正规的“规范化”（赋予它类似合法的状态）。通过加强产权、规范化来刺激对附近住房的投资。一个社区住房的规范化仅仅是一种通过违反常规达到鼓励更多住房发展的方式，有可能是不公开和未经周详计划的，但毫无疑问，这样比现状更好。对那些在政府没有充分利用的土地上建造的棚户区进行规范化管理似乎是明智的。在政府留作他用的空置土地上或在私有土地上建造棚户区的政策是不合理的。


  总结本节，我们主要阐述了发展中国家非正规住房政策设计的影响因素，而后面的章节还会对这些国家住房政策的主要经验做简要回顾。


  发达国家近期的住房政策经验将在下一节进行讲述，刺激需求和进行住房补贴的方法通常比提供公共保障性住房供给在解决贫困方面更有效（Olsen，2003）。遗憾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大量非正规房屋的家庭收入不能准确计量，导致了大规模的、与收入和需求相结合的房地产项目不能顺利进行，如住房补贴和住房券等。这种考虑本身表明，相对发达国家而言在发展中国家由供给方提供住房补贴的方法可能相对有效。这些做法包括对贫困社区提供公共保障性住房以及对自建房屋的基本建筑材料给予相应补贴。


  发展中国家的住房政策通常被作为再分配的工具，它的广泛使用的有效性是值得深思的。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这些政策的目标效率很低（Olsen，2003）。此外，如上所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能力不如发达国家，这限制了再分配的范围。比起大范围的再分配支出项目，通过市场机制的有效配置，穷人更能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即“水涨船高”。其次，其他再分配支出项目，如基本主食补贴，在贫困社区新增基础设施来确保充足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可能是更有效的再分配工具。然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贫民窟改造升级项目，结合基础设施提供住房补贴已被证明是有效的。


  注释


  [1]为最优商品税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论文包括Ramsey（1927）、Corlett and Hague（1953）、Diamond and Mirrlees（1971）以及Diamond（1975）等的论文。）


  [2]这些简单的结果来自局部均衡分析，忽略了收入和交叉价格弹性。在一般均衡分析中考虑了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的最优商品税的结果。）


  [3]Pinto（2004）认为，通过地理定位和“自我定位”可以提高公共支出的再分配效率，“自我定位”是指家庭间参与成本（如拥挤、延时服务）的差异。）


  [4]有几篇论文讨论了非正规性的决定因素模型。Lucas（1978）认为，代理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管理能力不同，高能力的代理人成为管理者，低能力的成为劳动者。Rauch（1991）通过改编Lucas的模型来调查非正规性的决定因素，假设他们的规模是有限的，他假设能力高的管理者成为正规的管理者，那些有着一般能力的在非正规企业工作，有着低能力的成为工人。De Paula and Scheinkman（2007）调整了Rauch的模型，使得正规企业获得低利率的贷款。


  Bosch，Goni，and Maloney（2007）的文献研究了巴西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特征。根据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正规化（Harris and Todaro，1970），非正规部门的工人会来正规部门找更好的工作。最近巴西工人的正规和非正规就业的过渡模式类似于美国的工作动态。企业和职工基于其感知能力选择参与正规和非正规部门。


  McKenzie and Sakho（2007）按公司规模分类比较了注册和未注册的在玻利维亚的公司的盈利能力。


  [5]World Bank（1993）和Angel（2000）经过长期实证研究，将世界银行与各国房地产市场的运作进行了比较，并给出有说服力的实证案例，最终得出发展中国家房地产市场的应对预测模型。他们都对发展中国家的“住房政策问题”进行评论，而且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使房地产市场正常运行，其中包括对土地、住房、房地产市场放宽监管。Malpezzi（1999）赞同这一观点。）


  [6]Duranton（2008）在他的答辩论文中提出了一个精彩的实证分析案例和文献综述。）


  [7]西方研究人员认为棚户区的出现仍然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都严惩不贷，为什么对棚户区居民“非法侵占”土地的现象放任不管呢？这样的做法并没有遵从法律规定，而且个人的私有财产也会因为得不到保护而受到严重的威胁。棚户区的经济模型中并没有提供完全满意的答案。目前，Hoy and Jimenez（1991）和最近的Turnbull（2008）阐述了土地所有者容忍棚户区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土地的临时使用权的观点。容忍它，只是因为反对临时占用土地的成本超过了利润，政府直到它们的土地获得更好的效益，才会驱逐棚户区的居民。根据这一观点，棚户区的建造与市中心使用土地来建停车场是类似的，都是土地的过渡性使用。由此，棚户区会因驱逐而最终消失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但现在很多棚户区是永久性的。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政府在中心地带拥有很多仍未被开发的土地（Buckley and Kalarickal（2006）的论文列举了达卡（孟加拉国的首都）的例子）。也许政府只是允许以非法占有者为代表的“市场”来决定这片土地该如何被使用。即使这样也无法解释棚户区为何建造在私人土地上。Brueckner and Selod（2008）指出，私人地主和棚户区的领导人之间的博弈模型表明，棚户区的领导人为占有土地而与驱逐棚户区的居民的土地所有者周旋的成本费用最终会使其无利可图。


  我认为，棚户区的建造的容忍程度是阶级冲突的结果，通过政治因素的引导，与政府相比较，平民主义的和民主的政府更支持独裁，代表少数群体的利益。）


  [8]“18世纪后期的投资需求与供给保持相对平衡的状态，原因是政府降低了社会间接资本（包括政府出资修建的房屋以及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存量，因此推测，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会有所下降。这一刺激经济增长的策略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前30年，虽然降低的程度不同，但社会间接资本存量的持续下降，最终导致了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尽管如此，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还不足以恢复至1760年的水平。”


  “到1830年，英国政府就通过增加社会间接资本存量来适应70年代工业化的投资需求，最终形成巨大的财政赤字，社会改革者们强调的是这种刺激经济的方法是需要付出高额的代价的。在1830—1860年间，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现象表明住房存量和人均其他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加大。”（第273页。））


  发达国家的住房政策经验


  Olsen（2003）、Green and Malpezzi（2003）对美国当前住房政策的现状和它的历史来源做出了评价。联邦政府在保障性住房政策中起着主导作用，但近年来地方政府发挥的作用更大。联邦政府出台的租赁住房援助计划有三种类型，这是一个福利计划。第一种是公共住房，当地公共住房部门所拥有并经营的住房项目由地方政府设立，但主要是由联邦政府资助。第二种是涉及私人拥有的项目，通过非营利组织或营利性公司设立，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第三种是具有协助私人住房的住房津贴和住房券计划。所有项目都表现出相当大的影响力，确实相当令人眼花缭乱，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给业主、租户的补贴形式和规模也相应变化。符合资格标准的1400万户家庭有不到一半已经获得租金援助。在过去的40年里，从公共住房转向根据租户家庭收入来计算的住房补贴已经形成稳定的趋势，所以现在在联邦政府的住房补贴中只有约30%是公共住房。基于大量的实证研究，当前大多数人赞同Olsen（2003）的观点，即根据不同的标准，结合需求与收入的租金援助政策比供给租金援助政策更有效。公共住房的负面经验导致政策制定者倾向于“分散贫困人口”和为住房租赁援助挑选租户。自有住房援助大多通过所得税制度实行，特别是允许抵扣房主的抵押贷款支付的利息。因为大多数贫困家庭支付的贷款利息不列入所得税，所得税政策一定程度上鼓励贫困家庭拥有住房。


  与Olsen和Green与Malpezzi所提出的美国住房政策相比，欧洲住房政策似乎没有相关的总体评价。与美国经验比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差异和相似之处都很明显。第一，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40年后的北欧国家，政府介入住房部门远比在美国更广泛，在某种程度上，一些国家的大部分住房都由国家建造和分配。北欧国家由于不同的社会哲学，以市场为导向，更加注重公平和效率，更像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由国家统一建造的住房在战后逐渐退出市场。针对私人租房的租金控制项目的申请无处不在。第二，为应对过度规范化导致的低效率和政府提供住房产生的沉重财政负担，在过去20年里，所有欧洲国家通过市场导向来提供住房，政府部门已经逐渐退出房地产行业，同时住房租赁援助要求收入状况符合规定。第三，在美国各州已经形成向需求方提供住房补贴的相同趋势，结束了向供给方提供工程建设补贴的形式。第四，欧洲国家已开始更多地依赖市场导向提供住房，确保所有公民获得舒适的并负担得起的住房是政府的责任。


  发展中国家的住房政策经验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住房政策记录不全面，本节将介绍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住房政策的援助，通常情况下这一文档的记录是较完整的。世界银行已经支持了一系列的住房政策举措。在20世纪60年代，公共住房项目占当时的主导地位，但是如今这却被普遍认为是失败的。基金通常是用于建设而不是维护，并且由于租金受控使大部分租金大幅下跌，导致住房情况迅速恶化。从1970年到1992年，世界银行住房政策的演变被准确地记录在这篇报告中：《住房使市场发挥作用》（World Bank，1993，pp.51-69）。从中引用的内容如下：


  世界银行住房政策演变的这两个十年可以将它分为三个阶段。银行住房政策的第一个十年主要关注站点服务和贫民窟改造项目；第二个十年逐渐将重点转向了住房金融发展，最近一直在逐步转向“住房政策发展”贷款。


  站点服务和贫民窟改造项目于1972年在塞内加尔启动，标志着住房政策在战后几年来的首次根本性转变——从保障公共住房供应总量到私人住房建设公共援助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基于意识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合法住房是由那些不能让大多数城市居民负担得起的私人部门建设的，因此要大规模生产所需的、足够的、高标准的住房来满足城市大量的需求，然而大多数经济体的政府都不愿或无力支付。因此在住房这一块，通过城镇化进程，低收入群体较多的国家在保障性住房的建造过程中，应该推行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和基础设施服务，引导居民自己进行投资、储蓄，从而增加居民的住房购买能力。


  通过较低的建造费用，提供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包括居民便捷站点服务和贫民窟改造项目等，这些举措都是在将构想转变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这种方式，在住房部门不提供住房补贴的情况下，能安全地和长期地租赁，为家庭提供一个负担得起的立足点。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相对较大，这些项目被当作实验示范项目，主要为了实现三个目标：首先，低收入家庭能足够负担得起；其次，受益人获得的公共补贴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住房购买的成本；最后，这些项目实施的意义在于能让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足够的保障性住房。


  这些项目的首要目标，即提供低成本住房，已广泛实现。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项目都没有实现第二个和第三个目标。在1987年的一项详细的银行关于站点服务的研究（Mayo and Gross，1987）观察到大量补贴性利率补贴的项目（大多数）已经实施。世界银行的这项补贴研究评估指出，补贴占经济成本的比例在50%~75%之间，7个项目中有5个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第三个目标具有客观性和可复制性。这个目标通常难以满足的关键在于这个目标没有被私人企业大规模地复制。有豁免权的地区、国内外有关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的法律法规较完善的地方可以以一个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价格来获得政府的土地，而利率补贴等项目政策通常不能发挥作用。


  相反，贫民窟改造项目，能够满足可复制性标准，补贴则能更广泛地分发给穷人。尽管这一贷款项目要比住房基金的贷款额更少、更难以管理，但它们仍将是组成银行贷款的一个关键部分。


  在20世纪80年代，住房政策的重大转变和实践发生在银行这一领域。贷款逐渐远离站点服务而转向对住房金融机构的贷款。这种转变是出于两个主要目标。第一，这更便于银行在借款国家解决更广泛的经济问题。良好的住房金融体系可以通过改善国内资源实现金融部门目标，通过使补贴财政更透明实现财政目标。


  第二，广泛的住房金融体系的发展工具，可能更直接客观地影响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和整体性能。


  据说，在这两个十年中，银行的主要经验教训如下：宏观经济和监管环境是重要的，非正规的房地产行业具有显著的贡献；项目的影响力有限；整体注意力应该继续转向房地产行业，而重点应该从项目转向机构改革。


  《世界银行住房贷款30年》（Buckley and Kalarickal，2006）记录了不断发展的世界银行住房贷款体系的历史，它提出当前银行要考虑到住房政策的实施是否有效，并不断探索未来住房贷款的发展方向。这个专题报告显示，1993年的相关专著中提道，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住房政策的实施为住房环境的改善提供了有利的政策导向，从而实现了住房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同时，这个报告证实了“华盛顿共识”的错误观点，即认为政府和世界银行不应该对低收入家庭进行住房援助。此外，在围绕Hernando De Soto（2000）的《资本的秘密》一书进行政策讨论时，Buckley and Kalarickal更强调资本的重要性。他们对书中所提到的有关改善发展中国家城市土地市场的政策表示怀疑。最后，他们表示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今后制定住房和土地市场政策的重中之重。


  住房金融体系正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目前普遍认为正规的房地产行业有利于刺激投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住房通过正规的房地产行业进行规范化是合理的，但会影响到非正规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但它没有直接刺激非正规房地产行业的生产；银行对参与这项计划不是很感兴趣，因为非正规房地产行业必须符合审慎监管而且服务穷人无利可图。还有人们普遍认识到，政府在住房金融自由化中扮演两个重要角色：（1）管制和促进金融创新；（2）但同时提供审慎监管和宏观经济管理，以避免住房金融危机。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住房补贴项目。原因在上面的小节中有所讨论。这些项目大多旨在服务中等收入的业主，所以它们的业绩会受到再分配的影响。有两个例外是公共住房和租金控制[1]，其效率低下，已被广泛谴责。这些计划大多数似乎是政治上合理而不是经济上合理。银行一直在积极帮助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巴西、伊朗、墨西哥、摩洛哥、俄罗斯）来提高补贴系统的经济效率。Buckley和Kalarickal有关住房补贴项目的讨论结果与上文中提到的在有大量非正规部门的国家下的结果一致，即再分配住房补贴项目的范围是有限的。


  Buckley和Kalarickal对土地市场问题的讨论是有启发性的。De Soto（2000）认为，发展中国家对正规房地产投资进行限制，原因在于房地产投资会影响或制约土地产权制度的进一步实施，这样的结果就是不能有效地刺激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对住房进行投资。关于这一点他是对的，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正规楼市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而且土地的价格很高。其他的观点正确与否还需进一步论证。房地产投资的目的并非为了解决土地市场存在的问题。房地产开发的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本和时间，会出现非法占用土地的现象，同时面临法律约束和赔偿的问题，房地产土地开发可能与传统的土地产权相悖。此外，出现上述问题时，房地产开发项目本身不能获得足够的抵押贷款来有效地解决。然而，De Soto成功地凸显了深度改革的必要性，它为土地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价格信号[2]，然而，这样的改革遇到了强烈的政治反对。


  从1972年到1981年，大约90%的世界银行住房贷款用于贫民窟改造与站点服务项目。从1992年到2005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仅略超过10%。银行曾一直在重新考虑是否退出直接参与保障性住房政策，但它现在提倡扩张这样的贷款项目，但相比以往有更大的规模，并且是在开源节流的原则下进行，社区广泛地参与其中。这些项目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或升级自助住房补贴。


  在过去的15年里，有一些世界银行贷款中的其他项目不涉及住房政策本身，但与住房密切相关。第一个是“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PPI）项目，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的私有化和公私伙伴关系。Annez（2006）提供了全面周到的关于PPI项目的政策经验的分析。她的结论是一种警示：


  个人融资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不可否认的是：失望与高期望在20世纪90年代盛行。PPI项目似乎是一个不可靠的融资渠道。这些地方政府缺乏资金，而且在认识到这种局限的时候扩大它们的投资是明智的。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使用PPI项目来支持它们的投资项目，但需要认识到PPI项目存在财政风险。PPI项目在非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商业基础设施、城市的服务设施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然而用于基础设施服务，如供水、财政补贴的资金缺乏现象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特别是在贫穷而城镇化进程迅速发展的国家，它们的资金需求更强烈，而PPI项目很难吸引个人将其自由资本运用到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设中，这种融资方式很难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可。


  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2005，pp.4749）的评估提出了在发展中国家PPI项目的不利分配效应。经济理论认为，只有当供应商拥有有效的垄断权力并且利用它时，私有化才会有利。[3]


  近年来，另一种受到青睐的融资方式就是众所周知的小额信贷。联合国人居署发布的公告（2005）中，第6章和第7章的内容引发了各界的热烈讨论。它对比了贷款的四种主要形式，即银行抵押贷款融资、微型企业融资、小额信贷以及社区基金。微型企业融资针对的是小型、微型金融企业，小额信贷针对的是想通过融资来改善它们的资产结构的家庭，社区基金针对的是那些基本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讨论的主题是小额信贷机构和社会组织募集的基金规模应达到国家融资所需的规模，但是小额信贷与社区基金作为国家融资的纽带存在一定的风险。


  银行也尝试在住房监管制度的约束下开展有限制性条件的房屋贷款。最近银行的有关研究表明，分散式的扶贫项目会影响到中央政府对社区居民扶贫基金的分配，所以最后采用直接对家庭进行资金需求分配。与中央政府对某些贫困社区进行资金援助相比，社区基金的再分配能更有效地帮助贫困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共住房之后，世界银行贷款支持并提供了程序，给租房者直接援助，因为最贫困的家庭肯定以租房者为主。


  当然，资金是住房政策的核心内容。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从更有吸引力的税基征税，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只能从不是很有吸引力的税基征税。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政府支出趋于分散化。在发达国家，这与政府间拨款的增加有关。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当地政府分担了许多责任，但得到的中央政府的下拨资金很少，甚至没有。[4]


  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居署的视角简单地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住房政策经验强调了福利经济学的原理和内容，特别是通过对非正规经济进行约束来改善住房政策。


  1.在讨论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住房政策时，几乎没有提及任何与收入有关的住房援助计划，因为大部分贫困家庭的收入来自非正规经济活动，因此是没有依据的。再分配的住房政策很少明确地依赖于家庭收入。此外，除了公共住房，对租房者进行直接援助是罕见的。


  2.在全国范围内，缺乏可用资金实施房地产项目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关注和讨论的核心问题。有人可能会认为这只是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贫困。但是跨国研究（详见Malpezzi and Mayo，1987）表明，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家庭，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在住房上花费的比例并不大。因此，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困境是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多的非正规经济现象，偷税、漏税现象严重，导致国家财政收入不足，严重制约了住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3.另一个常见的主题是发展中国家住房政策的功能失调。中央政府不仅没有建立国家住房项目，而且各级政府还设置很多障碍阻碍私人住房开发，主要体现在过度的和繁重的住房和土地使用监管与过度收费。早些时候有一种观点认为，功能失调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机构面对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过低的财政能力的合理反应，这是由相对过大的非正规经济的规模导致的。


  4.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有关发展中国家住房政策的文献一直在强调为保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而为其消除阻碍的重要性，但是阐述住房政策是国家进行再分配的工具的文献甚少。此外，联合国人居署关于贫民窟的毫无疑问是左翼的言论表明，大型房地产项目应专门针对最有需要的家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却认为住房政策是为了提供“体面的和负担得起的住房”。事实上，这样的观点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


  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设计有效的住房政策中尽管面临更严格的限制，但这幅宏图并不完全暗淡。研究一致表明：在发展中国家，正规和非正规的房地产市场对应不同的市场和政策投资模型。因此，住房政策是有效的。中央政府针对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制定住房的再分配政策需要支付高额的公共财政成本支出，这样政府在选择住房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得更全面，同时也表明当前的住房政策仍有改善的空间。中央政府首先应该以市场机制为导向，通过市场的流动性和国家宏观调控来调节房地产市场的运行和土地制度改革，并通过以市场机制调节为主、政府宏观调控以及监管为辅的方式来刺激和管理房地产市场，从而不断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住房政策的实施也是国家进行再分配的政策中的一种方法，尽管住房政策产生间接的作用，但也确保所有家庭，特别是儿童，可以享受到最低标准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同时还要给予地方政府相应的转移支付资金来满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地方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根据各个社区提出的住房需求，寻求稳定的税源，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从而保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国际社会可以在众多方面施以援手，但最重要的是：在快速城镇化时期，为各国政府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今天这样做不仅会减轻很多痛苦，也会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更舒适的城市家园。


  注释


  [1]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租金控制应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要求房东对住房租户的补贴。）


  [2]最近所修改的银行协议文件允许银行提供贷款购买土地，这可能打开银行政策的新途径。）


  [3]贫穷国家的供水私有化似乎是一个特别危险的意识形态的过剩，因为其错误的执行可能会导致极端的伤害。）


  [4]理论表明，土地税是一种高效的地方政府收入来源。在非正规部门，户主采取了模棱两可的土地产权，并且逃税，这使得在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收入来源产生的并不多，这是令人失望的。）


  总结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人均收入的不同方面，而且在相对较大的非正规部门的设置方面也不同。在贫困国家（根据人均收入来界定）的主要城市里，有大约一半的劳动力资源集中在非正规部门工作，而且贫困家庭占相当大的比例。在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中，有约三分之二的城市人口生活在非正规的住房里，而且贫困家庭所占的比例更大。本章认为，在这些贫困的国家中，大量非正规住房比例的攀升会导致出现大量的非正规部门，这会影响到住房政策是否有效运行由于以上因素的存在，发达国家的住房政策经验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借鉴。


  发达国家重新对低收入进行了界定，在过去的30年里，租赁住房政策不仅仅是提供公共保障性住房，而且是对贫困家庭自建住房的行为给予一定的补贴，然后根据家庭收入的多少给予住房补贴。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无法准确知道非正规生产行业的收入情况，与住房补贴相关的费用都必须从正规行业的收入中列支。但由于非常低的正规收入不仅来源于贫困家庭，还包括富有的非正规行业的企业家，因此通过正规行业的收入来进行住房援助的效率会非常低。因此，大量的非正规部门明显阻碍了与收入有关的住房援助计划的实施。


  大量的非正规部门可以通过一些其他重要的途径来影响住房政策的实施。非正规部门的相对规模越大，则被征税的经济活动的比例越小。因此，假设一个国家“真实”的人均收入（包括正规和非正规部门的收入）为常数，一个国家的非正规部门越大，它的财政能力就越弱。反过来说，财政能力较弱的国家就会通过更高的税率来增加政府收入，税收制度变得更扭曲，政府预算的最优规模也就越低。如果最优均衡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就会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压力很大，而且很难保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平均生活水平的有效供给。从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政府缺钱，例如实行过度监管，对一些经营许可进行过度收费，对公务员支付低工资和官僚腐败等。


  未经授权的住房是在违反土地所有权的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强行施工的建筑物。棚户区住房是非法占用土地建造的。大部分未经授权建造的住房也会对政府住房政策产生影响。如果政府只是对未经授权的住房进行管理和规范而不进行惩罚，开发商就不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来阻止未经授权的住房出现，严厉打击非法的房地产市场和损害贫困公民利益的行为。


  经济学家用相关原理来阐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区别。在发展中国家作为房地产行业专家的那些经济学家认为，住房政策可以使房地产市场有效运转。大量证据表明，非正规的房地产市场与正规的房地产市场的运作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使房地产市场发挥作用不仅能纠正市场失灵、减少政府土地的过度使用、放宽住房监管等，还可以包容和促进非正规的房地产市场发展。为非正规的住房社区组织建立小额信贷和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有效的新政策。


  要实现公平是很困难的。在发达国家，为了兼顾公平会使用再分配手段，例如征收所得税、提供补贴和免费提供基本医疗卫生、义务教育、治理环境污染和警察等公共服务。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欧洲。在发展中国家，再分配的范围受到很多限制。正规部门的收入可以进行征税，但由于政府不能准确得知非正规部门的收入，因此，通过税收制度、收入再分配政策进行再分配是无效的。通过补贴的方式进行再分配，向穷人提供基本服务可能是有效的，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很缺钱，很难为穷人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


  在实现公平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住房政策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以收入为基础进行的住房补贴不能有效地实现公平。可以肯定的是，穷人需要足够的食物、衣服、医疗保健和一个干净、安全的环境以及基本的住房。即使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最近一些的证据表明，基本住房是健康和幸福感的保证，如何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无家可归的、贫困的家庭提供有效住房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因为大多数的贫困家庭都是城市的租房者，因此租赁住房援助计划是行不通的，也许最好的方式是确保他们在所居住的社区里能够获得足够的基本服务。


  发展中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城镇化导致它们的城市出现了很多问题。确保正规和非正规市场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城市压力，但是还需要积极的政府干预，确保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从而加快城镇化步伐，改善穷人的生活质量。遗憾的是，发生在非正规部门的大部分经济活动和高比例的非正规住房严重制约了政府的分配和再分配住房政策。实现经济中的公平、公正的有效途径是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义务教育、水资源等公共服务水平，这些都要相应的基础设施来提供这些服务。基础设施是可持续使用的，所以这些成本可以在几代人之间分摊，但对于大多数没有国际社会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这些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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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美国次贷危机：问题的产生和经验教训[1]


  德怀特·M·贾菲


  （Dwight M.Jaffee）


  注释


  [1]本章的早期版本曾在2008年4月11日由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世界银行和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关于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及经济增长的研讨会上提出。我要感谢评论员Alice Rivlin，Kevin Villani，Loic Chiquier以及所有研讨会的参与者，感谢他们提供的非常有用的评价。在数据的来源方面，我要感谢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the 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的Jay Brinkman和First American CoreLogic/LoanPerformance的Mark Carrington。最后我要感谢Patricia Annez，Robert Buckley，Michael Fratantoni，Richard Green，Alex Pollock，Bertrand Renaud，Peter Wallison以及John Weicher等人提供的有用意见以及上述未提到姓名的那些人的意见。


  编者注：本章内容在2008年3月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纾困后以及2008年秋天随后的救助和多个政府干预政策出现之前完成。）


  简介


  自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以来，对美国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次贷危机。本章主要分析危机引出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风险的承受力、风险的分担以及在世界各地金融市场和机构间进行的风险转移。希望本章的分析将有利于创建新型的、有效的政策来缓解当前危机产生的成本费用，减少在未来发生类似事件的可能性和成本。


  这一章主要讲述了由各国政府、基金会和世界银行赞助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于2006年开始探索的在发展中国家可以有效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许多问题也对发展中国家的高风险信贷市场产生影响。在未来新兴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过程中，从此次危机中获得的经验教训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由于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产生的原因、传播机制和结果本身非常复杂，如果要整体进行讨论，那么构建一个分析框架是必要的。本章的大体框架如下：第一部分是分析作为主要金融市场创新主体的次级抵押贷款。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创新过程及其与次贷危机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阐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总结经验教训。第四部分到第六部分提供更详细的分析，从根本上讲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教训。最后一部分提供简短的总结评论。


  次级抵押贷款是一种金融创新


  金融市场创新的发生要符合以下三个基本条件，它们之间密不可分，也是次级抵押贷款的起源：


  ·前期没有得到高水平服务的借款人和贷款人的存在。次级贷款借款人急于使用抵押贷款来满足购房需求，同时由于全球储蓄过剩导致贷款人急于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证券投资中获得相对较高的利率。[1]


  ·知识和技术进步的刺激。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的安全设计和金融风险管理运用最先进的工具，这些工具也成功地应用在了早些时候从信用卡贷款到自然灾害债券等不同种类的高风险证券中。[2]


  ·一个良性的甚至鼓励的监管环境。[3]虽然美国抵押贷款机构面临一个州和联邦共同监管的复杂环境，但是这些监管几乎没有阻碍次级贷款的发放。[4]此外，商业银行的资本需求给各银行形成有效刺激，这些资金来源于许多证券化的次级贷款。


  金融创新是有风险的事业，高风险的贷款和证券更是如此。例如，20世纪80年代基于动态投资组合新概念的“投资组合保险”的创新，在1987年股市崩盘时彻底失败。与之类似，在20世纪80年代初“垃圾”债券出现故障是由于Michael Milken的丑闻。[5]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LTCM）是采用创新套利策略的一等的对冲基金公司，但在1998年俄罗斯的财政危机的余波中却被破产清算。虽然这些创新与危机相伴相生，经过了历史检验的创新方式在今天仍然提供了显著的好处。希望次级抵押贷款创新可以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给未来的次级借款人提供持续的自有住房机会。


  注释


  [1]参考Bernanke（2005）对全球储蓄过剩进行的讨论。Bardhan and Jaffee（2007）主要的讨论要点是在美国贸易赤字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投资基金的方式扩大海外国际市场对美国抵押贷款证券的需求量。）


  [2]研究金融创新的参考文献很多，Allen and Gale（1994）、Molyneux and Shamroukh（1999）的两本著作都提到了次级贷款的创新要将合同设计和风险共享技术有效结合。Duffie（1995）做了一个调查，研究将不完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创新和债券设计的动力。Silber（1975）提出了一个更创新的方法，包括Jaffee（1975）提出的关于市场创新的一个章节。）


  [3]监管环境应该被广义地解释，当然包括创新税收优惠政策。讲述运用各种方法来进行创新的论文包括Frame and White（2002）、White（2000）、Tufano（1995）、Merton（1992）和Miller（1986，1992）。）


  [4]Treasury（2008）、Bernanke（2007）、Angell and Rowley（2006）强调，早期的监管改革为次级贷款的创新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5]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蓄和贷款危机不包含在里面，因为它不是改革创新失败的结果。事实上，这是错误的投资策略导致的结果。在这次危机中，储蓄机构固定利率的贷款和可变利率的存款的投资组合存在严重的期限错配问题。下面将提到，投资组合的损失影响到某些次级抵押贷款投资者是类似投资策略的结果。）


  问题的产生和经验教训


  本节总结了研究结论并列举了问题和教训。这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分为三大类来进行分析：


  ·次级抵押贷款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相关问题


  ·金融市场体系的影响因素


  这部分将总结和讨论在发展中国家上述问题与金融市场的直接关系。


  次级抵押贷款导致的直接影响[1]


  次级抵押贷款带来的益处


  据估计，超过500万户家庭通过次级抵押贷款来满足购房需求，包括首次购房的100多万户家庭。年轻人和少数民族家庭是主要的受益者。这些是美国政府增加自有住房的长期政策目标的主要益处。增加自有住房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新建住房数量的上涨。


  掠夺性贷款


  竞争性的市场一般可保护无知的消费者免受侵害，但次级抵押贷款在这方面是市场失灵的。现有的大量消费者保护法规不能保障，监管法规需要改进。必须注意的是并不是要建立毁灭性的规定来结束所有的次级贷款。


  为违约的借款人修改贷款条款


  房屋抵押贷款机构和服务商一向不愿意修改贷款条款，以免它们所有的（当前的和未来的）借款人请求变更条款；服务商也会受到合同内容的限制。然而，银行和服务商已经变得有责任去配合当前的政府计划，也许是因为修改贷款条款的结果被视为一次性的紧急交易。遗憾的是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很多次级借款人违约的金额超出了可以帮助的范围，而且一旦修改贷款条款，违约率是相当高的。


  限制借款人次级抵押贷款违约和止赎的成本


  次级抵押贷款止赎的成本是有限的，因为抵押贷款借款人只是放弃了自身的抵押贷款。虽然在几年内（次级）借款人的信用评级进一步下降，不太可能获得新抵押贷款，但是可以采取措施减少这些成本，参见网址：http://youwalkaway.com/。


  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相关问题[2]


  证券化过程并非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根本原因


  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在最近的报告（the President’s Working Group on Financial Markets，2008）中指出，不完整的信息披露和证券化过程误导投资者购买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证券。这些证券的购买者只包括全球最成熟的机构性质的投资者。自2002年以来，“次级”这个词的含义更加清楚了，而且统计得出的极高的次级抵押贷款止赎率逐渐被公开。简而言之，证券化过程不是次贷危机的根本来源。


  抵押贷款和房地产价格周期


  在繁荣和萧条的经济周期中，房地产价格会出现循环反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在预期房地产价格将上涨的过程中，抵押贷款会增加，而抵押贷款的增加也会推动房地产价格走高。当然，基本的规律可以掌握，但最终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过程中存在“道德风险”，那么失败与债权人、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以及货币当局没有认识到抵押贷款的繁荣最终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息息相关。[3]


  信用评级机构低估了相关风险和房价下跌


  信用评级机构（CRAs）系统性地低估了次级抵押贷款池里的风险，主要原因是过分注重FICO评分系统的评分而忽略了房价下跌的可能性，房价下跌会导致抵押贷款违约数量的增加。[4]因为类似的原因，信用评级机构也低估了由次贷证券化支持的债务抵押债券（CDOs）的债务风险。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已经宣布修改次级抵押贷款和债务抵押债券池的评级方法。


  投资者策略：集中投资者的损失


  投资者利用次级抵押贷款进行投机行为，产生了高风险，最终遭受损失。例如，对于一个给定的初始资本，通过10倍贷款投资的杠杆作用，可以意识到10%的损失将变成100%的损失。此外，这样会刺激许多短期贷款的出现。这一策略和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与贷款协会做出的策略非常相似，它们也使用了与杠杆投资组合不匹配的期限，同样产生了可怕的后果。


  金融市场和机构的监管政策产生的问题[5]


  美联储贷款加速了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合并


  美联储紧急贷款加速了贝尔斯登合并，因为它允许借款人提供低质量的抵押品和否认美联储在贷款未偿还的情况下对其他资产的追索权偏离它的标准规则。贝尔斯登危机发生的独特背景包括：（1）非常大的金额，（2）被削弱的大多数投资银行的门槛，（3）考虑到贝尔斯登在衍生品交易市场的重要地位，需要避免贝尔斯登的正式破产。可参见问题（10）。


  关联交易产生的风险需要相应的监管措施


  美联储直接参与贝尔斯登的合并首次正式表明最大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关联交易暗含了金融系统的基本风险。美联储担心一个中央交易对手的失败可能会使整个系统崩溃。这意味着衍生品交易对手系统现在与支付系统相似，将作为金融系统基础设施的基本组成部分。现在，扩大对主要衍生品市场交易对手的联邦监管是必需的，同样要对存款机构的保障支付系统进行监管。[6]


  市场流动性不足和不透明的次贷证券


  次贷危机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金融市场交易和流动性的崩溃，这使得许多次贷证券的市场价格远远低于它们的“基本价值”。投资者不愿购买这些被低估了的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部分是因为复杂的、不透明的投资工具本身的特性。投资银行一般也被要求公布它们的投资组合市场价值的下降情况，从而强化了流动性不足的问题。美联储已通过提供大量的流动性来做出适当的回应，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有效刺激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的有效需求。


  次级抵押贷款给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教训



  一般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抵押贷款市场，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好处。[7]抵押贷款的定义是将土地和建筑物作为抵押物，银行发放借款人想要得到的或者更多的贷款数额，否则他们更愿意进行个人相互之间的借款。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相对丰富的土地和建筑物作为抵押品，这样市场就有一个可行的起点。抵押贷款市场也将鼓励新建住房，因为住房抵押贷款创造了一个快捷的借贷方法。抵押贷款市场也将增加现有房屋销售的市场流动性，从而促进更多的劳动力转移。


  新兴经济体中抵押贷款市场的创新。早期的讨论强调了在发达经济体中与抵押贷款市场创新相关的三个基本条件，即（1）一个有效的供给和需求，（2）技术和认知能力的不断增强，（3）与之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新兴经济体中的这三个条件同等重要。抵押贷款的强烈需求可以被假定，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服务普遍不足。


  图7.1显示了一系列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抵押贷款债务占GDP的比率的排名，由图可知，抵押贷款债务占GDP的比率在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很低。目前，各种技术转让方法允许国际金融组织和机构（包括世界银行）转让对新兴经济体有用的抵押技术和知识。


  
    [image: ]

    图7.1　抵押贷款债务占GDP的比率

  


  资料来源：Renaud and Kim（2007）.


  新兴经济体抵押贷款市场创新的主要瓶颈是需要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和法律制度；政府只有在理解了产权是否应该得到国家的有效保护之后，才能认识到抵押贷款体系带来的益处。足够的可贷资金供应是另一个关键的因素。银行系统通常率先创新抵押贷款，但存在有限的存款的限制和多方相互竞争的贷款要求。因此，随着抵押贷款市场的不断扩张，银行系统保留原始抵押贷款的能力会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


  可以为持有抵押贷款而增加银行资源的方法包括以下几点：


  ·银行可以通过自身的抵押贷款池来为特殊的“担保抵押债券”作担保。这些债券将在本地或外国的资本市场上销售。


  ·银行体系或政府可以设立一个“抵押贷款银行”来购买抵押贷款债券，投资本地或外国资本市场发行的债券组合。


  ·资产证券化可以让投资者在本地或国外的资本市场快速出售抵押贷款。


  值得强调的是，证券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制使得抵押贷款进入资本市场。[8]证券化的关键优势是像车辆一样将整体风险分配到各个分支，这样就可以在高质量的优先股和高风险的普通股之间确定一定范围内的风险水平。因此证券化将风险分配给不同的投资者，这样可以根据每个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的不同来进行调整。美国所有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事件并没有否定从证券化中获得的好处。


  必须认清次级抵押贷款存在的陷阱。次贷危机也表明，抵押贷款市场，尤其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存在一个潜在的成本。下面总结了在新兴经济体中，与抵押贷款市场相关的经验教训[9]：


  ·首先，“肯定”的一点是，法律相关规定是评判所有权归属和违约事件的重要依据。新兴经济体贷款联保人是很常见的，他们可以优先于房地产抵押行使追索权。当地银行贷款机构可能会考虑选择一个合适的担保人来使其所有权不受侵害并有权向担保人行使追索权。证券化抵押贷款池中的投资者也认为担保人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


  ·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中，不完整的收入记录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在可能主导组织经济的规模和重要性的灰色市场经济中。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中的银行可以根据借款人的信用卡支付记录研发一个相当于FICO评分系统的信用评级系统。这个概念很简单：如果借款人目前存在大量的信用卡消费记录，那么他（她）必须有明确的收入来源作支撑。


  ·在抵押贷款市场中，监管和制度基础设施是需要的，它们可以节制借款人违约造成的成本。这应该包括一个为避免贷款违约而提供的贷款修改机制和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借款人违约时的成本的法律结构。


  ·消费者保护法将成为保护在抵押贷款市场扩张过程中有贷款但又相对缺乏经验的和无知的消费者、借款人的基本法。回顾美国许多现有的审查项目是一个很好的开始。[10]创建标准化的抵押合同格式和形式是很有价值的。


  ·随着大规模贷款损失的可能性的增加，抵押贷款不可避免地存在风险。因此银行监管法规和监管机构必须要创建合适的资本需求，制定处理不良部门的计划。


  ·新经济体国家由于自身存在一定的风险，影响了抵押贷款市场的创新。这也是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时政府当局采用增加抵押贷款政策以稳定房地产价格会导致新经济体国家出现类似风险的原因，参考Renaud and Kim（2007）关于美国房地产价格波动时新兴经济体国家出现类似风险的有关论述。


  注释


  [1]这里所列问题的背景材料在下面的第四部分提供。）


  [2]这里所列问题的背景材料在下面的第五部分提供。）


  [3]在大量的研究不同国家和时期的文献中可以发现许多国家通过增加抵押贷款使房地产价格暴涨，但最终都会导致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例如，Reinhart and Rogoff（2008）、Gramlich（2007b）、Brunnermeier and Julliard（2008）、Jaffee（1994）和Litan（1992）。Mian and Sufi（2008）明确指出从2001年到2005年在那些有高贷款利率的地区，抵押贷款和房价迅速上涨（基于《住房抵押贷款披露法》（HMDA）的数据）。2005年之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导致了抵押贷款违约率的迅速攀升。）


  [4]FICO是Fair Isaac Company的缩写，这个公司提供标准化个人信用评分。）


  [5]这里所列问题的背景材料在下面的第六部分提供。）


  [6]更详细的解说在Jaffee and Perlow（2008）的论文中和下面的第六部分。）


  [7]Levine（1997，2003）调查表明，金融发展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好处。参见Warnock（2007），Renaud and Kim（2007），Buckley，Chiquier，and Lea（2006）和Jaffee and Renaud（1997）所研究的抵押贷款市场对新兴经济体发展带来的益处。）


  [8]Jaffee and Renaud（1997）强调了在新兴和转型市场中抵押贷款这种资本市场融资方式的重要性，并将不同的资本市场融资方式进行了比较。）


  [9]关于在发展中国家建立抵押贷款市场的利弊分析的文献也很多，例如，Buckley，Chiquier，and Lea（2006）和Renaud（2008）以及他们引用过的文献。Buckley，Hender Shott，and Villani（1995）讨论了在经济转型时期房地产行业的私有化。）


  [10]参考下一部分的讨论。）


  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


  本节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发展提供了更详细的背景资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数据，1994—2007年期间的次级抵押贷款增长情况如图7.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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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　次级抵押贷款的年度总量和比例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图中显示了两个不同时期内次级抵押贷款的扩张情况。第一次扩张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次级抵押贷款年度总量达到1500亿美元，占全年抵押贷款总量的13%。那次扩张因在2000—2001年期间出现泡沫而结束。第二次扩张开始于2002年，在2005年和2006年次级抵押贷款年度总量超过6000亿美元，在这些年间次级抵押贷款量在全年抵押贷款总量的占比明显超过20%。


  次级抵押贷款的优势



  次级抵押贷款的优势可以用购买房屋和获得自有住房的家庭的数量来衡量，因为这是进行次级抵押贷款的直接目的。表7.1显示了次级抵押贷款的数量，包括从美国第一核心逻辑网（First American CoreLogic，http://www.facorelogic.com/）上获得的2000—2006年的贷款绩效（LoanPerformance，LP）数据中贷款购买房屋的比例。贷款绩效数据显示，在2000—2006年间近900万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中，有超过三分之一（328万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用于满足购房需求。[1]另一方面，贷款绩效数据只涵盖了大约70%的次级抵押贷款总量。通过调整贷款绩效的相关数据使得购房数量与全部次级抵押贷款总量相匹配后（表7.1的最后一列），我们发现大约534万套住房是用次级抵押贷款融资的。


  
  表7.1　用于购房的次级抵押贷款总量年份次级抵押贷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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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的次级美元总量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见表2），与贷款绩效数据的样本相对应。


  资料来源：LoanPerformance（LP）date from First American CoreLogic.


  衡量次级抵押贷款的优势的另一种指标是现有房屋销售量和使用次级抵押贷款购买的新屋的数量。在表7.2中，第3列显示房屋销售总量，包括新屋和现有房屋销售量的总和。第4列显示次级抵押贷款占抵押贷款总量的比例（参见图7.2）。次级抵押贷款房屋销售量是由房屋销售总量和次级抵押贷款占抵押贷款总量的比例推导得到的结果。2000—2006年，我们看到次级抵押贷款房屋销售量大约为620万套，虽然两种方法存在差异，但数据与表7.1所示的约530万套次级抵押贷款购房数量相当接近。


  这两个统计数据表明，有超过500万套房屋都是使用次级抵押贷款购买的。据了解，使用次级抵押贷款第一次购房的数量将持续增加，可能还会超过原有数据。下面列举了三个关键因素：


  ·一些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已经拥有以其他抵押贷款方式购买到的房屋。


  ·一些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买卖住房。


  ·一些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是投资者，可能购买多套住房。


  
  表7.2　房屋销售量以及次级抵押贷款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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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Bureau of the Census，figure2.


  衡量次级抵押贷款的优势的第三种方法是依据美国人口统计局对美国社区调查表中的新房主的数量进行衡量。表7.3A显示了计算的基本方法。表7.3A是根据拥有自有住房的家庭比例来计算的住房自有率。根据户主的年龄将数据制成表格。可以看出住房自有率在2000—2006年之间呈上升趋势，尽管大多数年龄段的住房自有率在2006年之前已达到最大值。


  在表7.3B中，在2000—2006年期间的新房主的数量在住房拥有者中的比重呈现“组合式的”上升趋势，这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和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2]


  表7.3B显示了在2000—2006年间新增了659万户房屋拥有者。这个数据暗含了人口老龄化的自然增长的影响，因为年纪层次高的家庭住房自有率明显较高（参见表7.3A），还有就是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数量较大，正好增加了现在相应年龄段的住房自有率。我们通过将每一个年龄层次的家庭总数乘以2000—2006年住房自有率变化的最大值，由此得出2000—2006年间新增的住房拥有者数量是138万户。我们要说明的是，这个数字只能粗略地估计第一次使用次级抵押贷款购房的数量。[3]


  
  表7.3A　住房自有率家庭成员最大年龄
[image: ]


  资料来源：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U.S.Bureau of the Census.


  
  表7.3B　计算购房数量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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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U.S.Bureau of the Census.


  次级抵押贷款的设计



  抵押合同的设计在次级抵押贷款创新过程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4]大量的次级抵押贷款被创建。主要包括[5]：


  ·标准、期限、抵押贷款的固定利率。


  ·允许借款人推迟支付的可选抵押贷款。


  ·以固定利率开始，然后转换为可调利率的“可转换利率抵押贷款”。


  ·针对不能提供完整资料借款人的低门槛贷款。


  抵押合约的设计要符合特殊需要：可选抵押贷款借款人需要有广泛的收入来源，可转换利率抵押贷款的借款人希望提高收益等等。借款人的信用评级得到改善或者借款人的股票随着房价的上涨而升值，他们为了满足再融资需求而再次进行抵押贷款，这样就产生了次级抵押贷款（参见Pennington-Cross and Chomsisengphet，2007）。


  次级抵押贷款的信贷质量水平差异大。[6]例如，质量水平较高的次级抵押贷款会被政府支持企业购买。次级抵押贷款也成功吸引了相当多的本来选择联邦住房管理局（FHA）贷款的借款人。[7]


  次级抵押贷款的性能



  图7.3~图7.5列举了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统计得到的关于逾期贷款和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数据，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次级抵押贷款中包括大量低质量的信用贷款记录。图7.3表示所有逾期贷款类别占未偿还贷款总额的比例。最底端的黑线表明，自1998年以来，过去的优质贷款已经从2%变化为4%，而FHA担保的抵押贷款总量也由过去的8%增长为14%，次级抵押贷款的总量也从原来的10%增长到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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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3　所有逾期贷款类别占未偿还贷款总额的比例

  


  资料来源：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


  图7.4表示每个季度开始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后各类逾期未偿还贷款总额的比例。可以看到次级抵押贷款和FHA担保的抵押贷款之间的差异更明显，许多次级抵押贷款已经达到抵押品不可赎回的阶段。出现这样结果的主要因素至少有3个：（1）FHA贷款可能需要更大的首付比例；（2）FHA贷款中逾期未偿还的持续时间过长，允许借款人使用股权进行抵押；（3）FHA贷款一般情况下使用固定利率贷款。由此可知，FHA贷款的担保标准一般要比次级抵押贷款的担保标准高得多。开始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次级抵押贷款所占比重一直很高，但是在2000—2002年大量互联网公司破产期间有一个波动周期。抵押贷款银行2002年秋天首次公开发布并每季度更新一次的数据显示，次级抵押贷款在2000—2002年期间存在高违约率和高抵押贷款止赎率。因此，自2002年秋天起，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的投资者会较早地意识到次级抵押贷款止赎行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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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4　每个季度开始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后各类逾期未偿还贷款总额的比例

  


  资料来源：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


  图7.5表示每个逾期未偿还贷款类别中贷款止赎存量的比例。优质贷款和FHA担保的抵押贷款的贷款止赎存量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都较为平缓。相较之下，次级抵押贷款的贷款止赎存量的比例波动很大，最低的时候是3%，但在2000—2002年期间超过了9%，2007年的统计数据是8.65%。需要强调的是，自2002年以来，投资者已经可以获悉2000—2002年间出现的最大值数据。这说明总统工作组（President’s Working Group，2008）对投资者就次级贷款的风险问题没有进行充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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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5　每个逾期未偿还贷款类别中贷款止赎存量的比例

  


  资料来源：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


  改变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的信用标准



  图7.3~图7.5虽然列举了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数和贷款止赎率，但是没有每年次级贷款信用质量变化的有关信息。特别要指出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制定的贷款标准可能有所变动，例如，2006—2007年发放贷款的信用质量远低于2000年和2001年。图7.6显示了最初按月发放到后来按年发放次级贷款的违约率（60天以上）。由图可知，2006—2007年间的违约率都超过了往年。除了这两年以外其余的年份不是很明显，2000—2001年的违约情况似乎比2005年更严重，而2003年的违约率是所有年份中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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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6　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超过60天以上）

  


  资料来源：LoanPerformance（LP）data from First American CoreLogic.


  影响这些现象的因素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影响违约率和止赎率。以下所列的三点可能是违约率和止赎率的潜在决定因素。


  可衡量的贷款和借款人的特点。次级抵押贷款的种类以及目标借款人的特点都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表7.4总结了这些特点中较为重要的几点。从2001年到2006年期间FICO评分得到了提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债务服务收入比例说明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支付负担变得更重。相似地，组合贷款价值比率的不断上升（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抵押贷款）和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份额下降都是未来形成高风险贷款的标志。


  
  表7.4　次贷借款人和次级抵押贷款的影响因素
[image: ]


  资料来源：Table 1，Demyanyk and Van Hemert（2008）.


  房价上涨。无论目标贷款还是借款人特征，房价上涨都会降低抵押贷款违约率，因为借款人在必要时可以变卖自己的房子，相反，当房价下跌时抵押贷款的违约率就会上升。图7.7表明，在2005年，房价以每年9%的速度上涨，这显然降低了抵押贷款违约的可能性。然而，2006年中期房价突然下跌，2007年中期以后房价已成下跌趋势。Demyanyk and Van Hemert（2008），Gerardi，Shapiro，and Willen（2007）都提到了房价下跌对次贷违约的影响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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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7　美国联邦住房企业监管部门（OFHEO）房价指数的年变化率

  


  资料来源：Office of Federal Housing Enterprise Oversight（OFHEO）.


  不透明的信贷标准。除了借款人和贷款的内在特征以及房价上涨的客观因素以外，银行可以了解到借款人不知道的其他信息。例如，信贷员在贷款申请时可能因为某些客观原因而使用不同的标准，比如不公正地高估借款人的收入或房产价值，这些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从本质上讲，这些因素都不能进行客观的衡量。


  Demyanyk and Van Hemert（2008）试图通过每年的违约率和贷款止赎率的相关数据来测量不透明的信贷标准变化的影响。他们首先建立估计方程，通过违约率和止赎率的样本观察值来估计受到借款人、贷款特征和房价上涨等因素影响的实际值。将这三个因素进行控制并且引入残差项，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来确定不透明的信贷标准对违约率和止赎率的影响。他们得到的结果是，在贷款和借款人特征以及房价不变的情况下，系统内部不透明的信贷标准使得违约率和止赎率显著下降。


  掠夺性贷款和贷款条款修改



  次贷危机发生后，消费者亟须考虑的是掠夺性贷款和贷款条款修改。


  掠夺性贷款。在不符合借款人最佳利益的情况下诱导他们取出抵押贷款就会发生掠夺性贷款。借款人可能会在信息没有完全披露或者没有充分理解贷款条款的情况下取出抵押贷款。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应当会保护无知的借款人免受掠夺性策略的侵害，因为竞争对手为获得生意会告知借款人有更好的选择。


  上面的陈述很明确，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在某些方面不像上面所陈述的那样。问题之一就是抵押贷款相当复杂，包括延迟支付、再融资、固定利率和可调利率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固定利率转向浮动利率的选择等等。第二个问题就是抵押贷款经纪人在抵押贷款时只想尽快得到他们的服务费而不会考虑借款人未来的发展情况。第三个问题是欺骗出现在贷款发放过程中，比如故意夸大借款人收入和房价。抵押贷款证券的投资者和最终违约的借款人都会因此受到损失。


  掠夺性贷款发生后出现了一系列保护抵押贷款借款人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以下相关法规：


  ·《诚实借贷法》（The Truth in Lending Act，TILA）是《联邦储备法》（the Federal Reserve Act）中监管法规的组成部分，由美联储负责执行。该法明文规定贷款的条款和条件等内容信息应当清晰和准确，内容应该包括对年度百分比率（APR）（可以让借款人了解实际利率和其他影响因素）的披露。


  ·《业主权益保护法》（The Homeowners Equity Protection Act，HOEPA）在1994年的《诚实借贷法》之后讨论通过，该法设立的目的是在出现不合理的合同抵押贷款利率或费用时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业主权益保护法》要求对信息完全披露同时不允许出现不合理的合同抵押贷款利率或费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负责处理与《业主权益保护法》有关的投诉案件。


  ·1974年通过的由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负责执行的《房地产交易程序法》（The Real Estate Settlement and Procedures Act，RESPA）是第三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案。它主要规定抵押贷款交易事项的程序，包括各种相关信息的披露。


  ·适用于其他诈骗和欺诈行为的法律也适用于抵押贷款，并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执行。


  鉴于现有抵押贷款借款人保护法的广度和深度，重要的问题不是法规的公开，而是如何使现有的保护法更有效，如何改善某些特殊功效。例如，2008年研究金融市场的总统工作组和相关部门在规划美国蓝图时都对抵押贷款经纪人身份提出许可要求。Treasury（2008）提出需要创建一个新的联邦委员会——抵押贷款发放委员会（the Mortgage Origination Commission，MOC）。虽然现有的保护法的改善成果值得肯定，但也必须认识到公正严明的法律不能完全终止次级贷款的出现。[8]


  Jaffee and Quigley（2007）的论文也就如何处理掠夺性贷款的问题提出了两个创新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是使用专门设计的FHA担保的抵押贷款作为可选择贷款的标准，并要求所有次级贷款经纪人将可选择的贷款标准告知借款人。第二个建议是建立一个合理的新标准，并要求次级贷款经纪人确认他们的借款人的贷款是否符合标准。例如，股票经纪人长期以来一直被要求采用能够保证投资者收益的合理标准和拥有与可交易的证券类型相符的专业。这样的结果是，只有知识渊博的投资者可以进行期货和期权合约交易。合理性标准的潜在缺点是金融服务提供商可能会变得过于谨慎。如果消费者通过行政救济来申请获得同等服务，那么服务提供者在未来的投诉中处于有利方，这样就可以避免上述问题。


  贷款条款修改。[9]对于借款人和贷款人而言，贷款违约和止赎都会增加双方的成本费用，这实际上是一个“双输”的结果。因此双方通过协商修改贷款条款就可以避免抵押贷款的违约。但是，银行并不愿意为获得好口碑而同意修改贷款条款，因为它们担心所有的借款人（当前和潜在的）都会来申请修改条款。证券服务商同样面临声誉和利益类的两难选择，而且修改合同会使它们的权益受损。


  值得注意的是，贷款条款修订通常发生在房地产贷款事项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商业房地产贷款的主要还款来源是房东收到的租金收入。如果租金收入低于应还的贷款债务就会出现违约。由于租金收入的收据是真实的和可验证的，银行为这些商业借款人修改条款不会面临重大的声誉问题。相反，对于家庭贷款而言，借款人的资金可能会选择用来消费而不是偿还贷款，银行将难以客观地判断借款人是否真的无力偿还贷款。


  通过对贷款协议里面的条款进行修改可以避免房屋贷款止赎。面临日益增长的压力，政府和联邦住房管理局规定了一系列的自愿和特定的限制性条款，根据这些规定可以修改贷款条款进行再融资。银行和服务商通常会遵循这些政府规定，也许是因为修改贷款条款可看作一次紧急事务的处理。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项目只起到有限的作用。特别是许多违约的次级借款者不在项目帮助的范围内，更重要的一点是，贷款条款一旦修改，违约率会非常高。


  政府还有很多可供参考的建议，比如对直接购买次级贷款或者修改次级贷款条约给予一定的补贴。这些提议面临三个基本问题：


  ·懂得预算管理的谨慎的抵押贷款借款人极力反对使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那些不够谨慎的借款人。


  ·抵押贷款借款人会为了获得政府救助而停止还款。而政府补贴项目的初衷并不是想让这些人受益而不还款。


  ·当前的政府救助计划主要提供给未来借款人和贷款人，以预防抵押贷款时出现高风险。


  注释


  [1]Gerardi，Shapiro，and Willen（2007）强调了认识到有三分之二的次级抵押贷款是在已经存在的抵押品上的再融资的重要性。结果使次级抵押贷款发放的总量中有很多被重复计算了，从而夸大了次级抵押贷款的风险。这促使我们关注家庭购房次级抵押贷款。）


  [2]Haurin and Rosenthal（2004）对1970—2000年之间影响美国住房自有率变化的因素作了实证分析。Eggers（2005）对20世纪90年代期间的居民住房自有率作了详细分析。Eggers对影响住房自有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一个原因是不同的年龄阶段和种族导致自有住房数量的变化，从而引起住房自有率的变化；另一个原因是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所有权利率保持不变）。这篇论文表明，住房自有率在20世纪90年代增加了1.96个百分点，利率影响占1.54个百分点，两者的共同影响占0.54个百分点。表7.3B列举了在21世纪期间，我们采用类似方法得出的两个影响因素所占的百分比。）


  [3]次级借款人中首次购房者的数量与Mian and Sufi（2008）的结果一致。他们使用HMDA数据来计算出一个贷款利率，否定了2001年之前贷款申请利率异常高的观点。然后他们表明，在2001—2005年的次贷繁荣期内增加了大量抵押贷款。Gerardi，Shapiro，and Willen（2007）和Demyanyk and Van Hemert（2008）也关注家庭购买决策。）


  [4]美国抵押贷款合约的设计有一个有趣的历史。特点标准的、长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是联邦住房管理局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为购房者提供的一项投资工具。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通货膨胀和利率高涨造就了新一轮的创新改革浪潮，参见Modigliani and Lessard（1975）和Jaffee（1984）。Green and Wachter（2005）对美国抵押贷款的历史作了一个总体调查。）


  [5]Piskorski and Tchistyi（2007，2008）描述了次级抵押贷款的安全设计，Mayer and Piskorski（2008）提供了相应的实证分析。Cutts and Van Order（2005）对次贷经济做了大体介绍。）


  [6]Chomsisengphet and Pennington-Cross（2006）对次级抵押贷款的演变和各种条款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他们的数据表明了按照从接近700分到很低来进行排序的FICO评分来说，次级抵押贷款的FICO评分明显低于550分。）


  [7]参考Jaffee and Quigley（2007b），他们详细分析了联邦住房管理局贷款由于次级抵押贷款的扩张而下降的情况和相应的政策解决方案。）


  [8]例如，奥克兰市2002年通过了一项法令，如果涉及抵押贷款，而且被认定是掠夺性的，那么所有投资者和证券化机构都要接受惩罚性赔偿和无限制的受托义务，毫无疑问，正如奥克兰市大部分的抵押贷款一样，奥克兰所有的抵押贷款证券也突然停止发行，直到条例被撤销。更详细的内容请参考Fitch Ratings（2003）。）


  [9]两个最新的研究，Brinkman（2008）以及Cutts and Merrill（2008），用大量的数据分析讨论了次级贷款条款修改的相关问题和经验。）


  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


  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是最近几年出现的，而一系列有关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创新历史可以追溯到40多年前。创建于1968年的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The 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简称Ginnie Mae或GNMA）被认为是现代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MBS）的起点。GNMA的出现标志着抵押贷款池的首次格式标准化，贷款人可以直接向最终投资者出售抵押贷款池中的贷款。这项创新之所以能快速地被市场所接受是因为基础抵押贷款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由美国政府直接担保。[1]相关的一些创新接踵而至，例如首次形成的长期债务证券期货交易市场可以通过创建更多新型的金融衍生工具来对冲利率产生的风险。基于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的创新，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这两大美国政府支持企业（GSEs）很快就制定了自己的MBS计划。尽管GSE项目下的抵押贷款不是由政府担保的，但这两家公司为投资者在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项目下的利息和本金作了与政府保证同样安全的担保。


  “私人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实施的第一个MBS计划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行抵押贷款债券，第一次让投资者明白违约存在风险，因为抵押贷款的发行方和政府都不会对出现违约的抵押贷款作担保。这项计划的创新点在于把条款里的从属条款内容转变成了“结构性融资”，在计划中规定将本金作为风险中最重要的部分来进行管理，然后是从次要部分再到其余的部分进行逐级管理，最后只剩下股权风险部分。然而，不同于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和美国政府支持企业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那些“私人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项目下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可能存在不可否认的违约风险，这可能是风险组成中最重要的部分。基于上述原因，部分风险可以进行客观评估，所以它们可以向投资者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和定价。证券的风险可以通过以借款人信用度为基础的FICO评分和评级机构来进行评估。


  除了风险的高低部分以外，大多数私人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项目会通过增强各种额外信用来提高信用评级。经济学中最有趣的是“过度传播”账户。过度传播指的是项目下抵押贷款的加权平均数超过了原来承诺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加权平均数。这种传播可以理解为项目下的抵押贷款每年因为违约造成的赔偿损失。因此，大多数证券公司会累积超额利差以便应对储备账户的未来损失。只要实际损失不大或是不会持续，投资者就会按时收到对他们的付款。[2]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类似的证券化方法已经成功地应用于高风险贷款中而且范围不断扩大，包括汽车、信用卡、商业抵押贷款、学生贷款和商业贷款等。保险证券化也适用于自然灾害风险。图7.8显示了各类逾期未还贷款的增长情况，截止到2007年底总计2.5万亿美元。在“其他贷款”种类中，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也被包含在内。每种新资产类别的引入都需要特定的方法来衡量风险、评价新的证券。到目前为止，这些贷款类别中还没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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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8　逾期未还贷款的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Securities Industry and Financial Markets Association.


  次贷证券化



  次贷证券化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发展迅速。图7.9显示了年度证券化率，即自2001年后的抵押贷款被证券化所占的百分比。经过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发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例如联邦住房管理局（FHA）和退伍军人管理局（VA）担保的抵押贷款的证券化率已经接近100%。房利美和房地美两个政府支持企业的MBS项目中的符合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要求的抵押贷款证券化率从70%增长到90%多。不符合政府支持企业对优质抵押贷款要求的主要的大额抵押贷款的证券化率更低，目前只达到了50%。联邦住房管理局和退伍军人管理局担保的抵押贷款和符合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要求的抵押贷款的证券化率相对较高说明投资者认识到在MBS项目中的抵押贷款因违约产生风险损失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与上述这些贷款类型相比较而言，次级抵押贷款和Alt A抵押贷款的证券化率从不到50%上升到了2007年的接近100%。[3]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次级抵押贷款和Alt A抵押贷款的违约率很高，但证券化率要远远超过主要的大额抵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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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9　各贷款种类的年度证券化率

  


  资料来源：Securities Industry and Financial Markets Association.


  在大多数方面，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是前20年的证券化发展历程中风险最大的贷款类别。然而，次级贷款意味着证券化首次应用于一个全新的贷款类别中；在此之前，证券化仅适用于那些有良好记录并且发展良好的贷款类别中。次级抵押贷款记录的缺乏导致向投资者披露的信息受限，增加了评级机构开展工作的复杂性。然而，投资者收到的承诺回报超过了其他可用的同等评级证券。超额的回报使投资者更青睐于购买评级为AA和AAA的抵押证券。鉴于最大和最复杂的基金和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是唯一的购买者，那么对于它们知道超额利差是对自身所承担风险的补偿这一假设是合理的。


  2008年3月，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在金融市场发展的政策声明中提出了对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一般评价：


  发起者、承销商、资产管理公司、信用评级机构和投资者一般不能获得足够的信息，并且当投资工具过于复杂时不能很好地管理综合风险。投资者过度依赖信用评级，这导致了他们为追求更高的回报而低估风险。尽管市场参与者会运用经济激励措施来测算和评估风险调整后的回报，但这样的市场机制是无效的，反而会侵蚀市场机制。


  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的声明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他的还在讨论，即（1）当风险从原始贷款人转移到最终的投资者时次贷证券化降低了次级贷款标准；（2）评级机构的方法未能提醒投资者风险的存在。我们依次讨论这些问题。


  证券化过程中的风险转移。总统工作组的研究及相关研究表明，证券化方法会产生“道德风险”，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风险从抵押贷款经纪人开始向下传递到银行、证券化机构，最终风险将转移到投资者的报酬上。虽然可以理解，只要人们相信可以将风险转移到下一阶段，交易人就会参与到风险转移的链条中，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最终的投资者知道自己处于风险链条的末端仍然愿意接受风险。最终的投资者是否不愿意一直持有风险，这个过程将在下文进行阐述。


  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最终的投资者选择购买和持有高风险证券。上文已经提到了投资者只包括最复杂的机构投资者，例如对冲基金、养老金、外国主权财富基金、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者。[4]因此，总统工作组和其他研究者认为机构投资者或者是被不准确、不完整的信息披露欺骗，或者是疏忽了风险评估。然而，迄今为止，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那些最大、最富有、最复杂的机构投资者是被欺骗的或是自己疏忽了风评估险。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往的历史记录中，次级抵押贷款是一个新的贷款类型，因此存在大量不确定性预期损失。


  收益与贷款风险成正比。新贷款的收益较高，这就意味着风险也较大，由此可知披露的信息也相对较少。以下两点都表明次级贷款存在高风险：


  ·图7.3~图7.5中的相关数据在2002年由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公开发布。相关数据显示，很大一部分的次级抵押贷款丧失了抵押品赎回权。事实上，近几年来的贷款止赎率没有达到最大值。


  ·次级抵押贷款的年利率比大额抵押贷款利率高出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年预期的违约率可能超过10%。[5]此外，许多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投资者持有高杠杆头寸，这更容易导致100%违约率的出现。例如，投资者用100美元购买一个由10美元的股本和90美元的贷款组成的投资组合。10%的损失率就会吞噬投资者的全部资本。这些投资者显然理解使用高杠杆率的影响。总之，证券化过程本身导致了次级贷款风险的系统扭曲是不合理的。[6]


  在某些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债券风险的集中性确实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债券风险的集中性存在争议是因为发行债券的一个关键好处是为多样化的投资者提供了一种分配风险的灵活机制。投资者如贝尔斯登（Bear Stearns）愿意将次级抵押贷款风险集中在它们的投资组合中是因为这样做可以获得超额回报。这也是投资者保持严重的期限错配，选择用短期借款代替长期抵押贷款证券这样的杠杆投资组合的主要原因。


  次贷危机造成的巨大损失不是因为债券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投资者通过增加杠杆和期限错配以及扩大两者之间的极端比例导致了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风险过于集中的问题。发行债券是将风险在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分配的一种方法，不让多样化的投资者遭受损失。因此，传播危机的是投资者而不是债券本身。


  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的评级方法。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2008）和其他相关研究者认为次贷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CRAs）严重低估了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风险。事实上，现在的主要信用评级机构都承认它们低估了风险，并在评估过程中采用一些方法来纠正错误。它们对债务抵押债券采用的评级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在评估过程中采取方法来纠错从而减少误差还是有用的。


  注释


  [1]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是隶属于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一个机构。在MBS项目下的抵押贷款必须由弗吉尼亚州联邦住房管理局（FHA）或政府担保。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发行的证券与美国国债同等重要，为整个抵押贷款池里的本金和利息支付提供进一步的保障。）


  [2]遗憾的是，一些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在风平浪静时会通过过度传播来分配储备账户里的资金。然后，当重大违约突然出现时，累计超额收益不再能够用于补偿投资者。）


  [3]Alt A抵押贷款是一种金额小于大额抵押贷款，资料不全时也可以进行抵押的一种贷款。Alt A抵押贷款也可以解释成信用评级为A的次级抵押贷款。遗憾的是，可用数据中没有单独列举Alt A抵押贷款的证券化率。）


  [4]好消息是，消费者、投资者不能直接购买这些证券，所以几乎没有直接购买的情况，如果有的话，也是尝试着通过一些零售商来出售证券。）


  [5]这个推导过程很简单。假设因为贷款止赎，银行失去30%的贷款价值。然后，如果每年的贷款违约率是10%，由此产生的损失率就将是3%（=0.30×10%）。因此年度贷款利率超过3%的部分可以弥补预期年度超额违约率为10%带来的损失。）


  [6]然而，最近的两篇实证论文认为，次级贷款的证券化创造了宽松的贷款标准。Mian and Sufi（2008）提出了高度密集证券化。然而，大多数消费贷款的风险，包括信用卡和汽车贷款，也高度证券化。因此，出现的主要原因是贷款的高风险被证券化了，而不是债券带来了贷款风险。


  其他的相关研究，如Keys，Mukherjee，Seru，and Vig（2008）认为，FICO评分在620分以上的证券化次级贷款的违约率要低于FICO评分低于620分的贷款的违约率，它们就会要求贷款银行对FICO评分高于620分的借款者提供相对宽松的审查。这篇论文选定FICO评分的标准为620分，因为它被认为是房利美和房地美证券化抵押贷款的最低标准。这篇论文认为，银行对评分超过620分的贷款条件相对宽松是因为它们预期这些贷款将被证券化。然而，评分低于620分的贷款也可能被证券化，所以不知道提供贷款的银行为什么对贷款采用不同的激励措施。此外，鉴于没有贷款基准标准，目前尚不清楚“宽松标准”的含义。目前的常规说法是，银行为评分低于620分的贷款者提供更详细的筛查。最重要的是，没有证据表明，投资次贷证券的机构投资者不知道被应用的标准。）


  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评级失败的原因


  如果进行单独评级，那么大多数次级抵押贷款将收到的信用评级为B级或C级。[1]然而，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投资者购买债券池中的次级抵押贷款。因此，信用评级机构提供的等级变得很重要。用来确定这些评级的基本方法总结如下：


  ·每一个抵押贷款池中贷款的年违约率的分布根据历史数据和贷款的客观特征以及特定池中的借款人的特征来进行估计（如FICO评分，贷款价值比率，等等）。[2]


  ·根据贷款池中两两相关的贷款的相关系数进行估计。它通常假定一个通用的相关系数适用于所有两两相关的贷款。


  ·根据第一个步骤和第二个步骤来计算收益可能性的概率分布。


  ·根据发行人提出的从属结构和第三个步骤的分布结果，违约的可能性和相关的信用评级将会被分配到池中的每一个贷款中。


  ·第四个步骤是发行人可能会修改从属结构从而得到调整后的评级，直到最后确定从属结构和等级。


  评级过程出现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上述第一个或第二个步骤的相关系数估计有误。如果在第一个步骤低估了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那么信用评级机构的主要错误是在两个方面低估了房价下降的重要性：（1）在抵押贷款违约的决定因素里房价下跌所占的比重不合理；（2）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被低估了。这在初级阶段容易导致过高的评价等级。同时，房价下降是导致抵押贷款违约的一个系统性关键因素。因此，由于低估了房价下降这个重要因素，信用评级结构也低估了抵押贷款违约的相关性（第二个步骤）。较高的相关系数显著提高了重大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违约的过程中低估房价下降的重要性，信用评级机构就会低估系统风险，从而夸大了贷款的信用等级。


  注释


  [1]例如，次贷市场中主流的评价等级为B级贷款和C级贷款；详细内容参考如下网址：http://www.imfpubs.com/imfpubs_ibcl/about.html。同时，根据次级贷款数据库的资料，次级抵押贷款被认为是“B级或C级贷款”。）


  [2]信用评级机构的不同之处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贷款类别的不同）是否可以用每年的利率来补偿预期违约率或预期年度亏损率，即是否将预期的补偿作为建模的一部分。一旦贷款池中的违约率或平均亏损率被确定，那么相对应的利率通常适用于每个贷款。）


  债务抵押债券评级失败的原因


  债务抵押债券的“再次证券化”是在现有的债券池和一个新结构化贷款池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贷款池。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可以从20只现有的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中将已发行的B级部分合并得到债务抵押债券。发行人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新的债券以获得更高的信用等级（也就是B级以上的等级）。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而言，信用评级机构给债务抵押债券的信贷提供多样化服务。实际上，债务抵押债券是“基金中的基金”，假设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某部分与它本身不是高度相关，这样就会有多样化的好处。[1]遗憾的是，由于信用评级机构低估了在创建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过程中房价下跌的影响，所以导致严重低估了债务抵押债券的全部损失。


  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总结



  引发次贷危机的主要因素是在繁荣和萧条的经济周期中房价的波动。在繁荣阶段，价格上涨促使放贷机构和投资者把钱投入风险中。信用评级机构在低估了房价下跌对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的影响之后做出的评级又强化了投资者的决策。然而，这种错误会影响到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包括放贷银行、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甚至是金融管理局（the monetary authority），因为它们都没有意识到它们的行为可以引发房价上涨从而结束危机。


  次贷危机蔓延的第二个影响因素是机构投资者通过高杠杆率和不合理的投资组合将风险全部集中于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组合的风险收益之上。这些投资策略永远是基础债券发生风险的标志，举两个例子来证明一下：


  ·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和贷款危机源自高杠杆率和不合理的投资组合，虽然基础债券是违约风险较小的大额抵押贷款。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The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危机也源自一个高杠杆率和不合理的投资组合，尽管美国国债是一个主要的投资工具。


  次级抵押贷款的过度膨胀和投资者投资组合的风险的过度集中是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的本质特征，所以它被视为危机的一个“从犯”。然而，证券的基本经济效益是它将风险分布在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中，同时使每个投资者都可以承担得起他们自己投资组合所带来的风险。这个基本的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的经济原理并没有因为次贷危机而受到挑战。


  注释


  [1]发行债务抵押债券也可以作为套利交易来分析，通过购买现有的债券的一部分来创建一个新的贷款池，然后创建一个新的债券结构，出售新债券。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套利没有利润？也就是说，购买现有的债券再销售新债券会使利润为零。可能是由于全球储蓄过剩无法满足对高评级债务工具的需求，而个人投资者有可能已经创建了自己的多元化投资组合，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诱导这些投资者进入债务抵押债券收益率略低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潜在的市场是不完善的，债务抵押债券的出现会使得市场机制更有效。）


  次贷危机和金融体系的监管


  整个金融系统中次贷危机最引人注目的影响体现在美联储在贝尔斯登合并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上。本节讨论的重点是次贷危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影响。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政府应当加强对主要投资银行的监管力度。


  贝尔斯登危机揭露的系统性风险[1]


  美联储提供应急资金从而加速贝尔斯登合并的做法揭示了美国金融体系的根本弱点是监管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管。美联储的行动揭示了两个重要事实：


  ·贝尔斯登投资组合中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的杠杆率导致的严重影响使公司的投资损失可能超过其资本资源。此外，短期贷款的投资收益实际上是期限错配的。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贝尔斯登担心不能如期进行债务清偿，如果没有在周一开市之前采取行动，预计3月17日，贝尔斯登就必须要申请破产保护。


  ·贝尔斯登在市场利率、外汇、衍生品和信用违约方面的场外交易（OTC）中是一个重要的交易对手。截至2007年6月，全球场外衍生品头寸的名义金额是516万亿美元，而美国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s，CDS是国外债券市场中最常见的信用衍生产品）仅占43万亿美元。[2]贝尔斯登在所有市场中是一个核心对手。因此贝尔斯登因为一系列的困难而申请破产保护是合理的，而贝尔斯登的债权人没有得到赔偿是因为它们没有能力履行债务赔偿义务。


  美联储允许借款人提供低质量的抵押品，在不偿还贷款的情况下否认自身对其他资产追索权的做法是不符合正常标准程序的，这样的紧急贷款反而加速了贝尔斯登的合并。贝尔斯登危机发生的独特性包括：（1）非常大的金额；（2）大多数投资银行不符合贷款标准；（3）避免出现类似贝尔斯登这样的衍生品的交易对手破产。面对这种情况，美联储做出了提供贷款的紧急行动。[3]协议中的关键部分是美国摩根大通银行接管了贝尔斯登作为交易对手应尽的义务。


  贝尔斯登事件表明，衍生品的交易对手系统和支付系统一样是金融系统基础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投资银行作为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的核心，需要对它们所做出的投资策略的风险进行严格的监管控制。否则，只要投资银行继续开展与交易对手业务相关的风险投资策略，系统就会出现高风险危机。


  美国商业银行的支付系统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有效的监管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包括：（1）一系列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2）相关的“即时矫正制度”（prompt corrective action，PCA），即当商业银行陷入困境需要获得额外资金或者进行合并时监管机构需要立刻采取行动，否则银行会立即倒闭。当银行主管或主要负责人预期到监管部门会实施监管时，他们会采取措施来避开监管范围。因此，自1995年以来美国商业银行倒闭的数量达到最小。


  笔者认为必须对那些选择参与到场外衍生品市场中的作为交易对手的投资银行实行严格的监管以免类似贝尔斯登事件的历史重演。使投资银行作为场外交易方的资本从投资活动的资本中分离可能是一种有效的监管方法。这种监管方法的好处在于所有的投资活动中造成的损失是相互分离的，这样即使出现损失也不会影响到交易对手，因此不需要美联储采取行动。总之，联邦政府必须和维护支付系统一样，要加强对主要衍生品市场交易对手的监管。


  美国财政部2008年3月发布了针对金融体系的重大政策建议，即《财政部关于现代化金融监管体系的规划蓝图》（以下称《蓝图》）。《蓝图》根据三个监管原则，即市场稳定、审慎监管和商业行为监管提出了一种新的监管框架来替代当前的监管体系，这是一个功能齐全、有法可依的监管体系。《蓝图》也提出要优化金融机构，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the 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the U.S.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CFTC）合并，并首次建立了证券保险行业的联邦政府规章制度。


  然而，贝尔斯登合并事件发生后，《蓝图》中并没有就投资银行和它们进行场外交易活动时出现的特殊问题进行讨论。据推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会对投资银行的现有活动进行监管。此外，为了市场的稳定，美联储将继续对支付结算系统进行监管，但这种监管会区别于审慎监管，由一个新的、独立的机构来进行。


  相比之下，贝尔斯登危机似乎要求更稳定的市场和审慎监管功能，以确保公司的投资活动损失不危及其他场外衍生品的核心对手。《蓝图》的核心原则就是将会扩大对场外交易对手的监管。[4]


  市场流动性不足和不透明的次贷证券



  次贷危机扩大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金融市场的交易和流动性不足，这使得许多次贷债券的市场价格低于它们的“基本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投资者在金融恐慌发生时的一种“避险”心理，即投资者试图从不确定的经济状况中获得额外流动性。投资者不愿意购买显然被低估了的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都是因为这些投资工具的不透明性。


  市场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被“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加强了，该会计准则要求投资银行根据市场价值来报告它们的投资组合收益。虽然按市值计价的优势在于可以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向投资者提供最新信息，但是当市场缺乏流动性导致交易中断时，市场价格所透露出的信息就会受到限制，这时会出现更复杂的问题。美联储通过新的定期拍卖工具（Term Auction Facility）这一贷款项目来增加市场流动性的做法，已经尽量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出现。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恢复对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的有效需求。


  次贷危机也暴露出美国金融市场中结构性投资工具（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SIVs）类似的弱点。美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面临的困境是很难摆脱的，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一个AAA级的商业银行不会把钱借给一个A级的运营公司。原则上，公司在商业票据市场中有权获得比银行贷款成本更低的可贷资金。随着这一问题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银行通过创建结构性投资工具来维护它们与信用评级为AAA级的客户之间的关系，通过结构性投资工具把资金以AAA级的债券利率借给AAA级企业。结构性投资工具是一种只能持有AAA级贷款的表外融资（off-balance-sheet entity），因此可以在商业票据市场中获得AAA级债券利率。然而，商业票据市场面临潜在的流动性危机，从而为了确保结构性投资工具可贷资金的连续性，商业银行为结构性投资工具提供紧急备用信用额度。


  结构性投资工具运行多年的结果就是爆发次贷危机。主要的问题是，长期投资和高风险证券，包括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在使用结构性投资工具的同时使用短期商业票据融资。因此，商业票据银行逐步注意到结构性投资工具的资产组合质量问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会使商业票据投资者更担忧。结果是许多结构性投资工具会出现资金危机，有很多类似的案例，最终启用总行股票债券中的备用信贷资金来化解危机。笔者强调的主要问题在于结构性投资工具中投资和融资策略的应用，这与前面提到的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固定比例债务债券（constant proportion debt obligation，CDPO）拥有更广泛的投资者是同样的问题。


  注释


  [1]在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危机发生后都出台了相关的紧急救助方案。这些救助方案对之后的紧急救助事件，包括贝尔斯登救助事件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国际清算银行（BIS）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数据库来记录金融衍生品的债券和货币形式、到期日、合约格式等等。）


  [3]相比之下，美联储并未参与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清算。）


  [4]Jaffee and Perlow（2008）针对加强投资银行作为交易对手的监管提供了更详细的建议。）


  总结评论


  引发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因素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本身、证券化的次级抵押贷款、抵押贷款系统对金融市场和机构的系统影响。当然也与新兴经济体抵押贷款市场的运作有关。下面分别对这三个方面作总结。


  次级抵押贷款



  次级抵押贷款为500多万（包括100多万初次购买者）房屋购买者提供了资金。然而，这种好处会被掠夺性贷款因修改贷款条款的难度及借款人违约产生的成本所抵消。目前相关的解决办法被提出并实施。应该通过更多的监管措施来控制掠夺性贷款。促进违约借款人修改贷款条款的相关制度已经颁布了，但仍然有很多借款人没有得到帮助。借款人违约的成本实际上是有限的，而且有用的信息可以使借款人的成本最小化。


  证券化的次级抵押贷款



  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最近的报告（2008年）和其他相关研究都表明证券化是次贷危机的主要来源。与购买次级抵押贷款的那些大型、复杂的机构投资者被欺骗或被忽视这个难以置信的理由相比，本章所阐述的关于高风险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的相关信息更容易被接受。


  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之所以会发生也与市场的参与者有关，如贷款银行、投资者以及信用评级机构，因为它们都没有意识到它们进行次级抵押贷款的行为会使房屋价格暴涨，最后引发危机。次贷危机实际上就是由于最近全球的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和萧条的经济周期导致的。危机产生的主要直接成本让这些市场参与者承担了。希望未来的市场参与者可以更好地预测危机，货币政策在抑制经济过热方面也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对金融市场和机构的系统影响



  次贷危机对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由于高杠杆率和期限错配的投资结果，使得很多投资银行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特别是，贝尔斯登为了避免破产必须合并，其他投资银行也深陷金融危机的谣言还在继续传播。


  贝尔斯登的合并事件和投资银行面临的困境都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主要的投资银行都是巨大的场外衍生品市场中的核心对手。主要投资银行面临的困境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最终导致金融市场萧条。美联储加速贝尔斯登合并的做法正是为了避免这样的灾难。为避免重蹈覆辙，最重要的是加强对投资银行的监管。


  另外，影响金融市场运行的原因是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投资工具缺乏流动性导致了非正常交易，即“避险”心理的作用，而且在市场运行过程中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的不透明性和复杂性会日益凸显，导致危机更为严重。当然，投资者合理的投资行为最终会促使市场价格与基本价值相一致，市场的流动性和交易量也会恢复到正常状态。与此同时，美联储已做出适当回应，会不断增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但目前只取得有限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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